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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做聪明

的“给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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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的白玉兰






“
 清明时节雨纷纷”，又道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3月下旬气温突降的北京，让众多媒体谈起倒春寒。但气象台立刻解释，这并不是什么倒春寒，因为北京还未真正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季。果然是“熟知非真知”。

这也是本期聚光灯的主要目的。世界上多数成功人士在教导后辈时，都会强调“助人为乐”！调查统计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毕业演讲均以助人为乐为主题，这些功成名就的演讲者坚信，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经验，切实帮助别人，也会让自己的事业、生活更圆满。相关研究也支持助人为乐，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在其著作《施与受》中，有一个重要结论：相比自私的索取者和从不白帮忙的对等者，给予者可以给组织带来更多的价值。

在《施与受》中，格兰特提到给予者有机会得到晋升，但对于如何晋升，他语焉不详。研究者观察到的现实情况是，很多给予者因为不善于自我保护，患上了“奉献疲劳”症。这类患者不仅工作业绩受到影响，而且承受巨大生活压力，助人虽多，并不为乐，真是“熟知非真知”。

本期聚光灯就是为这些“奉献疲劳”患者提供的对症良药。亚当·格兰特携手多年好友雷布·雷贝利撰写《战胜“奉献疲劳”》一文，两位作者认为可以从3方面抗击“奉献疲劳”。

首先，给予者应该选择恰当的帮助方式。帮助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研究表明，被动帮助让人疲劳，而主动给予让人充满活力。当你给予时，请发掘自己的乐趣和技能，就不会觉得压力太大了，还能产生更大影响。

其次，给予者应该选择帮助的时间。很多人认为，日行一善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做法。但根据研究，集中行善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最后一点很重要——帮助谁。一个不幸的消息是，给予者经常被索取者利用。多数给予者都心存善意，容易被人“当枪使”。其实，有很多线索可以分辨自私的索取者：摆出觉得别人理所应当帮自己的做派；把成功都归于自己，把失败推给别人；媚上欺下，口蜜腹剑，过河拆桥；说得多做得少。对待那些自私的索取者，给予者应该以“对等者”的姿态对待之。

还有一个是所有人、特别是高层管理者须规避的“熟知非真知”。那就是性别差异问题。多数人认为，男性一般都是给予者，而女性则是索取者。但现实恰恰相反。因此，女性须停止一味无私奉献，设立边界。而与女性共事的男性应该更积极伸出援手，提供指导。组织则应根据员工的贡献而非性别分配和评估工作。

读者或许并不太清楚自己是索取者还是给予者。为了方便各位按图索骥，我们准备了一份在线评估工具《你属于“奉献疲劳”高危人群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登录《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网站进行详细测试。

最后，我们希望各位所在的组织都能成为一个平衡的组织，让给予者得到应有的回报，真正鼓励更多人助人且为乐。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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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史蒂夫·普罗凯西（ Steve Prokesch）
 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对发明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年幼的他还函购了一本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插图传记。他曾为MIT的鲍勃·兰格（Bob Langer）作传。他在名为《医药界的爱迪生》一书中，将兰格称之为“如今依然健在的发明家中，最智慧且成就最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我见过的最亲切的人之一。”兰格设计的基础理论付诸实践模型，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而他的理念挑战了研究向产品过渡的传统流程。“可能传统观点错了，公司还可以做更多事来改善人类生活（而且赚很多钱）。”普罗凯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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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少有机会能够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追踪史上最多产的工程师之一。”摄影师托尼·梁（Tony Luong）
 说。他的工作地点在波士顿，负责为《医药界的爱迪生》这本书拍摄鲍勃·兰格的照片。“兰格博士日程表里的会议都围绕一件事展开：解决问题。”梁说多数知名人士都对拍照这件事很不耐烦。最让他吃惊的是，发明家兰格非常配合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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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员工的方式很多，

最简单有效的是调整工位


为提升员工表现，雇主总会尝试各种方法，从奖金、激励到培训，不一而足。这些传统方法的确能帮助员工提升技能、丰富经验。但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提升效率的方法，极其简便易行，而且成本低、见效快：调整办公室的工位。





Cornerstone OnDemand高级副总裁 杰森·柯塞罗|文





近年来，监管合规已经成为了华尔街为数不多的成长领域之一，但是种种认知工具也正在袭击该领域。看不到经济机会的人未必立即做出反应，但是他们最终一定会有所反应。



不良员工不能聘用

管理者的职责就是为员工扫清工作障碍

兰迪·科米萨｜文

员工究竟为何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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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一个 “赞”的价值有多大？

用广告辅助社交媒体上的营销实践，可以提高投资回报率，并为联系最忠诚的客户创造机会。



开拓者、推动者、整合者和守护者

德勤开发了商业化学反应系统，将员工分为4大类职场人格：开拓者、推动者、整合者和守护者。领导者应该聚集相反职场人格，鼓励少数派人格发表见解。这样团队合作才能减少差异，更加高效。



对话沃尔玛CEO董明伦：“我们需要面向未来的人才”

老巨头沃尔玛如何应对电商的挑战，公司CEO董明伦的策略是：在实体店铺基础上加入电子商务以及数字化手段，公司能做的事情比纯电商更多。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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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职的男性

因何当上领导？


托马斯·卡莫罗-普乐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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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管理层女性明显偏少的现象，比较流行的原因有3个：(1)她们没有这个能力；(2)她们不感兴趣；(3)即便是有兴趣，也有能力，但她们也无法打破那个玻璃天花板，即无形的职业障碍，它基于带有偏见的陈规，阻止女性获取相关的权力。保守派和天花板沙文主义者是第一个原因的拥护者；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则力挺第三个原因；两者之间的人群通常会认为是第二个原因。然而，会不会所有的人都是在管中窥豹呢？

在我看来，管理层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分辨信心和能力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通常将信心满满的表现误认为是能力的象征，因此，我们会天真地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做领导。换句话说，就领导力而言，男性相对于女性的唯一优势（例如，从阿根廷到挪威，再到美国和日本）在于，傲慢的外在表现——通常会披上魅力和个性的外衣——往往会被误认为是领导潜质，或者这些特征在男性身上更为常见。

与上述观点一致的是，有调查发现，无领导人群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推选以自我为中心、过于自信和自恋的个人担任领导，同时，这些个性特征在男性和女性中并不是同等分布的。就此，弗洛伊德认为，领导力的心理过程发生的原因在于群体，也就是跟随者，用领导的自恋倾向取代了自身的自恋倾向，这样，他们对领导的热爱是一种自爱的伪装形式，或是其缺乏自爱能力的替代物。他指出，“他人的自恋情结对于那些已然部分放弃自恋的人群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类似于怀着喜悦的心情来羡慕他人。”

事情的真相在于，几乎全球各地的男性都倾向于认为他们比女性更加聪明。然而傲慢与过度自信反过来又与领导才干有关，也就是打造和维持高业绩团队的能力、鼓励追随者应为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确实，不管是在体育、政治或商业领域，最优秀领导者往往是十分谦逊的——有的是性格使然，有的是后天养成的，但谦逊在女性当中更为常见。例如，女性的情商比男性高，这也是谦虚行为一个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另外，有关个性性别差异的定量调查（涉及26种文化的2.3万名参与者）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体贴和谦虚，这一结论大概是社会科学领域最接近直觉认识的发现之一。当我们在审视个性阴暗面时会得出一个更加清晰的结论：例如，我们的标准数据（涵盖来自40个国家所有行业领域的上万名经理）显示，男性通常更加傲慢、更倾向于耍手段，并更愿意冒险。

矛盾的一点在于，让男性经理走上企业顶层或政治阶梯顶端的心理特征实际上也是导致其衰败的罪魁祸首。换句话说，让人们获得这一工作的个性特征与胜任这一工作所需的个性特征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截然相反的。结果，众多的能力欠缺的人士走上了管理岗位，而有能力的人却没有得到提拔。

毋庸置疑的是，领导者的高大形象折射了众多经常在人格障碍中出现的特征，例如自恋情结（史蒂夫·乔布斯）、精神病（请在此处填写你最喜欢的暴君的名字）、表演型人格（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或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或不择手段（几乎所有联邦级别的政客）等性格。不幸的事情并不在于大多数经理并不具有这些高大上的特征，而是在于多数经理恰恰会因为拥有这些性格特征而败走麦城。




从领导者所在的时间、营收和支持率或他们在公民、雇员、下属或成员当中的影响力就可看出，好的领导一直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并不是随处可见。





事实上，大多数领导者，不管是商界还是政界领导，都会失败。事实一直都是这样：大多数国家、公司、社会和机构并未得到妥善管理，这一点从其所在的时间、营收和支持率或他们在公民、雇员、下属或成员当中的影响力就可以看得出来。好的领导一直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并不是随处可见。

因此，让我略感吃惊的是，最近众多有关鼓励女性“向前一步”（源自于桑德伯格的著作《向前一步》（Lean In）——编者注）的讨论，一直专注于让女性获得更多上述这些不正常的领导个性。是的，我们经常会推选这些人担任我们的领导，然而，他们能够胜任吗？

有一种人，他们虽然具备管理才干，但并未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大多数真正有助于成就有效领导力的性格特征多集中在这些人身上。这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采取有效的领导策略，这一观念目前已得到了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的证实。最知名的莫过于爱丽丝·依格力（Alice Eagly）和同事对诸多调查所做的综合研究，她们发现，女性经理更容易唤起下属尊重和自豪感，有效地沟通其愿景，赋权和指导下属，并以更为灵活和更具创造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就是“变革型领导”所具有的所有特征），同时还能公允地奖励直接报告。作为对比，从统计学上来看，男性经理亲近下属或与下属沟通的可能性更小，而且相对来讲在论功行赏方面做得不够到位。虽然这些调查可能存在抽样偏差的问题，即要成为领导，女性得比男性更加胜任而且更有能力，但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得知，除非人们能够杜绝这种偏差的出现。

总的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领导之路充满了障碍，其中包括厚厚的玻璃天花板。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不称职的男性却没有多少职业障碍，而且我们倾向于将领导力与某些纯粹的心理特征画等号的事实，会让普通男性成为一个比普通女性更加无能的领导。结果，人们催生了一个病态的系统：不称职的男性得到了擢升，而称职的女性则难以得志，这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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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莫罗-普乐姆兹克
 是Hogan Assessment Systems首席执行官，也是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员。可通过Twitter：@drtcp，或登录网站www.drtomascp.com与他联系。他的新书《人才错觉》（The Talent Delusion）于201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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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尽职员工

有三大“法宝”


马克思·阿尔特舒勒（Max Altschuler）|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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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到解雇会让人备受打击，尤其是对于尽职尽责的员工。在技术初创领域，人员流动率是相当高的，而且事物变化得十分迅速。作为该领域的一名经理，我不得不解雇很多尽职尽责的员工。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意识到这对于被解雇的员工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由于我还在全身心地钻研销售艺术，我也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解雇也是一门与销售有关的学问。它要求人们富有同情心、询问正确的问题，以及通过可信、坦诚的方式引导他人向你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当我向别人传达他们即将被解雇的消息时，我会引导他们意识到这是最有利于他们的抉择。这看起来似乎是在玩心计或过于冷酷无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方法得当，被解雇的人在过渡期间会好受得多。

不久之前，我解雇了一名内容经理。他曾在销售部门工作过，同时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希望尝试管理公司某部门的内容业务。我当时觉得，文章写得好，而且又懂销售，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务，但结果却不尽人意。我不得不解雇她，并聘请一位更了解内容开发的雇员。

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她直接走人了事，这是行不通的。公司外部和她打交道的内容提供商约有30人，这些人对于我们的业务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她突然被扫地出门，这些关系可能就会遭到破坏。我想让她再待一段时间，以便过渡。这对她来说也是好事。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寻找合适的工作。

因此，我们谈到了这一并不轻松的话题。我对她说，她的工作业绩并不理想，为什么不适合这个职务，以及我不得不让她离开公司的原因。我问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有何看法？”

她回答道，“我可能还是应该去做销售。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当时，公司并没有适合她的空缺。但是，我还是和她说了解雇的事，其实我已经想到了其他几份可能适合她做的工作。在初创企业，人们会经常互通有无，企业高管会通常相互询问是否有好的人选适合做某项工作。因此，我向她推荐了一个我认为适合她的工作。我与该公司的高管联系了一下，做了一番引荐，并真诚地告诉他们，对于他们的那个岗位空缺，她是一个绝佳的人选。

如今，她已经在那干了两年，而且很喜欢这份工作。




当我向别人传达他们即将被解雇的消息时，我会引导他们意识到这是最有利于他们的抉择。如果方法得当，被解雇的人在过渡期间会好受得多。





这类事情在硅谷经常发生，因为随着公司的发展，庞大的关系网络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当然，对于某些被解聘的雇员，你不会有帮他一把的想法，例如，这些人做了坏事或不值得信任。但这类对话就不会那么痛苦。

有的人有才干，也肯干，但却没能把工作做好，例如那位内容经理。当要解雇这类人时，我会在交谈中使用自身销售百宝箱中的3大法宝：


同情心。
 我十分关心我的员工，即便不能留在公司，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归宿。


好奇心。
 我希望知道他们给自己定的是什么目标。


计划。
 每当要解雇员工时，我都会进行调查，这样，我便可以带着能够帮助他们继续成长的点子，与他们讨论解雇这个问题。

如果雇员需要掌握某项技能才能达到特定的目标，我也会在讨论时提出来。我会推荐书籍和培训，以及其他公司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为他们提供学习所需技能的机会。

我不敢妄言这一类的解雇方式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者我总能给雇员找到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只要我尽力而为，被解雇员工受到的打击就会减轻。而且最终，当这些有才干的人找到了新的工作之后，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代言人。我希望他们能为曾经与我共事感到高兴。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支持我的公司。我的公司将出现在他们的简历上，或者在其领英网页的资料中。他们不会说自己是被解雇的，因此，除非雇主去调查，没有人会知道。如果那些曾在我公司工作过的人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这明显说明一件事情，我的公司懂得慧眼识英才，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跳板。那么公司将吸引顶级的求职者。“PayPal帮”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任内容经理是被解雇员工当中我一直保持联系的数名员工之一。每当我们看到双方公司取得某项成就时，我们都会互发支持短信，并互粉一下。我们知道，尽管解雇的时候大家都很尴尬，但双方却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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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阿尔特舒勒
 是Sales Hacker的创始人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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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自恋者

更适合做领导


兰德尔·皮特森（Randall S. Peterson）

威利·威克曼（S. Wiley Wakema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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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自恋情结的领导者是一个令机构感到头疼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成为宝贵的资产，通过其个人魅力为机构带来十足的干劲和宏大的愿景，同时推行颠覆性的改革。研究和过往经验告诉我们，自恋者走上领导岗位的可能性更高。

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会成为暴躁的领导者，任何建议都会让他大发雷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自身能力的乐观判断是准确的。有自恋情结的领导者往往会陷入一系列困境，包括棘手的冲突、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动（因没有同理心以及无法分享荣誉），以及他们不愿为自己辩解而导致的争议和疑惑。简而言之，自恋者在机构需要系统改革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他任何时期，他们造成的麻烦要高于其价值。

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克制和控制自恋情结的缺点。例如，如果这种自大的自我观点能够被转化为对他人的关注，会成为最好的帮助者、建议提供者或团队成员。天生能够从事这类工作的自恋者被称为集体性自恋者。他们是自我任命的圣人，会不切实际地夸大自己对他人的贡献。与此同时，与所有自恋者一样，他们会自觉地保持其不切实际、不可一世的自我观，并渴望得到积极的反馈，他们的自恋情结可用于开展富有成效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自我形象与帮助他人息息相关。有鉴于传统研究曾对主体性自恋人士（这些人自认为其能力比其他人更出色，而且专注于实现自我成就）所进行的调查，集体性自恋人士更有可能在集体环境下分享荣誉和资源，其目的是为了支持其自认为的英勇援助者形象，而这一类的自恋人士可能恰好能够满足机构的需求。

这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意义？为了测试集体性和主体性自恋人士的行为区别，我们进行了几个实验。一开始，我们通过询问受调对象对于某些声明（例如，“我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的接受度，来衡量主体性自恋。在衡量集体性自恋的时候，参与者表达了对以下声明的接受度，例如“我是我所知道的最乐于助人的人”以及“我将因改善他人的福祉而闻名于世”。

然后，我们使用独裁者游戏来进行实验。其中，玩家会得到资源（金钱、糖果等），并要求在自己和伙伴之间进行分配。游戏对玩家的行为没有要求，玩家可以完全本着自私自利的原则（独自占有所有资源）或者完全利他的原则（将所有资源给合作伙伴）。

我们使用独裁者游戏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营造一种集体型关系，例如与伙伴或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试图营造一种交换型关系，例如企业合作伙伴之间或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所体现的关系。集体型关系和交换型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当通过交换型关系提供服务时（但不是集体型关系），人们会期望存在一种互惠关系。例如，如果你要求集体型关系中的某位人士（例如朋友）帮你搬家，就算你没有付钱，他们也不会和你断交（集体型关系）。事实上，向朋友付钱反而可能会破坏这一关系。然而，如果你邀请一家公司帮你搬家，人们很难靠一句谢谢来让这家公司感到满意。

为了模拟这种集体型关系，我们要求参与者在自己和其伙伴之间分配巧克力；为了营造交换型关系，我们要求受调对象在自己和伙伴之间分配现金。从现有的研究我们得知，金钱的出现会让决策流程向交换型转变。在其中的一个调查中，我们向受调对象仅提供一个单位的资源，目的是凸显收益和损失。此举迫使参与者做出选择：是把所有资源给自己，让伙伴一无所获，还是把所有资源给其伙伴，而自己却一无所有。

这一游戏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集体型关系中，主体性和集体性自恋者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利他主义和分享精神。90%的参与者都把巧克力给了自己的伙伴。看来，当游戏使用巧克力这种通常用来表达谢意的物品时，两种类型的自恋者都非常有可能将巧克力给自己的伙伴。在把巧克力换成钱之后，集体性和主体性自恋者的行为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具体来说，主体性（传统）自恋者变得极端自私，90%的参与者都将钱据为己有。然而，集体性自恋者的表现则大不相同，有一半的人把钱给了别人。由于工作机构都是基于交换型关系，而且大多数人都是拿工资的，因此大家很有可能将其看作一种正常的行为。

为了测试集体性自恋者在工作环境下的表现，我们开展了一个纵向的MBA团队调查。我们发现，主体性自恋者在团队中有着较强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与非集体性自恋者不同。具体来说，我们发现，那些主体性自恋程度更高的团队更有可能导致个别队员抢夺本不属于他们的功绩，从而导致冲突，并降低业绩。然而，集体性自恋程度更高的团队则没有上述问题，其业绩超过了主体性自恋程度高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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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者可能会对团体和机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即便系统没有大问题，他们通常都会实施彻头彻尾的改革。然而，当这些自恋者呈现出集体性倾向时，自恋情结的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得到弥补。与其对自恋者避而远之，各大机构不妨选择正确类型的自恋者，以获得更好的效果。我们的研究显示，寻找集体性自恋者可能会使双方相得益彰，他们不仅能够提供动力、个人魅力和愿景，同时还能为公司的大局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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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 皮特森
 是英格兰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威利· 威克曼
 是伦敦商学院的博士生。他的研究审视了自我增强动机、不道德行为和自适应异常行为对心理和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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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真相


马尔科·扬西蒂（Marco Iansiti）、卡里姆·拉哈尼（Karim r. Lakhani），《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月刊








支撑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可以安全高效地记录交易。现在转让一股股票要用一周时间，但应用区块链后，数秒内就能完成。区块链大幅削减了交易成本，因此有潜力改革经济。但新技术的普及需要广泛的协作，而且要花很长时间。本文中，作者描述了区块链普及的可能途径。




我认为这一改革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开源社区正在崛起，而且区块链技术本质上也是开源的，所以发展周期会较短。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法定货币，或者“拥有自主权的区块链”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推动经济格局转变的主要力量。区块链对社会的贡献太大了，中央银行已经不能忽视其影响。接下来我们可以将省下的交易费，投资到廉价太阳能电池板这样的事物上，或者建设太阳能电池板的社区网络，用于本地电力贸易——所有这些都在拥有自主权的区块链内。


——维立·维塔萨里

芬兰税务局分析师





作者称，得益于区块链，“律师、代理人和银行家等中间人可能就不是必要的交易参与者了”。这太夸张了。区块链的小戏法是，允许多方在不了解彼此的情况下进行电子现金交易。但区块链并没有消除非比特币交易中对代理人的需要。非比特币的应用要求实行链下（off-chain）交易流程。要将比特币之外的东西“放到”区块链上，必须商定怎样用区块链中的符号代表交易内容，还需要中介为交易和交易方的区块链锁钥作担保。所以区块链不会淘汰众多中间人。


——史蒂夫·威尔森

tellation Research首席分析师







作者回应：

 我们同意史蒂夫·威尔森所言——很多人都这么想。我们的文章实际上指出，真正实现对区块链的革命性应用，仍需数年之久，因为只有机构性的改革蔚然成风，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奠定新基础，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我们在文中提到，律师、代理人和银行家等中间人可能不再是必要的交易参与者了（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改革的演进，他们的职责很可能发生巨大改变。即使是纳斯达克及其合作伙伴Chain.com设计的私有链应用，也在重新定义托管银行及其他金融中间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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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一代创新者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伊弗萨·欧摩（Efosa Ojomo）、德里克·范·贝弗（Derek van Bever）, 《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2月刊








有着年轻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崛起的中产阶级，非洲似乎拥有了跨越式增长所需的所有要素。然而，受到腐败、基础设施缺乏、人才不足以及消费市场欠发达等因素的影响，最近一些跨国企业退出了该地区。但一些创业者却成功了。作者相信，选择“推动”投资或“拉动”投资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当人们愿意使用创业者开发的产品时，创业者就创造了可持续的市场。




这篇文章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投资要素——承担责任，这适用于任何经济体的多元化市场。我们看好的发展模式（韩国、日本、中国甚至是美国和英国）都由本土的优质企业主导，他们把本土市场当作自己的大本营。因此，他们使用“拉动”投资模式。我们需要更多本土的优质公司。


——奥卢塞贡·奥库班乔

Obsidian CEO





在非消费领域创造市场的战略可以用于世界各地，不仅限于非洲。我们须保持敏锐，发现隐藏的需求。“拉动”战略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推动”战略是为了满足欲望。需求是永恒的，欲望是暂时的。


——瑞文安达·温卡泰什

Vistaar金融服务 战略副总裁助理





对于发达市场的公司来说，基于金字塔的机会略有风险，因为未知情况很多。但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果你遵循“拉动”战略，瞄准非消费领域，通过整合运营缓解制度缺失，这些机会的风险其实很低。


——奥斯汀·沃尔特

EchoNous商务总监





对于发达市场的公司来说，基于金字塔的机会略有风险，因为未知情况很多。但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如果你遵循“拉动”战略，瞄准非消费领域，通过整合运营缓解制度缺失，这些机会的风险其实很低。


——伊科迪纳奇·欧盖巴

斯特拉斯克莱德商学院 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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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恨你的老板吗？


曼弗雷德·德·弗里斯（Manfred F.R. Kets de Vries），《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12月刊








在所有职场人士中，至少有一半曾因为上司而辞职。但如果你和老板处不来，也不要绝望。本文作者认为，你有办法改善局面。




现在人们太容易把老板当替罪羊，却忽略员工的低效、失常、甚至违法行为。例如，假设有员工经常上班迟到，还找各种借口，那么老板有责任处理。但如果这名员工耿耿于怀，并传播谣言、破坏公司文化，管理者和董事会不一定有能力发现真相。


——南希·萨宾

Sector Synergies总裁、技术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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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高增长

企业怎么救？


马歇尔·费舍尔（Marshall Fisher）、维纱尔·高尔（Vishal Gaur）、赫布·克莱因伯格（Herb Kleinberger）《哈佛商业评论》1月刊文章








很多零售商为了追求两位数的收入增长，持续不断加开新店，即使这么做会损害其盈利能力也一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来自华尔街和资本家痴迷于增长的文化。它很难消除，主要因为公司不知道该如何关掉增长机器，或者说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替代。




基本的原理是，增长的唯一途径是生产更多产品。这点可以通过4种方式表现出来：（1）增加劳动力参与度 （2）开发新资源 （3）专业化程度的增长（4）新技术。我认为拯救痴迷增长的方式是，开发能够大幅提升生产率的新流程、工具或者设备。


——艾略特·洛温

J. Felcher & Company总裁兼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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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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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刊“大思路”


忘记市场 眼光放长远

股东有没有影响公司生存？

是时候把公司长期发展放在第一位了。金融界和企业界大多将股价当成衡量管理层业绩的主要标准。不光对冲基金活跃分子，很多机构投资者也都很看重，此外还有不少董事和管理层，甚至有些监管者和官员也会看股价。然而企业管理者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定位首要目标，以及董事会的责任就是支持管理者实现目标这一理论历史并不悠久。这是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提出的“代理人”理论。核心在于认为股东真正“掌握”公司，而所有者对公司业务拥有至高权力，可以合理要求企业按他们的意愿发展。

将企业所有权交给股东听起来很正常，表面上也无懈可击，但细看其实有点混淆，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很复杂的责任问题。因为股东对持股的企业并没有法律义务，也不必为自己倾向的选择承担责任。

作者认为经济系统健康发展就要将股东角色摆正确。代理人模式的极端就是股东中心制，但基本假设上就有问题，从法律角度看也存在谬误，实际操作起来还可能造成危害。更完善的模式中应该承认股东的重要地位，但也要明确企业是独立的实体，依法成立，服务于多个目标，只要管理得当会一直存续。公司治理理论方面应该更侧重以企业为中心。




[前沿]


项目推介会上风投到底看什么


拉克什米·巴拉柴卓尔在巴布森学院担任助教，加入学术界前她一直从事风险投资行业，见过数百位创业者推介商业概念，也发现不少常犯的系统性错误。在一系列论文里，她有意录下一些风投和早期天使投资参与的推荐会，想从中小结风投看中创业者哪些素质。结论有这么几点：如果创业者很冷静而不是激情澎湃，风投会比较愿意投。最重要的是显示诚意，而且要坦诚接受批评，把自己当成受提携的后辈多听从风险投资人的意见，这样机会就会比较多。




[实战复盘]


道富银行CEO为前途渺茫的年轻人寻找工作机会


约瑟夫·霍利相信，如果能帮波士顿高中生找到更清晰，也更合适的发展路径，比方说上大学或找个好工作，就可以减少很多社会问题。2015年，金融服务公司道富银行与五家非营利机构联合成立了2000亿美元的波士顿WINs计划。非营利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原本没机会上大学的孩子努力申请学校，提供经济援助，为今后工作打基础。道富银行的目标是从项目里招聘1000位新员工，不到两年已经完成超过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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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AI改变80/20效率法则？

迈克尔·施拉格（Michael Schrage） | 文

蒋荟蓉 | 译 齐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许
 多高绩效组织至今依然热衷于意大利工程师、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犀利言论，信奉他的80/20效率法则，即80%的结果（如销售额、收益等）是由20%的原因（如产品、员工等）产生的。但是，机器学习和AI算法创新使得分析学发生改变，笔者认为，下一代算法会进一步拓展帕累托基于经验的争议性模型。AI与机器学习将如何重新定义组织运用帕累托法则的方式，超越传统分析，以数字途径推动盈利创新，以下有3种重要方法。



智能帕累托

首先，数据量更大、更多样，使算法系统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智能培训。数字网络因此成为帕累托平台，引导各种变量产生新的价值。

例如，创新工作场所分析，可以让更多的组织辨识出为产品、流程或用户体验贡献了80%价值的20%员工。业务流程、平台和客户体验的数字化进展，同样需要我们用创造性的帕累托视角去看待：平台升级的哪20%创造了80%的影响？客户体验的哪20%造成了80%的客户满意度或不快？C级高管须运用算法解决那些数据驱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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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帕累托

其次，数据分布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在大数据影响下，帕累托的80/20法则沦为一种过时的经验。越来越多热衷分析的公司看到，帕累托法则的比例由80/20变成10/90、5/50、2/30，乃至 1/25。根据数据被掰开揉碎分析解读的程度，甚至会出现1/50、5/75和10/150这样的比例。帕累托的“重要的少数”（vital few）变成了“重要的更少数”（vital fewer）。

极值分布超越并主宰了行业。例如，10%的饮酒者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烈酒销量。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不到0.25%的手游玩家贡献了游戏内购收入的一半。

不过，清楚地识别并沉迷“顶级帕累托”，分析深度还不够。市场和市场增长，需要这些分析性的统计数据导出预测性、规律性的信息。换言之，要把数据集转化为智能算法需要的“训练数据集”（training sets）。

组织也须找出帕累托倾向。组织须从算法的角度，对能够促成巨大影响的微小调整进行解析。管理者及其数据科学团队必须关注极致帕累托的潜力与可能性，不要只追求更多、更好的数据。

例如某家数十亿欧元的工业设备公司，SKU超过2000。该公司认定，不到4%的品类贡献了1/3的销售额和近一半利润。但把分析拓展到服务和维护方面，结果显示约100个产品贡献的利润超过2/3。这样的结果促使公司从根本上重新制定价格和捆绑销售战略。

对产品特征（而非产品本身）进行更精细的帕累托分析，提供了更具挑战性的洞见。公司工程和会计团队针对有需求的产品特征和功能（而非产品本身），开展了基于数据的重新设计。不同的分析引出了更有价值的帕累托洞见。例如，移除某项特征不仅能减少成本，还会大大优化用户体验，进而在发展壮大的细分顾客群体中获得更高的份额。



超帕累托

其三，数据变得越来越颗粒化，算法以更智能的方式处理复杂模式，帕累托组合管理也发生了改变。精明的分析和实践足以形成帕累托组合，即整个企业中一系列不同的帕累托洞见。KPI在此处不只是“关键绩效指标”的意思，也代表“关键帕累托信息”（key Pareto information）。如果KPI面板无法以数据形式更好地显示关键帕累托信息，人们就看不见未来优化及价值创造的机会。

过去，流程所有者、产品管理者和销售团队着重对自己的核心帕累托比例进行优化，现在他们开始寻找试探其他人的帕累托比例。明智的管理者和高管会打破分析孤岛。他们发现，自己的帕累托比例可以通过分析与公司各个部门的帕累托比例产生交集，重组以提高效率。

对某个帕累托比例进行反思和更新，最可靠的方式是与另一个帕累托比例联系起来。数据量大、算法意识强的公司发生转变，从独立管理12个关键帕累托指标转为全面把握成百上千个企业关键帕累托指标，由此将会产生崭新的帕累托组合。哪种组合能够为创新提供最佳洞见和机会呢？

据笔者所见，帕累托网络逐渐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高效分析方式。KPI集合中哪10%贡献了90%的新顾客、新增长或新利润？应对超帕累托创新的挑战，需要数据驱动的跨职能合作。公司各部门成熟的管理者和创新者希望能让“重要的少数”合并起来。

某全球电信公司的各种帕累托分析，都已经从描述性、预测性和规律性发展为具体的预测、规避和最小化（客户）流失的举措。流失管理团队成功地识别并留住了几百万个快要流失的客户，然而在回报上收效甚微，公司绩效陷入停滞。

团队决定扩张时，情况变了。他们不再强调客户满意度、投诉及服务方面的帕累托洞见，转而发觉销售和市场营销上的帕累托数据集，注重向上销售（upselling），关注贡献了80%新服务购买量的20%客户，以及购买了75%新服务或套餐的25%客户。

有了这些帕累托分析结果，流失管理团队开始思考如何向上销售，而非单纯的保留客户。简单的回归分析和基于主体的建模技术发现，帕累托流失者和“接受向上营销者”（upsellers）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

事实证明，编写脚本和试验订单是简单、快捷且低成本的方式。最终结果虽然不是革命性的，却也具有超出发展性的价值。不只保有量得以提升，流失管理团队留住客户的成本也有所降低，而且成功实现了1%到2%的向上销售。

不过，这种帕累托组合显然也产生了偶然的业务红利。结果证明，流失管理团队的新帕累托比例可以用于向上销售和市场营销。他们的创新组合大大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和净推荐值（NPS），同时降低了客户流失率，实现了多方共赢。

帕累托组合的初步成功，让我们想起奈飞大奖（Netflix Prize）角逐中得来的重要洞见：最好的结果并非来自提升单个模型的表现，而是创造各项优势协同发挥的最佳组合。帕累托分析能够准确判定何种组合最有价值。

我们从中获得的经验是，拥有许多模型，对于赢得大奖所需的增量结果有益，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少数几个精心挑选的模型足以构建绝佳的系统。

将帕累托分析严格运用于帕累托分析本身，看似简单易行，但没有几个组织能够一直坚持帕累托原则。这个现象必须改变。战略计划和技术路线图必须通过“帕累托路径”分析。若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的“重要的少数”，各部门KPI就可以有机结合，公司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实现颠覆性的价值创造。

算法智能程度越高，越有必要与帕累托原则结合并从中学习。组织本身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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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施拉格
 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数字商务中心（MIT Sloan School's Center for Digital Business）研究员，著有《研究游戏》（Serious Play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你希望客户成为怎样的人》（Who Do You Want Your Customers to Become?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及《创新者假说》（The Innovator's Hypothesis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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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抢夺客户新战略——精简定价

拉菲·穆罕默德（Rafi Mohammed） | 文

廖琦菁 | 译 蒋荟蓉 | 校 时青靖 | 编辑




继
 达美航空（Delta）之后，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近期也推出了“基础经济舱”（Basic Economy），这类舱位的票价比经济舱更低。如果你想在下一航程省点钱，可以考虑作些牺牲。根据不同航空公司的规定，你可以考虑为手提行李付费、由航空公司替你选座、登机的顺序排在最后，或者放弃改退票的机会。

在达美航空的许多美国国内航线，乘客有4种舱位选择：基础经济舱、经济舱、优越经济舱和头等舱。每种舱位提供的服务和设施都不同。

乍一看，我们很难理解，一项使航空公司服务水平倒退的举措如何能吸引消费者并提高利润？但事实证明，推出一个价格更低、更为精简服务的策略非常有力。这项策略可以让公司和消费者在以下4方面获得双赢。


防守型精准打折。
 从设立基础经济舱上，所有公司都能学到的一课是：可以用精简版本的产品或服务抵御对手的低价冲击。靠出售打折商品崛起的新贵们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成熟市场。他们的价值主张往往是：“我们不像其他企业那么浮夸，但我们能为你省钱。”这种情况已经在航空行业存在了几十年（成立于1967年的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但最近廉价航空的市场又扩大了，精神航空公司（Spirit Airlines）与边疆航空公司（Frontier Airlines）已经从其他成熟的航空公司手中撬走了对价格敏感的顾客。

为抵御低价竞争对手的冲击，保持自身竞争力，以服务见长的公司通常会降低价格。这虽然留住了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但缺点是，它也不得不向那些不需要折扣的人提供折扣。将15%的顾客输给低价竞争对手听起来很刺耳，但是，85%的顾客会继续全价购买商品。这些忠诚的消费者认为，不值得用精简服务换取折扣。所以，真正需要折扣的只是那15%“不稳定”的客户。

精简服务的好处是，它让预算有限的客户有机会坦承：“我很重视价格。”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服务，公司能筛选出对价格真正敏感的人（“除非降价，否则我不会买”），而非故作姿态之人（“我当然不介意有折扣”）。我并非不尊重后者，我自己就是这种人。虽然我爱存钱，但基础经济舱最后登机的规定（“最后一次广播，请Z区乘客登机”）令我无法忍受。


进攻型精准打折。
 低价公司的目的是从现有企业手中抢夺客户，并且通过扩大市场服务新顾客。例如，廉价航空公司通过吸引没有旅行计划或准备驾车的旅客，发展航空旅游市场。通过类似的方式，成熟企业可以瞄准对价格敏感的新客户，推出精简版产品或服务。同时为现有顾客保留充裕的服务设施，保证从他们身上获利。

精简版产品或服务因多功能性而强大。它可以防守，保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也可以通过吸引新客户获得进攻型增长。另一个主要的好处是，它们非常灵活，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增加或取消。例如，在旅游旺季，航空公司不需要提供折扣，可以取消基础经济舱机票（“售完” “不提供”）。


为价格上涨提供支持。
 做出涨价的决定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大家总会担心潜在的客户反弹。精简版产品或服务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降低以上风险。首先，它为价格敏感客户提供了更便宜的替代品；其次，这也对顾客更加友好，与“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相比，让消费者自行选择用更便宜或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显然更可取。


突出价值。
 许多公司只提供一种选择，即最好的选择，其中包括多种产品或服务。太多属性与产品组合在一起，往往让消费者不堪重负。因此，他们无法重视所有的附加价值，这意味着公司无法完全按照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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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版本设置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价值，促进销售。精简版本与普通版本之间的区别，使得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和确定其他附加属性的价值。在反复比较确认后，他们可以选择为自己提供最大价值的选项。这并不意味着最便宜的选择。达美航空的报告指出，在看过基础经济舱限制条件的顾客中，有约一半顾客选择多花一些钱。

提供一个价格较低的精简选项，企业和消费者都能从中受益。企业可以获得对价格敏感顾客精准打折的强大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为一种商品提供更多销售选择，这让消费者能够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产品或价格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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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穆罕默德
 是定价策略顾问，《提价1%带来意外之财》（The 1% Windfall: How Successful Companies Use Price to Profit and Grow ）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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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Bolthouse Farms公司CEO：

胡萝卜变酷营销术

The CEO of Bolthouse Farms on Making Carrots Cool

杰弗里·唐(Jeffrey Dunn) | 文

时青靖 | 译 牛文静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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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house Farms公司借鉴了软饮料业的营销策略，拉动了需求的增长，并在过程中努力改变着美国人的饮食。






如
 何能让胡萝卜变酷呢？2008年，当我就任Bolthouse Farms公司（以下简称Bolthouse） CEO时，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就像大多数农业企业那样，Bolthouse公司在93年的历史中，一直专注产品供应，产品主要是胡萝卜，还有果汁和调味品，我们负责将它们从地里和工厂送至各家餐桌。当然，我们喜欢稳定、可预测的需求，然而却没有人寻求阶梯式增长。

作为一名软饮料业20年的老兵，我对此不是很满意。如果可口可乐能够说服人们每天消费逾10亿份汽水饮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推销一款蔬菜时取得同样业绩呢？垃圾食品公司是需求创造领域的专家，我们只须运用一些它们的策略即可。

起初，我们针对果汁的定价和包装策略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然后，在2010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大的推进，发起一场“像吃垃圾食品一样吃掉它们”的营销活动，耗资数百万美元，利用喜剧电视节目、纸媒和数字广告，将迷你胡萝卜（baby carrots）比作奇多、多力多滋以及其他很受欢迎的零食，进行大规模宣传。这个活动立刻引起轰动，吸引大量媒体关注，公司销售额也提升了13%。

但我们并未止步于此。我们的产品已上架自动售货机，获准在包装上使用《芝麻街》中的角色，销售渠道遍及从7-11到沃尔玛的各类零售商。我们也打造出原味及其他口味的胡萝卜零食包、27种不同的果汁和冰沙，以及带有软管包装的美味蔬菜汁和果泥。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否已将胡萝卜或其他果蔬变得很酷。但我认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它们在消费市场上的形象。我们也吸引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的注意，现在Bolthouse是它的一家子公司。



从可乐到胡萝卜

作为家里5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挑战现状，无论在家里、学校，还是整个职业生涯中。但是，当我2003年结束在可口可乐公司的任期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人们消费的碳酸饮料已经达到饱和，不必再向他们推销更多了。

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我离开可口可乐之后，在一家零食食品控股公司Ubiquity Brands担任了一段时间的CEO，负责监督公司重组。后来，当私募股权基金Madison Dearborn（Bolthouse当时的控股公司）问我是否有兴趣出任Bolthouse公司CEO一职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虽然Bolthouse公司1985年率先打造出“迷你胡萝卜”产品，并于2003年推出果汁生产线，在业内已经很成功，但我依然认为我能为这家公司增添价值——将其从家族农场业务转变为一家创新型、专业化管理和品牌化的公司。我任命了几位关键性的管理角色——一位新的COO以及销售、营销、制造、HR和IT部门的主管，他们帮助我完成转型。

我们早期取得一次小胜利，仅仅是因为采用了软饮料业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每人一次只能喝掉一瓶饮料。因此，Bolthouse不能只是一味地销售价格不菲的、以夸脱或加仑容量计的大桶纯胡萝卜或蔬果汁。我们必须采取单瓶灌装。于是，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3瓶捆装策略，加大促销力度，用1瓶的价格买3瓶，在随后的9个月内我们就赶超了Odwalla果汁，成为全国最为畅销的果汁生产商。这对团队来说可谓一个重大时刻：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些最佳实践是可移植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更多余地来考虑更具革命性的举动，比如，我们疯狂的胡萝卜营销活动。

显然，“像吃垃圾食品那样吃掉它们”这个理念也没有那么疯狂。近期历史中一些最令人难忘和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都是来自大宗商品。比如“Got Milk?”（一项牛奶的公益广告）、佛罗里达橙子、加州葡萄干以及猪肉行业的“另类白肉”。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研究了68个类似的营销活动，他们发现这些活动无一例外成功地拉动了需求。2009年，虽然Bolthouse的增长缓慢且稳定，但支撑我们的主要是果汁和调味料部门，胡萝卜销量每年会下滑3%到4%。为什么不看看是否有一些聪明的广告商能够扭转这一趋势呢？

说服董事会和管理团队是个耗时工程。当时，我们正处经济衰退期。我们的投资方希望最终能套现退出，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而且我们也正处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工厂整合时期。但是，我在可口可乐公司学到的另外一课是，艰难时期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营销计划方面，因为其投资回报会更好。这时，竞争对手在缩减开支，广告费用更便宜，消费者最终会认可并奖励你的坚持。

我们简单地对几家公司讲了一下要求：创办一场提升迷你胡萝卜销量的活动——最终决定与Crispin Porter + Bogusky广告公司合作，该公司是那时炙手可热的营销高手。广告公司提出了3到4个宣传理念，“像吃垃圾食品那样吃掉它们”是其中风险最高的，但我们很清楚这也是其中最好的一个。Bolthouse内部的一些人认为我们简直丧失理智了。公司过往的营销花费总共也就10万美元，而我们当时在一年内就计划投入200万美元。我们决定赌一次，最终我们成功了。

除了两则电视广告——一个是火箭和爆炸特效，另一个是一位穿着暴露的模特对胡萝卜赞不绝口，我们还推出了网络系列宣传，由两位杂货店懒鬼店员演绎，以及Twitter @babycarrots发布的对那些流行垃圾食品品牌的嘲弄（我自己的Twitter账号是@ChiefCarrot）。我们在两所高中率先安装了首台Bolthouse自动售卖机，旁边就是传统的摆满薯片和碳酸饮料的售卖机。我们的销量在上升，市场份额也在扩大。每个人对此都很高兴。我们并不愿对成功过度沉迷。我们希望借助成功进军零食业——不只是为了Bolthouse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农产品行业。



3A战略

我们公司现在围绕着一个新使命：“激发健康食品的革命（inspire the fresh revolution）。”预防肥胖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目标，诸如纽约市前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知名人士对此纷纷表示支持。据充分的消费者调查显示，父母希望能为孩子提供更为健康的零食产品。然而，在2012年，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水果和蔬菜的人均消费却以每年7%的速度在萎缩。

我们如何扭转这一局面？我们的战略再次借鉴了我自软饮料业学到的经验，那就是：3A战略。



[image: ]






Bolthouse Farms正在重塑农产品营销


1.果蔬走廊里零食“站点”

2.学校的自动售卖机

3.“垃圾食品”零食包

4.追踪社交媒体上共享“令人垂涎美食”图片，鼓励更多健康饮食的新#urwhatupost。






第一，可亲性（accessibility）
 。让我们的产品更加可爱并具有吸引力。我们需要人们有想吃蔬菜的欲望。这不仅要广告宣传让胡萝卜看起来很酷，而且还要有一流的客户调查和创新型产品研发。我们将公司总部从加州贝克斯菲尔德搬至圣塔莫尼卡，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引到企业所需的能培育、执行和推销最佳创意的人才。

以Veggie Snackers系列产品为例。这个理念来自纽约锡拉丘兹的一个焦点小组。一名16岁男孩有些不解地问道，如果我们的胡萝卜能像酷炫农场多力多滋玉米片和乐事烧烤土豆片那样，可以在自动售卖机里买到，为什么它们就不能有多种口味呢？我们要求研发团队针对这个可能性进行探索，并且在2014年将这个产品线引入测试市场。

“水果吸管”（一种软管包装的可吸食果泥）是我们另一个适用的例证。孩子们已经习惯了酸奶那种便宜的可压缩包装。现在他们可以以同样的方法饮用保鲜、非乳制品以及无糖的水果和蔬菜果泥。

我们致力于市场前端的创新。2015年早些时候，我们推出了#urwhatupost行动，设计理念是鼓励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令人垂涎美食”图片，推广更加健康的饮食。然而，我们最大的成就是与果蔬市场协会合作，成功说服《芝麻街》同意我们和其他协会会员免费使用它们的品牌。如果通过一张艾莫（芝麻街公仔）贴纸让一个5岁的孩子开心地吃下一个苹果，那么你就赢得了2位顾客——这个孩子和孩子的一位家长——他们可能就是你的长久顾客。


第二，可得性（availability）
 。我们希望产品无处不在。虽然我们之前主要的销售渠道是那些连锁杂货店，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始与诸如沃尔玛和好市多之类的大型零售商合作，鼓励这两大集团建立或加强它们农产品品类中的“零食”份额，在规模与投资匹配的前提下，将Bolthouse产品与我们那些直接或间接竞争对手的产品一起摆上货架。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父母们在商店里创建一个目的地，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为孩子选择新鲜健康的食物。而且这个试点项目已被证明是成功的。Bolthouse也是通过例如Peapod 和 Amazon Fresh之类网络交付服务，改变销售和营销理念的先行者。我们正将销售渠道扩展至一些较小型商店，比如7-11和沃尔格林，它们主要为那些社区里日程繁忙的家庭提供便利服务。




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妖魔化全球不太健康食品的营销者。我们只是借鉴他们的策略，从而打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






第三，可购性（affordability）
 。可口可乐之所以会大卖是因为它每听定价不超过1美元。菲多利公司在零食袋装的多乐多滋上采用了相同的定价策略。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产品定价太高。比如我们的“水果吸管”，每包仅售40美分。我们的Veggie Snackers仅售79美分。随着消费者日益意识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我们不想让定价成为这其中的障碍。因此，我们努力地改善效率、降低成本，并让利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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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金宝汤公司

2012年，在实施战略两年半的时候（当时上述一些成功案例还没有发生），Bolthouse的增长开始不断加快，金宝汤公司提出收购意向，控股公司Madison Dearborn欣然接受。我和执行团队对这项交易感到高兴的原因是：第一，Bolthouse得以保持它的业务模式。虽然诸如财务和法务之类的后台职能部门进行了整合，但我们依然拥有运营、销售以及营销方面的控制权，而且我们也可以使用总部的资源。目前，两位拥有博士学位的金宝汤食品科学家已加入我们团队，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母公司与大型零售商间建立起的良好合作关系。第二，我们能从金宝汤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财务实力中受益良多。

行业观察家最初对这起收购颇为困惑，因为两家公司并不存在业务上典型的重合：金宝汤主要在商店中心区域出售罐装食品；而我们的产品则在商店外围出售。但这项交易是多元化战略，金宝汤能够看到新鲜食品领域以及Bolthouse品牌产品的潜力。

以软饮料的规模计算，Bolthouse仍须继续打造品牌知名度。但是，我们的客户群非常忠实，并呈增长趋势。“像吃垃圾食品那样吃掉它们”活动的成功，不仅鼓励我们进一步延续企业的计划，而且让整个行业开始和全球不太健康食品的营销者展开竞争。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把他们妖魔化，只是借鉴了他们的策略，我希望最终我们能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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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战胜

“奉献疲劳”

Beat Generosity Burnout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雷布·雷贝利（Reb Rebele）| 文

刘铮筝 | 译 牛文静 | 校 钮键军 | 编辑






在工作中无私奉献，不仅令自己疲惫，而且往往伤及你希望帮助的人。本文告诉你如何更高效地分享自己的时间和经验。






世上的领导者们向后辈传道授业时，总乐于强调同一个信息：助人为乐。对美国大学毕业演讲的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二的演讲都以助人为核心主题。




这些“人生赢家”们，向毕业生保证：无私奉献，痛快地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和经验分享出去，能让你收获成功的事业和充实、快乐的人生。诚然分享能带来成功，但并不绝对。在精疲力竭的路上越走越远的人，往往有着良好的初衷。

4年前，本文作者之一亚当出版了名为《施与受》（暂译名，Give and Take）的书，其内容包括慷慨的“给予者”如何做到成功提携而非贬损别人。其结论是，相比自私的索取者和从不白帮人忙的“对等者”，给予者为组织带来的价值更大。

大部分联络工作都是给予者完成的，比如“嘿，史蒂夫，你应该见见我另一个也叫史蒂夫的朋友，因为你们俩都喜欢电脑和搞恶作剧。”（后来这两位史蒂夫成立了一家叫苹果的公司。）

给予者敢做出头鸟，支持有前途的人才和创意：“我知道这个剧没什么意义，角色也不讨喜，但它能让我笑出来。”（《宋飞传》在NBC又获得了一次机会。）给予者免费分享他们的知识：“你的粘合剂粘性不强？为什么不用它来做书签呢？”（便利贴诞生了。）而且给予者主动承担苦活累活儿：“当然，我会试着重写脚本”（《冰雪奇缘》终获绿灯通过）。

给予者是组织中最宝贵的人才，但他们患上“奉献疲劳”症的风险也最高。如果他们不保护自己，对他人的投入就会让他们不堪重负并感到疲惫，跟不上工作目标，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会面临更多压力和冲突。

亚当的书中提到，给予者能够晋升至高位，但对如何晋升的部分则轻描淡写。在过去4年间，我们研究给予者靠什么来维持精力和效率。在我们观察了那些心怀好意但过于利他的奉献者做法之后，在本文中记录下了讨论的内容。



变质的善意

​​高层给予者通常被称为服务型领导。他们无私地以他人需求为先，这有助于公司成功。有关科技公司的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CFO认同“相比自身成就，CEO似乎更在乎组织的成功”这一说法，那么这些公司下一季度的资产回报率将会优于其他公司以及自身过去的表现。

​大老板以公司为先固然理想，但你是否希望其他人也大公无私呢？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研究了来自很多不同职业的人群，近期偏好的一些数据点来自400多名美国学前班到高中二年级老师。我们在年初时询问他们一系列关于如何助人的问题；他们的答案让我们能够预测学生年终的学业考试成绩。



​下面是一个问题样本：



​​试想你正在教几何课，然后你自愿每周拿出一天， 给一个叫亚历克斯的学生在课后补习，帮助他更好地理解几何。亚历克斯问你是否也能帮助他的朋友胡安。胡安并不是你班上的学生，你该怎么做？

a.安排另一段课后时间帮助胡安，这样你能更好理解他个人的需要。

b.邀请胡安来旁听亚历克斯的课后补习。

c.告诉亚历克斯，帮助胡安的想法很好，但他真的应该集中精力在自己功课上才能不掉队。

d.告诉亚历克斯，胡安应该向他自己的老师求助。




你的奉献度是多少？


索取者
 把每次互动都视作推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如果你不保护好自己，他们会将你洗劫一空。但如果你知道该寻找哪些线索，就可以更好地识别索取者：他们的举动让你觉得他们值得你帮忙，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占用你的时间。




对等者
 等价交换。他们得到多少，就会付出多少，他们期待的是互惠互利。对等原则是一种交易性、防御性的立场——对你和他人增值不多，但在与索取者打交道时，这种立场对你有帮助。




自我保护型给予者
 是慷慨的，但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度。他们不会答应所有的请求，而是寻找那些影响力大、成本低的给予方式，让他们的慷慨能延续下去，能一直保持愉悦体验。




无私型给予者
 十分关心他人，却不怎么在乎自己。他们少有或根本不加防范，因此十分容易被索取者利用。他们忽视自己的需求，因此精疲力竭，反而陷入帮助他人力所不逮的怪圈。





教育是需要付出的行业，所以我们可以预见，会出现不少非常积极的给予者。我们想看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牺牲自己。我们为他们提供了11个场景，有些是来自学生的请求，有些来自其他老师或行政人员。老师选择a类答案的次数越多，他们学生的成绩越差。

我们将a选项称为无私回应——不设限的付出。与那些自我保护型同事相比，无私老师的学生在年终标准测试中成绩明显偏低。在那些学生前一年成绩不佳的老师中,这一效应尤为明显。无私的教育者竭尽所能，希望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请求。他们甘愿在晚上和周末加班加点，帮学生解决问题，帮同事制定课程计划，帮校长分担行政工作。尽管出于一番好意，这种老师反而会害了他们想帮的学生。

不但教学上存在这种窘境。去年我们与罗布·克罗斯（Rob Cross）合作《哈佛商业评论》文章时，全世界的工作场所中都大量存在协作超载现象，无私的给予者是最大受害者。那些一贯有动力和能力伸出援手的员工，得到的“回报”只是大堆的帮助请求，以及足以将他们淹没的会议和电子邮件。最后，他们很容易身心俱疲，他们的同事因无法获得帮助感到沮丧，而其他本应加入援助的员工则无所事事，毫不积极。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各行各业中，那些为组织贡献最持久的人（即提供最直接帮助、最积极主动，以及提供最佳建议的人）珍惜他们的时间，因此，也可以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将慷慨与无私混为一谈。正如作家卡洛琳·麦格劳（Caroline McGraw）所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做一个好人就必须一周7天24小时待命。”高效给予者并不等于，在任何时间满足任何人的任何需求，而是要确保帮助别人带来的收益，高于你个人的损耗。找到不须耗尽自己时间精力，就能给予的方法（比如问题样本的b选项），是慷慨但并非无私的选择。与惯于无私奉献的同事相比，采取b选项的老师没有出现业绩下滑的情况。




作者介绍


亚当·格兰特 Adam Grant

雷布·雷贝利 Reb Reb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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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本关于给予者好处的书，免不了会让作者身陷“奉献疲劳”的风险。2013年春，在《施与受》一书出版后，电子邮件如潮水般涌向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还未在事业或生活中取得成功的给予者询问格兰特，他们还应该做什么。领导者想知道，他们给予员工什么，才能取得提高员工敬业度，获得更好的绩效等回报。索取者也来信了——他们听说格兰特学富五车，乐于助人，因此觉得“他是帮助我的理想人选！”

格兰特不想忽略任何付出精力阅读并与他联系的读者，但如果一一回复几千封邮件，他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因此他和同事雷布·雷贝利找到了不会打乱自己时间安排，且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影响力的方法。

雷贝利与格兰特初次相遇是在2010年，当时

两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应用积极心理学。对如何利用行为科学改进工作场所的共同兴趣，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直到《施与受》一书出版，他们才开始谈合作。探索如何帮助更多的人成为高效给予者这一挑战对他们两人都富有吸引力；他们接触到的个人和组织恰巧成为了测试方法成败的实验室。

最艰难的请求来自沮丧、疲惫不堪的给予者。他们中有些人虽然怀有看似能改进组织和社区的好主意，但却无法施展抱负——格兰特后来在他的第二部书《原创》（Originals）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给予者所在的组织将奉献作为核心价值，但太多的会议和电子邮件让员工不堪重负。在去年《哈佛商业评论》关于团队协作超载的文章中，雷贝利、格兰特和罗布·克罗斯（RobCross）对此进行了讨论。还有一些人明知自己疲惫不堪，但还是说服自己，疲惫是他们带来改变需要付出的代价。格兰特和雷贝利对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满意，又开始研究如何降低给予的成本，并放大帮助他人的益处。

本组文章撷取了两位作者过去4年来工作的思想精华。通过两人共同感兴趣的新项目“沃顿人力分析”（Wharton People Analytics），他们继续收集证据，将相关洞察付诸笔端。（格兰特与雪莉·桑德伯格合著的下一部书《B选项》讨论复原力，将于4月问世。）他们希望能创造更多工作空间，让能贡献最多价值的人才受到最多重视。





高效给予者承认，每说一个“不”字，都让你多了一个对最重要事项说“是”的机会。毕竟当你超负荷运转时很难有进展，支持别人也变得困难。如同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所说，“他们告诉你，自己戴好氧气面罩之后，才能帮助孩子戴。我不需要听到这些！……这是让孩子学会自立的好时候。”

我们发现高效给予有3种方式：慎重考虑你帮助的方式，帮助的时间以及帮助对象。



万金油，万事缠身

对帮助提出特别需求，特别容易耗尽人们的时间和精力。当我们研究一家财富500强科技公司的管理者、工程师和销售人员时，超过60%的人说，他们希望自己能大大缩减处于“回应”状态的时间。其他研究发现，组织中75%到90%的帮助行为都是被动的：有人提出请求，我们回应。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奉献疲劳。

​​一项新研究中，研究者在3周时间内，每天对管理层和专业员工进行调查。在某一天内，他们回应同事帮助请求的次数越多，能量消耗就越大，他们越难集中精力应对艰难任务。这种效应会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对那些超负荷为同事奉献的人，影响尤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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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埃特纳火山熔岩爆发。猛烈的火山喷发将阵阵热熔岩和火山灰送上天空，影响天气达数里以外。（来源：GETTY IMAGES）





被动帮助让人疲劳，而主动给予让人充满活力。当你给予时，请发掘自己的乐趣和技能，就不会觉得压力太大了，还能产生更大影响。





​​被动帮助令人疲惫，但主动帮助则使人精神焕发。我们在亚当·里夫金（Adam Rifkin）身上发现了这点。因为与超乎寻常数量的权势人物都有联系，里夫金被《财富》周刊评为最佳关系网建立者（Fortune's best networker）。里夫金是电脑程序员，创建过一系列科技初创公司；他少年得志，在30多岁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慷慨的名声和成功创业的经历一经远播，很多咨询商业计划的请求如雪片般飞来。（“亲爱的里夫金先生：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读读我的274页商业计划书，然后和我喝杯咖啡聊聊......”）

​​里夫金没有时间与所有找他的人见面，也并非特别享受点评商业计划书。因此，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帮助。“配对”是里夫金的绝活——为陌生人牵线搭桥是他最擅长的助人方式。一天早晨他定下目标：每天要牵三次线，让人们通过彼此相识获益。之后10年间，他牵线超过1万次，为几百人带来了工作机会，让数十人实现了创业。他甚至还无意中当了好几回“月老”。里夫金告诉人家：“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工作肯定合拍”，然后一不小心——他们相爱了。

​​在牵线过程中，里夫金注意到，关于商业计划的请求越来越少。以前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好人，一个有求必应的人。他终日陷于回复收件箱里的全部问题。现在，他以牵线搭桥闻名。人们不再会向里夫金提出五花八门的请求。如果他最擅长牵线，为什么还要向“《财富》最佳关系网建立者”寻求商业计划建议呢？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好好思考，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帮忙。根据对美国人进行的一项代表性民调，我们发现了6种给予模式：

​专家
 分享知识。

​教练
 传授技巧。

​导师
 提供建议和指导。

​联络
 者牵线搭桥。

​额外付出者
 早来晚走，自愿承担额外工作。

​协助者
 提供实操任务支持和情感支持。

​​不要觉得自己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看看上面的清单，想想对你而言什么最合理，找出两到三种为他人带来独特价值的方式——做你擅长且喜欢做的事。

​​如果所奉献的与你的兴趣和技能一致，那么你的压力就会小很多，给他人带来的价值也更大。你并非迫于压力帮忙，而是主动选择帮忙，这对你的动机、创造力和心情都有好处。你不再被认为是万金油，而是有几项所长的专家。这让你能专心支持那些影响力最大的方面；通过提醒自己，做出的贡献有多么重要，你能够重获力量。由于你的助人纪录良好，你也就获得了一张拒绝自己不擅长领域请求的通行证。此外，你还获得了选择在何时出手相助的权力。

​


何时帮助：
 时间是重点

赖安·戴利（Ryan Daly）是一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陆军中尉，他在伏击中逃过一劫，在15个月中失去了4名战士。快退伍时，他去读了商学院，并立下志愿帮助他人转行。很快，他每月要接40个来自退伍老兵的电话。随着他慷慨的名声远播，寻求建议的数量激增。到了戴利开始在谷歌广告部开始全职工作的时候，他平均每月几乎要进行100次这类交谈。

他想过可以发送一份常见问题解答作为回复，但还是觉得不管用。戴利告诉我们：“及时回应每个人对我很重要，但我也希望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来回复。”他不知如何才能两全。

我们建议，戴利安排每周谷歌环聊（Google hangout）。当别人向他求助时，可以发给他们注册环聊链接。这样他既能直接与求助者互动，也能减少对话次数回答普遍问题，让他能在帮助更多人的同时，不会觉得太疲惫。

就像戴利发现的，如果占用你太多时间，给予便成了苦差事。对有些人而言（比如我们研究的技术公司员工），大量低价值的请求侵占了本应用来产生更大效率或影响的时间。对其他人而言（比如前文提到的老师），全力以赴响应个人帮助请求，需要在夜晚和周末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或追求个人充电和发展的时间。无论对哪一种来说，想要持续慷慨付出，珍惜你的日程安排都至关重要。

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你要缩减帮助别人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是要调整节奏，明智地分配时间。我们最喜欢的实验之一是，心理学家让人们在连续6周内，每周随机做5件善举。参与者根据随机分配，以两种形式完成善举：“零散”或“集中”。零散意味着日行一善；而集中意味着选择在一天之内（比如周四），完成全部5件善事。

半数参与者在整个研究中体验到了愉悦感和能量的提升。而另一半觉得付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情绪。当我们让高管猜想哪一组人能量提升最大，超过80%的人都选择了零散组。他们认为日行一善是提振心情的可靠方式，但他们猜错了。 变得更快乐的只有集中组的人。




高效给予者的七大习惯

1.优先考虑与你切身相关的请求——如果很重要就帮，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

2.选择符合你利益和优势的方式，以便保留精力并提供更大价值。

3.更平均地分配付出的工作量——当你没有时间或技能时，不妨让别人来帮忙；而且要小心，在确定谁来帮助和如何帮助时，避免强化性别偏见。

4.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在不忽视自己需求的前提下，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别人。

5.通过寻找一举能帮到多人的方法，扩大你的影响力。

6.把你贡献的时间分成几天或几个时段，而不是分散在整周时间里。你能够更高效、更专注。

7.学会分辨索取者并敬而远之。他们不仅会耗尽你的精力，还会伤及绩效。





日行一善好似杯水车薪，对情绪没有作用，就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杂音。但如果你每周四都帮助5个人，就会觉得每周都做出了改变，而且在剩余时间里你可以更灵活地推进自己的工作。

当然，像实验那样安排每周或每一个善举并不现实。但我们能够通过更好地安排付出的时间，来管理自己的能量。对销售人员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不擅长管理时间的人而言，帮助他人意味着绩效更差；但对那些擅长时间管理的人而言，则意味着更优绩效。

一大高效技巧是：分批处理常见请求，戴利就是利用谷歌环聊这么做的。除了让他更高效，这种办法对求助的老兵也更有益处：他们中很多人在复员工作过渡期感到孤独，环聊让他们找到了集体归属感。

另一大策略是，创建个人收藏夹，收集有用的回复和资源。你有多少次是在书写同义内容的不同版本的邮件？有些类型的问题势必比其他问题出现频率高。如果发给别人一份常见问题回答似乎太不近人情，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完全定制每一份回答。当你花时间解释清楚某事，或就某一题目组织了一份实用资源清单时，为什么只让一人受益呢？把最相关的部分复制到文件中，既节约时间，又能提高你初始付出的回报。

精简给予流程的方法还有很多。教授会为学生安排办公室约谈时间，以及留出其他时间段进行自己的研究。这种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老板或直接下属，但你可以留出此类约谈时间，使自己的工作时间不会被临时会面侵占。我们俩人都会利用网上日程工具，来管理核心责任之外的会议和电话请求。如此一来我们就能为自己的空闲时间划出边界，而不是把日程都开放给别人。这样做还能免去了用邮件反复沟通确定约谈时间的麻烦——求助者也感觉良好。

当然，无论你多么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给予额度，总会发现供不应求。你如何才能决定，谁真正需要帮助，让你值得为他们花时间？




该帮谁
 ——并非所有人

考莉·施韦泽（Callie Schweitzer）在数字媒体行业晋升神速。大学毕业短短几年后，她就开始在Vox Media负责营销和传播，之后很快去了Time Inc负责受众战略。她很快收到了连珠炮般的帮助请求——有的寻求职场建议，或是希望在作文中介绍她的学生，还有寻找传播行业洞察的记者。在她正在过渡到新职位的那一周，一个马上要交作业的学生找到她，希望能立刻与她交流。施韦泽解释说，如此短时间内的电话约谈对她实在困难，但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一个具体问题。这个学生在邮件中向她提了6个深度问题，希望获得详细解答。基本上，他就是在要求施韦泽帮他写关于新闻业未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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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一次火山喷发后，一大片灰尘挡住了阳光，阻碍了鲜花的生长。（来源：GETTY IMAGES）





索取者将帮助当作公开邀请。这时协作超载就会乘虚而入：你认为的一次性请求，会变成一项持续的义务。





坏消息是，给予者很容易被索取者利用。他们往往太过轻信，把每个人都往好处想。但研究表明，这一倾向实际上能让给予者更善于识别谎言。因为他们相信别人，所以他们会听到很多的谎言，这让给予者得以纵览人类的种种言行。如果他们仔细观察，就能学会识别那些暴露自私秉性的线索——摆出觉得别人理所应当帮自己的做派；把成功都归给自己，把失败推给别人；媚上欺下，口蜜腹剑，过河拆桥；说得多做得少。正如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在世界经济论坛中所说，“有两种人：光说不练的索取者，和埋头苦干的给予者。”​

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自然能见分晓。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给予者没有足够多时间。如果需要花数周或数月才能发现有人在利用你的慷慨，早就为时已晚；同样地，那些真正需要你帮助的人也蒙受了损失。

为防止奉献疲劳，你须磨炼自己在优先处理请求和分辨诚意方面的技巧。最成功的给予者会像急诊分诊台护士那样工作：如果有人就医，他们不会马上给出诊疗计划，而是先收集信息来判定病情的轻重缓急，找出最适合提供治疗的人，同时评估是否有有用的简单治疗方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决定如何，甚至是否进行救助。正如卡洛琳·麦格劳提醒我们的，“你没有义务与任何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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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的绳状熔岩向前翻滚，扭作一团，在冷却过程中形成新土地。（来源：GETTY IMAGES）





有哪些早期线索能让你发现是否碰上了索取者？可以想想看人们是如何向你提出帮助请求的。给予者很清楚，求助将占用对方的时间，会尽可能为对方的回复创造便利条件。他们提出只占用你5分钟时间，而且表示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安排。但索取者则会突然出现，问你“今天是否能抽空打个电话”，如果你没有马上回复，他们会接连提醒多次，哪怕他们是求助于你的那一方，也会坚持按他们的方式约见。

另一个迹象是，对方会得寸进尺。对于帮助，给予者报以感激和知恩图报之念。而索取者将帮助视作公开邀请，希望得到更多类似待遇。这时协作超载就会乘虚而入：你认为的一次性请求，会变成对他人项目的持续义务。

对付那些有自私表现记录的人们时，你不能太过慷慨，否则会助长他们的行为。你要以“对等者”的姿态接触他们，让他们投桃报李或帮助他人。如果你与对方真有交情，可能会有一段比较艰难的沟通。

在职业生涯早期，施韦泽觉得自己必须答应每个请求。直到那个学生发给她6个问题时，她才明白应该设限。她只回答了其中一个问题，而学生再也没有回复。



注意性别差异

人们常问我们，奉献疲劳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遗憾的是，我们在分析数据时发现，如人所料，男性更容易成为索取者，而女性更容易扮演无私给予者的角色。全世界的工作场所中都是如此：人们期待女性多伸出援手，但她们却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在对办公场所性别差异的研究中，西蒙斯学院的研究者乔伊斯·弗莱彻（Joyce Fletcher）观察到了这一趋势。某科技公司的一次主要产品发布险些失败，直到一群女设计工程师赶来才救了场。她们自告奋勇，在发货前修好了产品漏洞；她们还翻译了技术术语，让同事能够理解；她们指导经验不足的同事如何解决电脑问题，还在其他人拒绝帮忙的情况下伸出援手。她们化解团队成员间的矛盾，聆听抱怨，提供意见和鼓励。

当这些女性雪中送炭援助团队时，本应获得奖励，但却没有奖励；甚至无人关注。当一位女工程师把一件次品拿给男性质检经理时，他只耸了耸肩。女工程师只好周六加班，自己修好了产品。“经理并未感谢她”，弗莱彻写道，“也没有给予任何口头或非口头的认可。”哪怕男性真的承认女性的帮助，也往往对此不屑一顾，因为这会危及他们对自己资历的认知。在弗莱彻跟踪采访该团队的4年里，一次次看到类似的事情。对于女性工程师而言，帮助是隐形举动。

女性就像幕后导师，承担着最有价值但最不显眼的付出行动。她们身陷案头工作——计划会议、做笔记；但却没时间用来做自己的工作，进行职业发展或抓住高曝光度项目的机会。

​如果我们希望阻止奉献疲劳，就须调节平衡。女性须停止一味无私奉献，设立边界。而与女性共事的男性应该更积极伸出援手，提供指导。组织则应根据员工的贡献而非性别分配和评估工作。而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意味着应早日摘下男性身上慷慨的光环，还乐于付出的女性一个公道。

...

尽管给予让我们的事业和生活更具意义，但并不总会让我们的精力更加充沛。平均来看，帮助别人带来的愉悦感并不高。在有些研究中，索取者反映，他们在生活中反而比给予者更快乐——原因很容易想到。当人们无私到耗尽精力的程度，就会损耗自身给予的能力，并降低给予带来的满意度。

慷慨意味着关心他人，但并不以忽略自己为代价。防范过度劳累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没那么无私，但最终会让你给予他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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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特·尼克基西

做懂得付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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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玛格丽特·贝雷特（Margaret Barrett）
 从英特尔的同事那里收到了一本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写的《施与受》。这本书改变了她的人生。贝雷特向来善解人意，她发现书里夹着一张书签，上面提醒她的同事看完书再借给别人。但她的同事还是用双手把书递回贝雷特手中说：“你必须看看这个。”贝雷特读完之后恍然大悟，她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情形立刻清晰起来。





“我的头抬得更高了。”贝雷特回忆道，“这本书让我集中精力了解到，自己带来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在我工作的各色人等中，实际上我算是很稀缺和重要的人才。”

贝雷特天生就是个给予者，觉得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知识是自己的义务。但是作为一名决策专家，这种天性并不总让她在工作中受益。“聘用、晋升等所有机制——整个组织架构都是为了那些擅长自我推销和果敢的人设计的。”她说。虽然索取者能激发企业的竞争能量，但他们却让给予者的日子十分难过。

贝雷特对这种理念再熟悉不过。有一次，她眼看自己准备的报告被其他同事据为己有，让人觉得他才是专家。过去，同事总是围着她问这问那，索要各种信息、联络方式和建议。对于很多与她共事的人而言，贝雷特和与她一样慷慨的同事只不过是一块用完就丢的“抹布”。

但贝雷特这样的给予者属于公司中最优秀的员工。他们乐于帮助别人进步，无私地与他人分享经验的天性，使得他们可以在如今注重合作与人脉的组织中成功。因此，给予者总会被要求加入更多的团队和项目，在家庭中往往也是如此：伴侣、亲戚和朋友总会聚拢在给予者周围，乐享其奉献的源泉。

直到有一天，给予者精疲力竭，奉献的源泉干涸——如同贝雷特的遭遇一样。

亚当·格兰特与其同事雷布·雷贝利（Reb Rebele）将这一现象称为“奉献疲劳”。他们发现，尽管在工作中分享时间、精力和智慧是好事，但彻底无私并不可取。他们的研究发现，多数高效给予者会给自己的付出设定界限。不加节制的付出只会将自己耗尽，反倒害了自己以及他们想帮的人。

《哈佛商业评论》找来了几位格兰特和雷贝利采访过的高管和职场人。层出不穷的帮助请求，让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胜其烦。但时间一长，很多人都找到了尽可能降低助人成本，同时提升他们付出影响力的技巧。

布拉德·费尔德（Brad Feld）是Foundry Group的创业家和早期投资人，他记得奉献疲劳对自己的打击。当时他刚到内华达州参加一个科技大会。“在拉斯维加斯的两个小时内，我把自己锁在酒店房间里，关着灯，头埋在枕头里。”他说，“当时我不知如何应对发生的一切。”

从那时起，费尔德陷入了长达6个月的抑郁，他将原因归结为自己助人为乐的天性。在那之前，他几乎像笃信宗教一样，遵循“要先付出”的魔咒。指导和牵线科技行业的新人创业者一直让他受益；寻求和给予帮助是初创公司取得进展的必经之路。但抑郁让费尔德发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让他的“内在理念难以长期持续”。

如今是互联网科技、即时通信的时代，职业圈也被无限放大，奉献疲劳现象变得越发普遍。“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看到我现在工作中的样子，肯定会说：‘你们这些人都疯了！’” 萨拉·奥哈根（Sarah Robb O’Hagan）笑着说。奥哈根是佳得乐（Gatorade）和Equinox公司前总裁，她认为，如今的社交网络效应远不只时间管理那么简单。“从过去10年间的某时刻开始，求助的闸门大开。每个人都可以对你有所求，但并不意味着你都要做出回应。”

奥哈根自称“强迫型给予者”，她付出了些许代价才学到了这些教训。奥哈根现在是媒体平台ExtremeYou的创始人，在职业生涯中，她历经数次奉献疲劳。比如有一次，她挤出时间匆忙踏上旅途去帮助亲戚，却发现自己在晚点起飞的飞机上哭泣。“只有你自己精力充沛，才能为别人付出。好比一家银行，如果只出不进，最终会破产。如果你能找到留给自我的时间，实际上能为他人做得更多。”她说。




“如果你能找到留给自我的时间，实际上能为他人做得更多。”




——萨拉·奥哈根，

ExtremeYou 创始人







海蒂·罗伊森（Heidi Roizen）是硅谷风投公司DFJ的运营合伙人，她掌握了成为自我保护型给予者的技巧——也就是格兰特和雷贝利所说的最高效给予者。当罗伊森遇上贪婪的索取者时，会以“对等者”风格行事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她会和对方锱铢必较，要求互惠互利。

与费尔德类似，罗伊森也在高科技初创公司工作，这样的环境中，对见解、人脉和资金的需求往往来得快而频繁。“我开玩笑说自己是个万能输血者。”罗伊森说道。但正如格兰特和雷贝利指出的，必须慎重考虑自己帮的是谁。“不能一味地付出、付出、再付出。”罗伊森说。

当被问及职场建议或要求介绍有影响力的人脉时，罗伊森表示，保护好自己的时间和人脉圈很重要。你不可以透支自己的能量库存和社交资本。“你不仅用完了我的资本，还要求我用尽其他人的资本。”她说。

罗伊森是怎么做的？首先，她说“不”（内疚的阵痛最终会消退的，她补充说）。其次，她为自己设限。“我不可能每周和商学院学生开100次会。”她说。当罗伊森必须突破限制时，也会有所选择，只为有价值的事情破例。

一旦她拒绝了，绝不变卦，哪怕遇上特别“难缠”的索取者。“你可以用很礼貌的方式回绝。”她说，“但最终你必须立场坚定：‘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给你了，也不会再为你那么做了。’”




“你不仅用完了我的资本，还要求我用尽其他人的资本。”




——海蒂·罗伊森，

DFJ 运营合伙人







保护自己免受疯狂请求折磨是一回事。但对于给予者而言，给予的全部意义就是给予本身。换言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在商业世界和日常生活中，（锱铢必较）都是个大问题。”




——小约翰·罗格斯，

亚睿投资公司 CEO







对组织而言亦然。高管正在意识到，给予者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为公司推进重要项目，真是他们最好的员工。组织需要这样能无私分享、胸怀大局，编织助人为乐关系网的员工。

因此，亚睿投资公司（Ariel Investment）的CEO小约翰·罗格斯（John Rogers Jr.）提醒说，给予者也不要过于自我保护。（尽管他也承认物极必反，如果给予过度，反而事倍功半。）

罗格斯有一套可以长期付出的做法，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参与民权运动，并在美孚石油、霍华德大学和环球航空公司等组织担任董事。但在普林斯顿篮球队跟着传奇篮球教练皮特·卡里尔（Pete Carril）打球时，他对于给予的理解才真正透彻。

罗格斯回忆说：“他深深地让我们明白，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球队，在球场上要帮助队友成功。”罗格斯亲眼见到了很多无私行动带来新机遇的生动例子。

“我参加了很多篮球训练营，每个人都想谈团队合作，”罗格斯说，“但行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教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能改变你对人生以及他人的看法，这对我影响特别深。因为我是家中独子，是家人关注的焦点。”

在打篮球的那些年里，罗格斯学会了从“组队”角度帮助别人，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把所有自己合作的团体和组织当作球队看待，这样就能有所限制。如果他的作为没有使其中一支球队获益，那么可能就不该如此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一旦他选择加入某支队伍，就会倾力付出。

第二，他认为，具有相同价值观的队员，合作起来也更轻松。他们不会轻易透支自己，当他们太过忙碌，或独自推进太过操劳时，就会进行“盲传（look to pass）”。

第三，他加入的队伍之间往往都有联系（比如，它们都为同样的慈善或政治事业打球），所以可以彼此支持，扩大影响。每次给予的意义都更深远。

罗格斯说，为避免奉献疲劳，找到扩大给予影响力的方法，与防范给予过度同等重要。毕竟给予者最终比贪得无厌的索取者更快乐，影响力也更大。“那些从来没有‘进入房间’的人是我见过最痛苦的人——就音乐剧《汉密尔顿》的精神而言，是指那个事情发生的房间，”罗格斯说，“其他人都开始明白这一点，他们说，‘你知道，如果我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要处理一些困难工作，我需要在房间里的人考虑如何帮我们达成最终目标。’那些为人处事自私自利者后来会在生活中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些机会。”

与罗格斯类似，Yelp子公司Eat24的CEO迈克·加弗瑞 （Mike Ghaffary）继承了来自父母的给予者天性（他的父母永远有一股助人为乐的精神）。他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来自父母。他的母亲曾受到无赖困扰，担忧自己如果付出太多，可能会被其他人利用。

加弗瑞运用的一大技巧是筛选收到的求助。他会直接先提几个犀利的问题，然后分辨出求助者的真正意图。

“人们发誓，他们只是想在真需要投资时获得一些建议”加弗瑞说，“但令人困惑的是，你可能花了半小时给根本不想听的人提建议。”陷入这样的怪圈浪费时间和精力。

罗伊森会给求助者留作业。她说，让他们把需求具体化，或是为他们介绍其他资源，这样能过滤掉那些懒惰的索取者，弄清真正的需求所在——让她能发挥更大影响。“在我为你付出时间之前，请先通过资格考试，”她说。

为防止奉献疲劳，奥哈根已经学会了为应对生活中的高压时刻做准备。例如，当筹备新书发布时，她会提前主动告知同事和亲友，确保人际网络中所有人都知道，未来几个月难以联系到她。

尽管尽了最大努力，有时奥哈根也会达到付出极限，必须停下充电。她明白，除非自己能“平衡两边的精力”，否则无法有效帮助他人。她坚持认为：做自私的人，并不意味着真自私；“实际上是在重新调节能量源，以便能够继续为他人奉献。”

正如格兰特和雷贝利研究发现，管理你的精力至关重要，也是你自己可控的。

......

对贝雷特而言，这一课让她在情感上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位英特尔的决策专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几度经历艰难的奉献疲劳；其中一次还与她的离婚不无干系。现在她明白，如何花费精力取得成功，主动权在她自己手里。“没有其他人能看到我还有多少精力，如果我自己的精力枯竭了（已经不时发生过），责任由我自己承担。”

和格兰特与雷贝利采访的很多表现优秀的领导者类似，贝雷特有一段自己独特的历程：给予、过度给予、疲劳和感悟。“把握好尺度，需要时间。”她说。

现在她会留意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索取者。“实际上我都能感到他们在耗尽我的精力。一旦我发现有人是索取者，就不会为他们付出。我对他们友善，但再也不会为他们奉献。”她说。

她还明白，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她将继续扮演给予者的角色。




“当你开始给某些人新机会，他们会反应过激：‘呃，我没时间做这个。’”




——迈克·加弗瑞，

Eat24 CEO







“我乐于为别人付出，不是为了树碑立传或得到奖励。但我需要明白，我和其他人一样，也产生了影响，”贝雷特说，“如果我是个健康的给予者，自己的精力满格，而且有热情推动事业和了解别人，那真是太美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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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特·尼克基西（Curt Nickisch）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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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格兰特和雷布·雷贝利

再谈“乐于助人，但不当抹布”

MORE ON BEING GENEROUS WITHOUT BEING A DO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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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奉献疲劳大思路选题的一部分，我们召开了一次《哈佛商业评论》网络研讨会，主题是怎样管理在工作中当好公民的成本。参与者提了相当多出色问题，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有限时间里所能回答的数量。下面我们将探讨会上出现的一些最普遍话题。




慷慨会带来什么样的团队格局？


团队工作中的给予、索取和对等（互帮互助）都能把水搅混。就像一位与会者最近对雷布说的：“如果我通过某种方式帮了团队中的某个人，那并不是给予，而是我的工作。”这话有些道理，但实际情况是各个团队的公民行为准则都不相同，而且一贯多付出的人对团队效率做出的贡献远胜他人。

完全由给予型员工组成的团队听起来很梦幻，但未必真那么理想。好几个人都问过我们，他们的经理或同事过于慷慨，做出的额外承诺最终拖了团队后腿，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大家也许得进行一番艰难的谈话，就像对付惯于索取的人那样。团队中有几个要求等价交换的对等者或许有点儿用，因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努力维持平衡。

在许多公司，技术一直在改变团队体验，其作用途径对奉献疲劳问题来说有利也有弊。虚拟团队能缩短员工的过渡期，还能让不同地点的专业技能更容易实现共享。 但如果管理者和同事看不到在项目方案中隐藏的贡献，尽管这些贡献对团队表现产生了作用，虚拟团队也会降低帮助和公民行为的重要性。同时，Slack和Basecamp这样的合作平台可以提高团队沟通的透明度，并让寻找和分享常见问题答案、培训材料和报告等知识资源变得更容易。然而，这些平台也会给人灌输总是唾手可得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这可以加强人们的联系，但也会让他们容易耗费精力，被动地帮助别人，而不是采用影响较大、效率较高的主动给予模式。2012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莱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发表著作《与智能手机共眠》至今，技术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那本书依然拥有大量智慧，告诉人们如何利用技术又不被技术所吞噬。




如果要和索取型同事一起工作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个索取型老板，那就辞职吧。真的，辞职。当然，许多人都没办法说走就走。但人们反复告诉我们，他们都觉得自己本该更早和自私老板分道扬镳。

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大家还有两个选择。一是弄清楚你的老板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就索取者来说，好的一面是如果你清楚索取者的利益所在，其行为就相当可预测——他们想要权力？财富？地位？还是成就？掌握了这一点，你就可以让他们看到，自私也许会对他们的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无法判断老板的动机，可以试着问他/她怎样对付另一位索取者。索取型人士对其他索取者动机的评价，往往是察觉其自身动机的线索。

另一个方案是找机会跟公司的其他高层建立联系，然后问问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你是否恰好能提供帮助。最理想情况下，他们会给你提供新的职位；在最坏情况下，他们也许仍然可以为你提供一些保护。

如果身边的同事或者顶头上司是索取者，大家可以看看亚当的这篇文章，了解一下怎样扭转自私者的想法。




怎样改善组织结构并奖励成绩突出的给予型员工？


绩效管理体系根深蒂固，不易改变，所以要准备一些数据来说明为什么值得对这样的机制进行调整。我们曾和罗伯·克罗斯共同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协作超载的文章，其中引述的多项研究主题都是忽视团队成员贡献产生的成本。亚当还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了消费者怎样能鼓舞公司员工的士气，进而揭示了把员工和工作对终端用户的影响挂钩有哪些益处，这就是认可员工贡献的一种形式。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对NBA球员的研究结果——一名出色球员带来的价值要比球霸高60%。

在改变的问题上获得支持后，大家就可以收集数据和事例，挖掘出那些经常被忽视的付出行为。同事认可机制是这样做的途径之一，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些数据表明，这样的机制还可以改善员工的敬业程度和表现。如果你是位经理，就可以利用提供反馈的机会，甚至是常规会议来和下属谈谈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向同事提供的和从同事那里得到的帮助。




在帮助客户实现期望和公司目标、资源之间，从事服务或销售工作的给予型员工怎样求得平衡？


如果你是无私的给予型销售或客服人员，那就有可能遇到一些特殊挑战。一方面，你也许想给客户提供尽可能多的东西，以便让他们感到满意，进而买更多的东西或者给你介绍新的生意。另一方面，花费太多时间或者设定有利客户但不利公司的条款，对你和公司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消耗。请记住，即使涉及金钱，解决奉献疲劳问题的战术依然适用：

在客户的要求给你带来太大压力，或者影响了你为他们和别人提供长期服务的能力时，做好拒绝的准备。

寻找将一种情景下开发出来的资源应用于其他情景的途径，从而放大你的给予型投资带来的回报。

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从而让客户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找你，什么时候不能。




有什么窍门或工具可以缩短用于帮助别人的时间吗？


想办法缩短帮助别人的时间是一项双赢举措——它既能让你帮助更多的人，又能让你获得工作、发展或休息的空间。工作不同，你提供的或别人要求的帮助种类不同，具体的时间管理策略也就不同。我们青睐的一些策略包括：

对临时见面的要求使用自动化日程管理软件（我们试过TimeTrade和Acuity Scheduling，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类似软件）

把常见问题的答案放在你的电子邮件签名档和自动回复信息里，也可以放在一份常见问题答案中，然后把它发布在网上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复制和粘贴（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就用了类似的方法）。

把有共同问题的几组人放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满足这些常见要求；或者把有类似需求的人联系起来，让他们互相帮助。

更多地提供“5分钟”帮助。如果别人请你花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去帮助他们，而你又没有这么多时间，那就看看你是否可以帮个小忙而且也能起作用（比如进行引荐或分享资源）。




个性和给予、索取以及匹配有什么样的关系？


实际上，没有人是纯粹的给予者、索取者或者对等者。我们都会遇到这些时刻：无条件帮助别人（比如指导新同事），平等互利（比如和竞争对手交换信息）以及把目标定为尽量提高回报（比如谈待遇）。但我们也都有主导风格，也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的常规态度。这种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么紧密。我们的研究表明，某些个性和给予、索取或对等型风格有下列关系：

外向-内向：我们发现，这种个性和个人风格的关联度接近于零。性格内向的人有一种非常轻微的偏给予倾向（听得多了就更容易帮助别人）；性格外向的人则有一种非常轻微的偏索取倾向（当他处于主导地位时可能会不让别人插话）。但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性格影响的是人们给予或索取的方式，而不会决定他们是给予者还是索取者。

随和-不随和：就像亚当在本次TED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二者之间的联系同样接近于零。实际情况表明，和善的人未必乐于助人，不和善的人则可能相当慷慨。一定不要低估不随和的给予者，同时要当心随和的索取者。

责任感：这是我们看到的跟给予型风格一直有重叠的唯一重要个性。由于这种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们往往会花更多时间来帮助别人。同时，这些人很勤奋，所以不大可能出现“搭便车”或者“社会懈怠”行为。

迈尔斯-布里格斯（Myers-Briggs）性格类型指标：说真的，大家还在用这套过时的东西吗？亚当已经跟它说再见了，原因在这篇文章里。大家也应该告别这项指标了。




我能准确判断自己属于哪一类人吗？


不能。但如果你四处跟人说“我是给予型的”，那你就有可能是个索取者。

自知之明真是一大挑战。障碍之一是自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自视为给予者或者对等者；愿意承认自己是索取者的人寥寥无几。另一个障碍是认知：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所有善举，对别人的付出却一知半解。就算克服了这两个障碍，大家还得考虑到多种多样的付出行为，判断每种行为的普遍或稀有程度，再用这样的基准和自己进行对比。我们中间很少会有人这样大动干戈，而真的这样做的人会发现它基本上和微积分一样“简单而有趣”。

有人问到了分析工具——亚当提供了一些免费评估方法，大家可以自行评价，也可以让别人给你打分。




给予型领导者有多重要？


我们认为这很关键。在自恋型索取者领导下，公司业绩更不稳定，原因是索取者对自己的策略往往过于自信，而且往往把个人利益至于公司利益之上。同时，服务型CEO领导的公司业绩更好。给予者进入高层后，绝不需要质疑其忠诚度。当然，领导者在帮谁、怎么帮、什么时候帮的问题上思虑周全尤其重要。但只要他们把自身付出和企业目标统一，就会成为大家欢迎的领导者。




我怎样才能知道一家企业的文化是给予型、对等型还是索取型呢？


我们最喜欢的办法是收集故事。请别人给你讲故事，内容是在他们公司发生而且别处不会出现的事情。收集了一些故事后，就可以从中寻找规律。在给予型文化中，你会听到有关高层领导者异常慷慨的故事——他们如何全力以赴地帮助陷入困境的员工，或者鼓励明星式员工去寻求更好的机会。来自对等型文化的故事大多和任人唯贤有关——人们得到公平对待，忠诚得到回报。在索取型文化中，你会了解到以自己为中心的行为——主动承担有意思而且重要的任务，而把乏味的重活“指派”给别人。如果无法从这些故事中找到头绪，则可以有目的地提出问题。这家公司的成员更倾向于分享知识还是把知识留为己用？他们更倾向于把集体贡献归功于别人还是自己？他们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指导下属还是取悦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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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你属于“奉献疲劳”高危人群吗？

GENEROSITY BURNOUT — ARE YOU AT RISK?

埃本·哈勒尔（Eben Harrell）| 文






以下的简单测试会告诉你答案。

假设你在工作中遇到了下列情况，请选择最能代表你如何做出反应的选项。然后用本文末尾的参考值计算自己的得分，即可获得对自身给予类型的评价。





1. 你刚刚度完假。下周是一项重大任务的最后期限，而且还有一大堆需要你回复的电子邮件，另外，还有几位同事请你帮忙。你会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呢？

a. 花两天时间回邮件并帮助同事，然后集中处理自己的项目。

b. 把邮件都保存下来，只为紧要的请求提供帮助，直到截止日期过去。

c. 用两个下午专门处理邮件并进行会面，其他时间都投入到自己的项目中。

d. 每天处理一部分邮件和别人的请求，这样就不至于太分心。



2. 你迅速掌握了一款新软件，因而获得上司的认可，其他团队成员一有问题就来找你。虽然你一般都乐于提供帮助，但他们的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你会怎么办？

a. 提议在下次团队会议上回答问题，请大家把问题留到那次会议上。

b. 告诉上司你很感谢他的认可，但这给你带来了一些麻烦。

c. 暂时先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太长，你就准备跟上司谈一谈。

d. 告诉同事们你对他们遇到困难感到遗憾，但提供IT支持真的不是你的工作。



3. 一位同事请你帮她准备即将到来的报告。虽然你喜欢做报告，但这并不是你的特长。你会怎么办？

a. 把她介绍给另一位精于做报告而且喜欢帮别人做报告的同事。

b. 说明自己不太确定应该给她哪些建议，因为自己天生就擅长演说报告。

c. 如果她同意给你其他帮助，就帮她准备这次报告。

d. 定个时间让她演练一下，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馈和建议。



4. 另一个部门的一位同事请你在第二天参加4个小时的工作会议，以便为“解决紧急问题”提供帮助。按理说你有时间，但你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帮助他们。你会怎样答复？

a. 拒绝参加会议。如果真的很重要，你的同事会跟进。

b. 做出答复前要求对方提供会议议程，或者和所需帮助有关的更多信息。

c. 接受邀请，因为如果不重要这位同事就不会这样做。

d. 看一下他们都邀请了谁，以便判断是否值得参加。



5. 昨天你和一位学生喝了20分钟的咖啡，他想进一步了解你的公司。你对他印象很好，并祝他在求职时交好运。今天上午，他发了邮件感谢你，并且询问你是否能为他写推荐信。你会怎么答复他？

a. 告诉他你很忙，这次没时间为他写推荐信。

b. 写推荐信，介绍一下他在会面时给你留下的好印象。

c. 无视他的请求，因为你已经很大方地让他占用了你的时间。

d. 告诉他你只为自己很了解的人写推荐信，但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可以把对他的好印象告诉他们。



6. 多年来，你一直在公司的新员工月度培训会上发言。随着公司的壮大，每次培训过后，你都会接到越来越多的见面请求——上个月就接到了十几个。下次培训会上你会怎么做？

a. 让人们知道只要需要帮助，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找你。

b. 提供一份常见问题答案来回答新员工通常会问的问题。

c. 绝口不提今后可以跟他们会面。

d. 告诉他们，如果愿意参加你的一些项目就可以来找你帮忙。



7. 几周前，公司一位新同事问你能否向她展示一下怎样运行某种报表，你把手头的一份培训材料发给了她。从那以后，她一有新工作就来找你。你会怎样处理她的请求？

a. 回复她十分缓慢，指导她明白你的暗示去找别人。

b. 只要她的请求可以迅速而轻松地满足，就一直帮她，因为这花不了太多时间，而且她还是个新手

c. 让她的经理了解到这一情况，以便她得到更多培训和支持。

d. 告诉她你最擅长帮忙的3件事，并建议她在其他问题上找别人。



8. 公司很快就会进入为期一周的假日休息，但你无法在此前完成必须要做的各项工作。其中一些工作是别人想请你给他们的项目帮忙，另一些则和你自己的目标有关。你会怎么办？

a. 在剩下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并在休假前计划好休假归来的工作。

b. 按重要性和紧急程度给这些工作排序，无论它们来自别人的项目还是你自己的。

c. 确保先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还有时间，就帮别人。

d. 先满足别人的请求，因为你可以利用一些休假时间来集中做自己的项目。



请计算自己的分数

按下列分值计算自己的得分：

1. a: -1, b: 0, c: +1, d: 0

2. a: +1, b: 0, c: -1, d: 0

3. a: +1, b: 0, c: 0, d: -1

4. a: 0, b: +1, c: -1, d: 0

5. a: 0, b: -1, c: 0, d: +1

6. a: -1, b: +1, c: 0, d: 0

7. a: 0, b: -1, c: 0, d: +1

8. a: 0, b: +1, c: 0, d: -1

总分_________



结果




-8到-3：



你是个无私的给予者。


无私的给予者有出现奉献疲劳的危险。他们把太多来自他人的帮助请求当作提高和超越的机会，从而耗损自己，而且影响力往往也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大。有时候他们也许会说不，或者设下边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忽略自己的利益。

要开始更多地关注你的慷慨成本，在如何帮、什么时候帮以及帮谁的问题上更加明智。无私有时候是好事，但要学会对别人的请求按优先级排序，并接受最要紧的请求。




-2到2：



你是个时断时续的给予者。


时断时续的给予者要么拒绝的次数太多，要么在付出过多和恰当付出之间摇摆。这往往出现在人们经历了奉献疲劳之后。

要让付出更容易维持，就要找到一些办法，把付出跟你的兴趣和技能统一起来。你的影响会变得更大，而且不会耗尽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3到8：



你是个可持续型给予者。


可持续型给予者可以一直做贡献，为团队和公司的运转提供帮助。他们的默认状态就是为同事提供支持，但他们也意识到过度牺牲自我将有损于长期成功。他们已经找到了帮助别人和保护自己的最佳契合点。

要继续帮助别人，同时寻找用少量付出产生巨大影响的途径。无私并全力以赴地帮助别人有时合理，但要更多地拒绝那些超出你能力范围的请求，从而把精力留给你力所能及的那些事。



[image: ]



各类受访者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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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亚当和雷布推荐资源






想更多地了解付出能为你做些什么并给你带来哪些影响吗？建议大家涉猎以下资源：





《哈佛商业评论》

文章->


《协作超载》（Collaborative Overload），



作者：罗伯·克罗斯（Rob Cross）、雷布·雷贝利（Reb Rebele）、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协作确实是许多紧急业务挑战的答案。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更多并不总是更好。




《给予者和索取者的公司》（In the Company of Givers and Takers），



作者：亚当·格兰特。
 在这篇文章里，亚当介绍了一些对给予和索取的初步想法。他阐述了企业的成功为何依赖于员工的慷慨以及怎样为这样的慷慨提供支持。




《IDEO的帮助文化》（IDEO's Culture of Helping），



作者：特蕾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科林·费雪（Colin M. Fisher）、朱莉安娜·皮勒摩（Julianna Pillemer）。
 设计公司IDEO释放自身创造力的途径是让慷慨成为准则。




《同情的局限》（The Limits of Empathy），



作者：亚当·威茨（Adam Waytz）。
 同情和慷慨并不相同，但它们有共同之处。过多的同情或慷慨都会令人疲惫，影响判断并有损业绩。




《击败倦怠》（Beating Burnout），



作者：莫妮克·瓦尔库尔（Monique Valcour）。
 虽然我们专门研究了奉献疲劳问题，但所有的倦怠现象都会让人非常虚弱。具体表现包括让自己远离工作，感觉效率低下以及深深的身体、情感和认知疲乏。作为管理人员培训师，瓦尔库尔介绍了可供大家恢复和预防的步骤。



书籍->


《给予和索取：为什么帮助他人促使我们成功》（Give and Take: Why Helping Others Drives Our Success），



作者：亚当·格兰特。
 在这部关于慷慨的基础性著作中，亚当探讨了为什么有些给予者达到了杰出的高度，而其他人成了出气筒和抹布。




《无混蛋规则：构建文明的工作场所，如若不然就生存下来》（The No Asshole Rule: Building a Civilized Workplace and Surviving One That Isn't），



作者：罗伯特·萨顿（Robert I. Sutton）。
 最糟糕的索取者有时会被赋予一个更粗俗的名称......他们会让你的团队失去活力。在所有探讨如何对付他们的书籍中，我们最喜欢这一本。




《做乘法：最好的领导者怎样让所有人都变得更聪明》（Multipliers: How the Best Leaders Make Everyone Smarter），



作者：莉斯·怀斯曼（Liz Wiseman）、格雷格·麦克考恩（Greg McKeown）。
 给予型管理者能看到别人的潜力并帮他们发挥出来。但本书用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事例说明，指导太多实际上可能阻碍别人的发展并限制他们对团队的贡献。




《通路显现：改变人生，创造机遇》（A Path Appears: Transforming Lives, Creating Opportunity），



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伍洁芳（Sheryl WuDunn）。
 在两人合著的第4本书里，这对获得普利策奖的夫妇探讨了平常人怎样带来变化——从反抗暴力到预防疾病，再到改善教育。通过激动人心的事例、前沿的科学以及实用的建议，这本书可能改变大家对如何改变世界的看法。




《私心树：一次自私的拙劣模仿》（The Taking Tree: A Selfish Parody），



作者：施瑞尔·特拉维斯提（Shrill Travesty）。
 谢尔·希尔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儿童书籍《爱心树》（The Giving Tree）是本经典著作，但我们觉得其中有个问题，那就是它告诉小孩子为索取者付出，而且要无私付出直到一无所有。本次拙劣的模仿是个有趣的替代方案，那棵树借此报了仇。



相关研究->


《好了，我厌倦尝试了！》（Well, I'm Tired of Tryin'!），



作者：马克·博利诺
 等（Mark C. Bolino）（《应用心理学》杂志）。对工作中“公民疲倦”现象成因的开创性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和职业成果：当好公民的成本》（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areer Outcomes: The Cost of Being a Good Citizen），



作者：黛安·贝吉隆（Diane M. Bergeron）
 等，（《管理学》杂志）。如果不加小心，花在当好公民上的工作时间可能影响任务的完成情况。




《研究：没错，慷慨相助让人疲惫》（Research: Yes, Being Helpful Is Tiring），



作者：克洛蒂娅娜·拉那（Klodiana Lanaj）
 （《哈佛商业评论》）。拉那发现，在工作中响应别人的帮助请求是一把双刃剑，这让我们深感好奇。




《做利他者：解决个人和亲社会目标之间的选择伪命题》（Being ‘Otherish’: Resolving the False Choice Between Personal and Prosocial Goals），



作者：雷布·雷贝利（Reb Rebele）
 。本文节选自文集《在生活、工作和事业上欣欣向荣》（Flourishing in Life, Work and Careers）。雷布在文中探讨了慷慨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就如何成为更成功的给予者提出了10条策略。




（相关多媒体内容，详见hbr.org）






特写 Feature



善用生态系统

马丁·伊里格（Martin Ihrig） 伊恩·麦克米伦（Ian C. Macmillan）|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如何评估一项创新将对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如今的航空航天、电子、化工、软件、全球工程建筑、全球投资、商业银行和国际制造等行业，简单的产品或服务创新都有可能变得复杂，其原因是公司在生态系统中运作，涉及多个有影响力且高度互联的利益相关者。

以移动通信业为例，如果三星或华为推出一款新手机，要吸引的不只是用户，还有移动网络运营商和谷歌等主要应用提供商。比方说，快捷付款功能也许能吸引用户和运营商，但对应用提供商和零售商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因为要改变现有的支付设施。

在这样紧密交织的生态系统中，你不能仅仅只关注客户和自己的公司。你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接受的价值定位，这使得寻找成功创新的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当然，拓宽关注范围也增加了你的机会。有能力管理这种复杂性的公司，会在寻找和选择创新项目方面获得强大的竞争优势。而且，重点不仅在于宏观层面：大公司各个单元都在其自身的生态系统中运作，各自有内部和外部的客户与合作伙伴——通常是截然不同的组织专业单元。

长期以来，医药公司一直在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运作，平衡患者、医师、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机构、经销商和政府机构等各方需求。举例来说，使用抗抑郁成分增加疗效，从患者和医生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不错的主意，但这样会提高医保成本，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受到更多管制。

虽如此，医药公司寻求增长机会时却往往局限于药物开发，这方面的主要因素是需求（某种疾病的患者有多少？）和科技水平（能否研究出一种可以取得专利的新药治疗这种疾病？）。新药通过现有渠道推出，合作各方的职能一如既往，消费周期一成不变。然而，以这种方式保持增长和盈利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如今许多医药公司转向服务创新，这个方向会改变消费模式和生态系统运作方式，与药品创新的影响截然不同，因此须得到利益相关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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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多个有影响力且高度互联的利益相关者的领域，公司创新难以赢得各方支持。




原因


高管通常只关注某一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导致创新成功率偏低。




解决方案


我们的方法共6个步骤，帮助公司辨明怎样的创新会导致利益相关者彼此利益相悖，怎样的创新成功率最高。





本文将描述大型医药公司PharmaCo（化名）如何利用我们开发的基于工具的构想方法，对其服务创新方式进行全面思考。现在这家公司将这套方法推广到了全球各地。我们在该项目中与PharmaCo美国、巴西、韩国和英国分公司合作，本文只着眼于其中一个提供慢性病药物的部门，呈现简化的案例。在其他许多行业中，须将创新引入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这套方法都能派上用场。

我们的方法由6个步骤组成，通过一系列讨论会实行，通常需要一支约25人的团队，成员来自组织各层级，代表组织主要职能。

以下进行详述。



寻找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确定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参与者须深入理解自己部门所在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需求，以及本领域内的关键市场趋势，带着这些知识来参加第一场讨论会。我们首先让他们找出各部门所在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参与者，通常会有四到五个。PharmaCo列出的重要参与者如下：

患者

医疗机构

医疗保险机构

商业贩卖渠道，如连锁药店

不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团队必须选出其中在生态系统里对交易影响力最大的一方——通常是终端顾客，但也可能有例外。PharmaCo很快就选定了患者，因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患者是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终端顾客，公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也是为了让他们获取最大价值。

团队随后开始寻找各利益相关者最迫切的需求，首先是最重要的患者。我们认为，慢性病患者的基本需求是认清自己疾病引起的并发症，加以管理，进而提高生活质量。例如，糖尿病患者的动脉损伤和毛细血管抑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气流受限和氧气摄取量抑制。



勾勒利益相关者消费链

为了理解利益相关者如何体验和管理自己最迫切的需求，我们要求参与者创建伊恩麦克米伦和丽塔麦格拉思（Rita McGrath）所说的“消费链”（consumption chain），找出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步骤。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需求，可以（或无法）被现有产品或服务满足。

慢性病团队做出的患者关键消费链如下：

获得对疾病的认知（我如何得知自己生病需要治疗？）

诊断（有什么并发症，有多严重？）

治疗（如何应对并发症？）

坚持（如何持续治疗？）

创建消费链时要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他们对自己需求得到满足的感受，与公司觉得满足了他们需求的感受不同。我们发现，高管往往从公司职能单位和流程方面理解需求。举个例子，公司认为顾客退货是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而顾客认为公司不愿接受退货是背叛了自己的信赖，并成为再也不买这家公司产品的一个理由。

最后，团队须考虑能否找到机会改变主流消费链——也许要运用新技术，在消费链中增删一些步骤。这样的改变通常会催生颠覆式创新，因为生态系统中的关系就此重置：一些利益相关者失去重要性，新的利益相关者出现。（
见边栏《重塑生态系统》）

 ）



将目前价值定位的特点归类，整理概况

在这一步，团队就公司目前提供的服务，评估各利益相关者对服务主要特点的感受，将特点归入以下三类：


不可变需求。
 让产品或服务具备起码接受度的特点归为此类。慢性病患者的不可变需求是：

年度体检验血，提升发现并发症的概率

医师提供及时准确的诊断

健康有所改善

能够在药店得到药物


差异化因素。
 让产品或服务在竞争中更胜一筹的特点属于此类。慢性病团队思考得出的差异化因素如下：

对症药物治疗没有副作用

用药简单、不频繁


不满因素。
 利益相关者对这些特性不满，但如果有差异化因素提供补偿，他们或许愿意暂时忍耐。慢性病患者的不满因素包括：

对并发症诊断的焦虑

医药费自付的要求

治疗成本

团队运用以上分类，为各利益相关者制作了概况表格。表格中不必填满所有空格，通常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必须努力找出利益相关者在消费链各个环节重视的产品特点，以及可行的替代方案。PharmaCo最终得到4个表格，每个表格展示一个利益相关方及相关需求，包括所属消费链、不可变需求、差异化因素以及不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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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生态系统

本文描述了PharmaCo一项适度却独树一帜的创新。我们的方法也可以帮助公司学习如何向整个消费链（而非其中一个或几个环节）引入大的改变，开展会颠覆生态系统的创新。

前不久，我们为一家医疗设备公司提供咨询。该公司正在尝试为某种代谢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式。以往治疗这种疾病须做大型手术，损害患者健康。现有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是患者、医师、医院、医疗保险机构和手术医师。患者消费链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医师看诊、对使患者日益衰弱的病症进行治疗，如果无法恢复，就进行大型手术。对于该消费链中的患者而言，关键差异化因素是避免手术，最大的不满因素是必须接受手术。

公司新的治疗方式为患者提供一种不同的消费链，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了解治疗方式、每两周接受一次治疗的往返交通，以及保险机构报销。新的重大差异化因素显然是可以避免手术，不满因素是必须多次前往接受治疗。

我们把新的差异化因素放在传统消费链中，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可变需求对照，发现了两项重要冲突。其一，尽管患者及护理机构希望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很多医院已经为传统治疗方式进行了大量投资，而新疗法的功效尚未得到证实，所以他们不愿贸然购买新设备，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二，患者希望避免手术，与手术医师的利益相悖，如果采用新疗法，手术医师必须放弃可观的收入。

管理者在讨论这些矛盾时意识到，新的消费链组成了一个诊所治疗利润分成网络，参与其中的主要是医师，如果公司准备采用这样一种消费链，那么手术医师和大型医院都可能被排除在生态系统之外——这种举动绝对是颠覆性的，撰写本文时，这项改变正在进行。



（返回原文阅读）










利用概况表格，设计增长机会表格

这一步，公司要把概况表格转为增长机会表格（growth opportunity profile，简称GOP）。具体方法是，在消费链每个环节增加一个差异化因素，并尝试为每个利益相关者找到至少一个差异化因素；另外，消除一个不满因素也等于比竞争对手多了一个差异化因素。团队可在利益相关者GOP的基础上找到最有效的改进方式，以及应当把握的创新增长机会。

PharmaCo慢性病团队成员展开讨论，为帮助患者控制并发症，可以增加什么特性。他们提出在药店提供免费验血，以及发送短信提醒患者吃药（
见表格《改进价值定位》

 ）。近期研究显示，如果患者定期锻炼，PharmaCo的药物疗效会更好，因此，团队考虑为患者提供打折乃至免费的健身房会员资格——这是一个出色的差异化因素，不只关注对症治疗，而是着眼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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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价值定位

有了第三步的概况表格，可以设法将其与第四步中推荐的差异化因素结合起来。以下是PharmaCo针对慢性病患者制作的增长机会表格，患者最迫切的需求是控制疾病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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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了解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之处

这一步触及了在多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生态系统中推广创新的核心难题。找出新的差异化因素，改进满足某一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方式，还必须评估该因素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何种影响，特别要考察是否与主要的不可变需求冲突。图表《了解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之处》展示了我们帮助PharmaCo团队判断这方面情况的详情。

团队参考GOP，找出对各利益相关者而言最重要的差异化因素：

患者：打折的健身房会员资格

医疗机构：根据处方自动配药

保险机构：出售保险套餐（pay for nonperformance，套餐中一些项目可能不实用——译者注）

药店：邮购选项

接下来，团队回头参考第三步的结果，确定对各利益相关者最重要的不可变需求。PharmaCo团队得出以下结果：

患者：健康有所改善

医疗机构：医疗运营受尊重、可盈利

保险机构：成本没有净增长

药店：利润增加

对比以上两组结果可以看出，某项创新对某一利益相关者有利，却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抵制。举例来说，如果PharmaCo向患者提供健身房会员资格折扣，回应他们最重要的不可变需求（健康有所改善），就可能引起保险机构（不可变需求是控制成本）的抵制。




了解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之处

首先要找出你可以提供给各利益相关者的首要差异化因素，评估该因素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不可变需求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PharmaCo为医疗机构提供的差异化因素，对患者、医疗机构和药店有好处，但可能会让保险机构受到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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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选择最佳机会

找到冲突所在后，必须决定如何权衡。利益相关者可能对能够缓解自己忧虑的因素认识不足。例如，保险机构可能会低估短期成本增加带来的长期收益：假如健身房会员资格让患者更加健康，未来索赔就会减少。指出这些方面，也许可以缓和矛盾。公司还可以采取措施，减轻对即时成本的影响，比如PharmaCo可以用健身房折扣说服患者使用他们提供的药物。

现在你能够找到创新选项中哪一项可以在生态系统里创造最大价值。你已经找出了会对利益相关者基本需求产生最大影响的创新增长机会，了解了可行的改进和补充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冲突的地方，并且明确了其中最易管理的冲突。

PharmaCo慢性病团队决定为患者引入按处方自动配药的服务，这是医疗机构最青睐的差异化因素，也对四个利益相关者中三方的不可变需求起正面作用：患者不必再担心拿药，医疗机构须应对的不良事件减少，药店销量增加。

该举措对保险机构的影响（短期内更多索赔）诚然有些问题，但团队制定了一套沟通策略，确保这一决定性的利益相关者继续支持。团队会向保险机构说明，提前为药物支出的保险金其实可以抵消，因为就长期而言，急诊治疗和患者停药造成的并发症治疗索赔金额更高。




我们的方法
 让PharmaCo慢性病团队管理者得以辨明创新增长机会，在其中做出审慎的选择，确保公司回应生态系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顾虑，而不只是患者。虽然我们描述的只是PharmaCo业务中很小一部分的渐进式改进和补充，但这种方式亦可用于公司层面，考察公司商业模式和价值定位的创新变革。随着行业生态系统自身的演进，高管会发现，在战略评估时纳入以上步骤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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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伊里格
 是纽约大学临床教授兼副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客座副教授及I-Space Institute负责人。伊恩·麦克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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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销售新法则

The New Sales Im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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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采购异常复杂，客户常常处于茫然状态。怎么让购买变得更容易？答案是指导式销售。为此，供应商要做到：设计客户旅程、发现障碍、制定指导方案以及跟踪购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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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传统观点


越来越多B2B供应商认为，客户在交易中掌握主动，在购买流程末期才需要卖方介入。




问题


如今客户被过多信息和选择淹没，难以做出明智购买决策。




解决方案


为让购买更容易，供应商必须提供可靠实用的工具、信息和指导，在购买流程的每一阶段为客户提供帮助。






在
 很多B2B企业看来，客户是掌握控制权的一方：他们占据主动，掌握海量信息，完全清楚自己的需求，因此要等到购买流程后期做出购买决策后，才会与供应商接触。

但客户不这么看。他们掌握的信息量确实比以前都大；但美国CEB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购买过程中，客户常常犹豫不决、高度紧张。购买复杂的解决方案，如企业管理软件或制造设备，从来不是易事。但现在，B2B采购尤其复杂：巨量的信息、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不断增加的购买选项，使得交易停滞或中止的情况越来越多。客户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常常处于茫然状态。

在与全球各地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曾观察到决策者如何被信息淹没，陷入低效的认知循环。他们不断尝试理解需求，考虑替代方案。新信息不断带来新问题，导致客户做购买决策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放弃购买。

此外，参与一宗B2B采购的平均人数，从2年前的5.4人增加到现在的6.8人，涉及的职位、部门和地域越来越多。个人与组织关注点和利益的分歧，使购买方内部往往只能在“保持谨慎”“规避风险”“节省资金”上达成一致。一位CMO对此的形容令人印象深刻：“最小公约数购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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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购买选择越来越多，客户须权衡利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研究显示，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更多选择不一定是好事（见《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6月刊文章《更多不一定更好》（“More Isn’t Always Better”），作者为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大宗B2B采购也如此。无论什么购买方案，总有人觉得其他选择更有吸引力。过多选择不仅拖慢了购买流程，也导致了购买后的焦虑：“我们选对了吗？其他方案是否更好？”我们的研究显示，超过40%的B2B购买方会在交易完成后患得患失。

客户难以做出购买决策，很多供应商对此感到意外。在CEB的研究中，我们访问过全球各地数千名企业高管，请他们用一个词来描述采购复杂商品或服务的过程，回答包括“困难”“难受”“痛苦”“郁闷”“容易踩雷”，等等。我们发现，做出购买决策所需时间，一般比客户预期的多出一倍。更有甚者，65%受访购买方告诉我们，单单为和供应方销售人员沟通做准备，就花了预期完成整个采购工作所需时间。显然，购买过程如此艰难，很大程度上与供应方无关，而是客户自身的原因。

解决办法？当然是让购买变容易。

供应商当然在设法简化购买，自从有商业行为起就如此。我们调查过的大多数供应商都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但很遗憾，他们认为能让购买变容易的方法，往往适得其反。我们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销售从业者认为，为客户提供更多信息，将帮助对方更好地做决策；他们还认为，即便不同意客户的购买倾向，也要以灵活方式回应；此外，让客户考虑所有选项是“极其重要”的。供应商不断努力更加周到殷勤，采取主动，满足客户的所有要求；他们力争提供客户可能需要参考的所有数据、案例和评价，并且列出一系列购买方案，随客户需求变化不断调整。这种方式似乎是正确的，而且也满足了供应商“以客户为中心”的自我期许。然而，根据我们对超过600家企业客户的调查，这种方法导致购买便捷度下降18%。罗列信息和购买选项，只会让事情更困难。



指导式销售（prescription）的优势

我们评估了几十种销售技巧对购买过程的影响，发现了一项明显规律：“迎合式”销售一般会降低购买便捷度，而“指导式”销售能将购买便捷度提升86%。采用指导式销售方法的供应商一般会采取以下做法：依据具体理由，明确推荐一项购买方案；简明扼要展示本方的能力和优势，并注意保持前后一致；清晰解释购买流程中的复杂之处。以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为例，指导式销售语言大概是这样：“我们和你这样的供应商有过一些合作。我们的经验是，买方采购人员有时在后期阶段才过来沟通，这就有可能搞砸。所以你应该提早和他们沟通。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会问X和Y两类问题。你要这样回答他们……”

客户自然认为，指导式销售人员能够预测并解决问题，因此水平更高。这实际体现在业绩上：相比一般供应商，提升购买便捷度的供应商，达成高质量交易（客户同时购买多种产品或服务）的几率高出62%。根据我们进行的三项大规模研究，购买便捷度是交易质量的最大提升因素。此外，相比经过传统流程完成购买的客户，通过指导式销售便捷完成交易的客户，对交易后悔或对供应商负面评价的概率更低，且更有可能再次购买。（
见图表《迎合式销售的弊端》

 ）

CEB曾与全球数百家供应商的销售部门合作，并经常举办指导式销售的培训讲座。虽然每笔交易各有不同，但共性更突出；如果行业、客户群、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相同，那就更应如此。成功进行指导式销售的供应商通常会总结几笔交易中的经验教训，据此为更多相似客户提供建议，显著提升交易成功率。指导式销售不是一项个人技术，而是组织层面的能力，在销售谈判、营销策划、客户问题诊断等多方面发挥作用。




供应商的目标应该是，找出客户与任何卖家打交道都会遇到的困难。





指导式销售可能有多种形式，但掌握这种能力的供应商有一些共同做法：深刻理解客户购买流程；找出客户在每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为本方销售人员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跟踪购买进程并随时准备让交易回到正轨。

下文将详述每个步骤。




设计客户旅程


大部分供应商的营销管理者会认为，他们已经设计了购买流程。但他们的惯常做法不足以支撑起指导式销售策略。传统的客户旅程设计包括四个主要步骤：认知、考虑、偏好、购买。这个过程类似漏斗，最终导向客户的购买行为。CEB将此类客户旅程称为“从我处购买”，因为它主要着眼于供应商自身的流程和产品。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我们问，“对谁的认知”？回答将是“对我们这家供应商的认知”；如果问“考虑谁的产品”？回答将是“考虑我们的产品”，以此类推。

但正如前文所说，客户面对的障碍与供应商无关，因为这些问题发生在购买流程早期，远在客户和供应商接触之前。因此，以供应商为中心的视角难以发现客户的问题，也不太能帮助供应商决定采取哪些行动。所以我们建议，供应商应设计“卖方中立”（supplier-agnostic）的客户旅程。

首先，典型客户旅程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客户考虑的是，本企业是否存在须解决的问题，比如CRM系统是否需要升级或替换。在这个阶段，客户可能会找出运营中的各类问题，并通过分析评估，判断每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在中期阶段，针对最重要的问题，客户会评估不同解决方案，并考虑一系列二选一的问题，如内部构建或是外部购买、引进技术或是人员等，并考虑解决方案与现有体系的兼容问题。在后期阶段，已经确定解决方案后，客户才会考虑选择供应商，并首次与销售人员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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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阶段又可分解为不同具体步骤。在整个购买过程中，客户要广泛收集信息，研究不同选项，并协调内部利益相关方，每个步骤都可能出现问题。因此，无论客户最终如何选择，供应商必须首先掌握客户在每个步骤中的行动。不过要注意，虽然设计客户旅程需要精细度，但根据我们的经验，5-10个步骤是最好的；超过10个步骤，流程可能过于复杂，销售人员操作难度较大。

一般来说，设计客户旅程是供应商营销部门的任务，但营销部门容易局限于本方视角。很多我们参与设计的中立化购买流程，是由销售运营或销售支持团队主导的。虽说如此，在最成功的案例中，供应商各部门会通力协作，与客户一道设计周全的购买流程，并注意使用对方惯用的业务语言。在设计客户旅程时，优秀销售人员能起很大作用，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客户企业的流程。另外，如果供应商更深入地了解客户的流程，对方将会受益，因此老客户通常愿意参与设计购买流程。收集客户信息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工作：供应商可以进行访问、调查、组织焦点小组，直接询问客户的采购经历：“你参考了哪些信息来源？”“哪些信息最有用？哪些最没用？”“哪些人参与了购买流程？他们是何时参与的？”

跨部门合作、参考明星销售员的意见、让客户参与进来，除这些原则外，设计客户旅程并没有固定模式。我们曾观察到很多供应商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发挥。

我们曾为一家提供员工管理解决方案的公司提供咨询。为找出客户旅程中的关键步骤，该公司曾特别倚重顶尖销售员。管理者起初认为，因为每笔交易差异太大，通用的购买流程可能太过宽泛、作用不大。但经过几周的讨论后，团队设计出一套购买流程，该流程分为9步，适用于不同类型客户。随着使用这套流程的次数增加，管理者愈加清晰地看到，虽然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很复杂，但该流程基本上对所有客户都适用。

CEB的另一个客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直接采用了上述流程作为模板。该公司发现，尽管行业完全不同，但这套流程也很贴近其客户的购买行为。销售支持团队组织了一整天的讨论，根据销售部门领导者的需求对流程进行调整，在几小时内就完成了初始版本。为此，团队成员要寻找不同交易中相同的购买行为，从而设计出普遍适用的购买流程。

另一家网络教育培训公司的营销部门，采用了不同的购买流程设计方法。这个团队并未太关注每个购买阶段的细节，而是尽力了解客户内部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考量。依据前期、中期、后期阶段这一基本划分方式，团队访问了所有利益相关方，了解对方在每个阶段需要哪些信息、从何处寻找信息，以及遇到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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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障碍


如上所述，设计客户旅程不只是找到客户购买过程中的障碍，但网络教育公司的案例表明，这两件事往往重合。特别是，如果设计购买流程需要客户访谈，供应商可以考察客户痛点。

在进行客户调查或当面访问时，供应商可以问如下问题：“你在购买的各个阶段遇到哪些具体困难？”“哪些信息可以帮助你更快、更好地做决定？”“哪位本可以提早参与交易，却参与太晚或未能参与？”“如果重新来过，你有哪些做法会不同？”“你对其他要进行类似采购的企业有何建议？”记住，问这些问题不是为了解客户与你打交道时的困难（比如合同流程太复杂或网站做得太差），而是了解客户与任何供应商打交道都会碰到的困难。




指导方案应中立可信，能够减少客户犹疑，促成行动。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供应商可能会想要根据某一家客户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但明智的做法是，综合考虑多家客户的信息，寻找规律，找到根本性问题。这类问题虽然数量不多，但却给购买方带来显著困难，例如：内部利益相关方找不到支持变革的业务理由；管理者难以争取某项方案得到内部支持；某一部门（例如财务）坚持不同观点等。这些问题可能说明，客户难以找到支持购买决策的清晰、可量化的理由。或者，供应商未能考虑到客户的某项具体要求，这项要求看似无关紧要，但对达成交易至关重要。集中解决这类重大问题，不仅能帮助供应商拿下优质合同，也能为疲于应对各种新工具、系统和规则的销售人员减负。

我们发现，客户最常遇到的问题存在共同点。在早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客户的困难通常与信息有关。例如，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或建议，如何得出明确结论。在中期阶段，随着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沟通可能成为主要困难。有些利益相关方的考量可能被忽视，例如销售部门购买新App，却未能考虑合规部门对数据安全性的担忧，或IT部门对系统整合度的关注。此外，各部门的优先事项不同，如运营部门关注效率，而安全部门关注风险，如何协调是个问题；对业务需求和高层指示存在不同理解，也须统一。在后期阶段，客户在考虑购买选项和行动方案时容易陷入停滞。这个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包括，客户内部难以对具体操作方式达成一致（例如，是采用试点还是大规模应用），或对不同产品选择或组合的投资回报率存在分歧（例如，CRM系统是本地部署还是云部署）。（
见边栏《客户为何难拍板》

 ）

以一家移动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例。该公司将客户旅程分为6个步骤，并找出每个步骤中最大的障碍。公司主要提供射频识别、无线网络等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分散在各处的团队和员工实时协作。在购买过程中，客户会遇到一系列障碍。例如，在第一个步骤，有时客户难以理解各团队保持紧密沟通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购买流程无法继续。客户如果不能清晰了解技术带来的益处，就不会进入下一个步骤。供应商还发现，在第二个步骤，客户内部不同利益相关方，如IT、运营、财务等，经常对解决方案的应用方式，及其对本部门和公司的价值有不同看法。在客户内部达成一致之前，购买流程不会有任何进展，对于任何供应商都一样。这不是因为供应商无法满足具体要求，而是因为，在可以讨论任何具体方案之前，客户就遇到了障碍。

通过发现客户旅程中的主要障碍，这家供应商成功制定了指导式销售策略，下节将详细说明。




制定指导方案


指导式销售形式多样，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包括营销部门制作并传播的内容、与客户面谈、销售员和专家及供应商高管主持的讨论会、客户诊断、自我测试等。例如，客户进行对标测试后，可能发现本公司表现不及类似企业。

无论采用哪种实现方式，指导式销售须满足三个要求。首先，指导方案必须中立、可信。如果主要目标是推销，指导方案不仅难以帮助客户，而且会引起质疑。客户对高质量指导的自发反应不会是“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而是“哇，你真是帮了我大忙”。其次，指导方案应减少客户犹疑，促成行动。因此，供应商应将购买选项控制在客户能把握的范围内，并提供具体、有据可循的建议。第三，指导方案不应是简单的自我推销，而应引导客户选择本方独有的解决方案。

回到前述移动技术公司的例子。找到客户在购买流程中的6个主要障碍后，销售和营销部门合作研究解决措施：提供诊断工具，帮助客户评估目前协作体系的缺陷；组织讨论会，争取客户内部各利益相关方同意做出改变；进行“实施测试”，帮助客户了解后续步骤。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为制造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测试和计量设备，该公司也面临类似挑战。公司发现，潜在交易经常早早陷入僵局，因为客户内部往往存在不同利益相关方，包括CTO、研发领导者、设计负责人、产品经理等。他们的优先事项都不同，甚至相互冲突，因此不认同升级老旧设备的紧迫性。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并未直接推销自己的解决方案，而是由销售支持部门设计了一项测试工具，帮助客户运用数据，分析自身的“业务和技术成熟度”、诊断表现不佳的领域、发现风险，并了解各类改进对业务的潜在影响。无论客户最终选择哪家供应商，这项工具都能简化购买流程，同时也提供购买决策框架，突出国家仪器公司的优势。这项工具从人员、流程、技术三方面，客观评估客户的15项能力，计算出成熟度得分，并可与公司全球客户数据进行对比。测试工具客观中立，能克服不同观点和偏见的影响，减少争议，帮助客户内部利益相关方聚焦真正的挑战和机会。

同时，该公司利用数据构筑一系列假想场景，帮助客户了解不同行动的财务影响，从而达成一致。例如，客户可以选择应用最新技术彻底更新计量和评估系统，或进行局部微调，或完全保持现状。




跟踪购买进程


为消除购买流程中的障碍，供应商必须准确了解客户所处的阶段。利用这一信息，供应商能够提前判断客户将遇到的问题，然后决定采取干预措施，确保流程继续推进，并最大化购买便捷度。

为此，供应商需要一系列“客户信号”，能够明确客户已进入购买流程的下一阶段。理想的客户信号有3项特征：（1）客户应主动参与，采取明确行动，确认继续推进购买流程；（2）信息应直白客观，消除误读的余地——客户应书面确认，是否参与诊断活动、投入资源或同意后续行动；（3）在每个步骤，客户应展示出越来越强的改变决心。客户信号可能相当宽泛，如认可改变的必要性，也可能非常具体，如实际签订合同。

以下是设计客户信号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将诊断工具同时用作指导手段和客户信号，第二种将书面确认规定为完成购买步骤的标志。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测试工具能够协同利益相关方、指导未来行动，此外还在早期购买流程中设置了两个客户信号：对变革需要的认可度、利益相关方的协同程度。为保证客户信号明确、客观，客户必须同意在某一天进行诊断，并提供高管签字。这是一个清晰明确的信号，表明客户是否愿意继续推进。客户只说对诊断有兴趣，还不能被视为明确的信号。

另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IT提供商经常用在购买流程的中后期：在与客户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后，分阶段规划本方和客户应采取的行动。这份计划应规定双方进入每一交易阶段须采取的步骤、明确具体日期和负责人，并设置客户可以取消交易的条件。具体步骤可能包括：“制定初步的成功衡量标准”“提供成本预估”“开始法务审核”“评估初步方案”等。这份计划是购买流程的扩展，包含更多细节，且更加针对具体客户情况。

客户对成型的计划进行书面认可，这是购买流程中途的一个明确节点。之后每完成一个步骤，都可以视为交易取得进展的可靠信号。

当下最成功的供应商不仅帮助客户考虑“买什么”，还有“如何买”。本文介绍了这类供应商的核心销售方法：设计客户旅程、发现障碍、制定指导方案以及跟踪购买进程。同时，这些供应商还有两个总体特征。首先，它们关心的不是让客户从它们这里购买，而是客户如何做出购买决策。这两种视角看起来区别不大，但其实相去甚远，而且是销售成功的基础。其次，它们的销售团队和营销团队紧密协作，从始至终对购买流程发挥支持作用，在此过程中打破两种职能间的长期阻隔。因此，这些供应商能提供可靠实用的工具、信息和指导建议，塑造和简化购买流程、促进销售，并最终提升客户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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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图曼
 是CEB公司销售和客户服务部门负责人。布伦特·亚当森
 是该部门首席执行顾问。图曼和亚当斯著有《挑战型客户》（The Challenger Customer: Selling to the Hidden Influencer Who Can Multiply Your Results，与马修·迪克逊（Matthew Dixon）、帕特·斯班纳（Pat Spenner）合著）。克里斯蒂娜·戈麦斯
 是CEB销售部门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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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鲍勃•兰格创办的兰格实验室，是世界上最高效和最赚钱的研究中心之一，它有一套经过验证的有效方法，可以加快获得成果和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的节奏。任何组织都 可以借鉴这套方法。






去
 年某个早晨，詹姆斯·达赫曼（James Dahlman）来到了鲍勃·兰格（Bob Langer）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科赫癌症综合研究学院的办公室，向兰格告别。他见到了兰格和另一位博士生导师丹·安德森（Dan Anderson）。这位29岁的年轻人即将第一次走上教授岗位，到佐治亚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任职。现在，他来寻求两位导师的建议。

“做点大事情，”兰格告诉他，“做一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事，小步向前可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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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早期研究成本高，风险大，而且结果不可预测——因此公司都回避这类研究，结果很多机遇都没有得到开发。




解决方案


通过开发旨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项目，公司可以让世界更美好， 赚到大钱。




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的鲍勃·兰格有一套经过验证的有效方法，可以加快获得成果和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的节奏——这套方法任何组织都可以借鉴。





这不仅仅是对一位毕业生的激励，还是兰格本人在麻省理工学院40年职业生涯中坚持的信条。他是化学工程师，也是药物控释和组织工程学领域的先驱者。带着做大事的信念，他打造了如今世界上最高效的研究中心之一兰格实验室（Langer Lab）。

高校、企业和政府实验室，或者说任何来自其他领域的团队领导者，都可以借鉴兰格的模式。他的方法从5个方面加快取得成果的速度，并保证这些来自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现实世界的产品。兰格模式关注高影响力的理念、飞跃“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常被用来比喻研究和商业化开发之间的鸿沟）的流程、促进多学科协作的手段、确保研究人员能够持续流动和限制项目资助期限的措施，以及张弛有度的领导风格。

仅美国一国每年在研究方面的花费就达到了约5000亿美元，但在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肯特·博文（H. Kent Bowen）看来，“很多研究都是乏善可陈的”。博文多年来潜心研究高校和企业实验室。他认为，“如果美国有更多像兰格实验室这样具有高度合作性、关注高影响力研究的实验室，那么美国将实现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

兰格在以下几方面的成就显赫。首先，他的H指数（h-index，该指标评估学者出版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频次）得分是230——所有工程师无出其右。他已经和即将获得的专利高达1100多项，授权约300家制药、化工、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公司使用或转给第三方使用，因此赢得了“医药界爱迪生”的美誉。他的实验室衍生出40家公司，其中包括合作开办的企业；除一家公司倒闭外，其他公司或作为独立实体，或作为收购公司的一部分，都在正常运营。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总计大概超过23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联合利华正在收购的美发产品公司Living Proof，目前收购价格未公开。

兰格实验室最终的“产品”还是人才：约900名研究人员在此获得研究生学位或以博士后身份在实验室工作，很多人在进入学术界、商界和风险投资界后大放光彩。其中有14人已经正式进入美国国家工程院，12人在国家医学院获得职位。

多学科协作在学术界依旧处在发展阶段，但在过去大约10年中开始风生水起。这一现象说明大学越来越重视解决现实问题和创建新公司，而实现这两个目标，须结合不同领域的专长。尽管多学科协作一直以来在商界十分普遍，但公司仍可以运用兰格“研究到产品”流程的各大要素，来改善业绩。通过借鉴兰格流程，公司可以创造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革新或重塑自身业务。



关注影响大的问题

选择项目时，兰格的原则之一是：衡量该项目对社会的可能影响，而非财务回报。他相信，如果你创造的服务或产品影响足够大，客户和金钱自然会涌入你所在的公司。但很多巨头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避免开发理念过于新颖、无法计算贴现现金流的产品，或者一遇到困难，就放弃研究——而目标宏大的研究总会遇到困难。

在兰格看来，“影响力”代表他的发明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风险投资公司Polaris Partners称，从他的实验室衍生出的生命科学公司有可能影响到将近47亿人，而Polaris Partners已为其中很多衍生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比如兰格实验室的产品之一是1996年推出的一款晶片。这种晶片可植入患者大脑，直接针对胶质母细胞瘤进行化疗。另一款产品最近交由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新公司Sigilon处理，是可能治愈Ⅰ型糖尿病的解决方案，由兰格和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研发。这些研究人员证明，用聚合物包裹住β细胞，β细胞不仅不会被身体免疫系统清除，还能检测血糖水平并分泌适量胰岛素。

兰格实验室开发的项目不仅具体明确，而且目标宏大，因此客户的确蜂拥而至，包括基金会、公司、其他实验室的科学家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政府机构。基金会和公司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前列腺癌基金会、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罗氏制药（Hoffmann-La Roche）等组织，对兰格实验室的投资目前占到实验室年度预算（共1730万美元）的63%。“我们决定和兰格合作，主要是因为他的实验室对药物控释有记录。”盖茨基金会综合发展和疟疾项目主任丹·哈特曼（Dan Hartman）说：“兰格及其团队的创造力和技术实力再怎么赞美都不为过。”哈特曼是盖茨基金会与兰格实验室的主要联络人。

选择项目的第二个标准与实验室的核心领域直接相关，即选择药物控释、药物研发、组织工程和生物材料方面的项目。“我们大部分工作都处在材料、生物学和医学的交叉点。”

第三个标准，他会问，通过应用或拓展现有科学，他的实验室（或与其他组织合作）是否有可能解决医学和科学难题。

他的做法挑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研究到产品流程的普遍看法——流程是线性的：基础研究（旨在拓展自然知识，不考虑实际应用）到应用型或转化型研究（旨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后再到商业化开发（将成果转化为实际流程和产品），最后发展成大规模生产。这一范式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提倡政府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

自二战以来，大学负责大部分基础研究，但企业也参与一部分研究，比如AT&T、康宁（Corning）、杜邦（DuPont）和IBM。此后最近几十年中，大公司认为基础研究成本过高，风险太大：结果要等很长时间后才能看到，在此之前无法预测，而且价值难以捕捉。所以大公司更多将目光投向学术界，选择购买研究成果或获得授权，又或投资或收购开发成果的初创公司，有时还资助学术研究或让公司的科学家到高校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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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科赫癌症综合研究学院的兰格办公室；实验室茶水间的公告板。





但这种线性范式肯定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为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杰出的科研人员不断拓展基础科学的领域。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者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为其研究领域新造了一个名词：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这个词体现了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为深入了解微生物学，解决疾病和食物腐败问题的追求。其他例子还包括：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科学家在改善拓展通信系统的同时，致力于发现基础原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是最成功的创新组织之一。




学会像兰格一样创新

公司通常会避开早期研究，因为这类研究成本高、风险大，而且结果不可预测，组织很难从早期研究中获益。但公司可以换一种方式，采取一些（或全部）下文介绍的兰格实验室创新方法，给自己的研究部分注入新活力。




根据应用情况决定研究方向。


公司决定研究方向时，要考虑到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会给全人类带来长期、巨大回报，对公司投资回报率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鲍勃·兰格估计，风险投资家在他协助建立的公司上面，至少取得50%的内部投资回报率。）这类研究应与公司的核心能力相契合。




在一些领域发展科学和工程专长。


这会吸引大量客户带着最紧迫的问题，慕名前来咨询解决方案。




强势管理知识产权。


公司可以通过搜寻广泛的优质专利权而获益。它们也可以授权不想亲自开发的研究成果，从而获得收入并确保成果得到开发。




将核心研究组织视为独立实体，不受既有事业部的束缚。


如果公司限制研究项目的时间，而非创造力，那么研究工作的效率就会提升。




放弃仅仅算是“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选择看重改变世界，而非工作稳定的杰出人才。


包括康宁、基因泰克（Genentech）、谷歌、IBM和诺华等很多公司都设有博士后职位，也为教授提供休假福利。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包括这些公司中的科学家都是老员工。公司可以换种做法：与才华横溢的员工签订2到5年的合同；如果他们的研究成功了，还可以分给他们一部分股票。公司应强调，要在多学科背景下表现优异，团队成员须拥有沟通能力、耐心和好奇心。这种做法可以提升公司在人才吸引方面的灵活性，从而找到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必需人才。




保持尖端研究部门的经费、组织方式及独立性长期不变。


这并不是件简单事。以通用电气为例。该公司研发部经费随着CEO的更换，也反复无常。如果通用电气有一个对研发职能有深刻理解的董事会，而且领导层反对以季度利润为工作重心，就可能取得成功。




保证领导力足够强大。


找到并支持在自己领域内德高望重的研究主管。这位主管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是解放并培养身边的人才；他拥有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招聘和协作时可以提供人脉支持；他懂得如何利用公司专长，创建契合企业战略的大型新公司；他能够就这一愿景展开沟通，获得内部资金和外部支持；他的目标是，阐明研发部门的价值，确保该部门被视为革新的动力。





兰格实验室也处在巴斯德象限中。虽然研究人员将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应用科学和工程学，努力解决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同时他们也在拓展基础科学的领域。举例来说，兰格实验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利用多孔聚合物在体内释放大分子药物。这种递释方法能维持多年，剂量和频率都可以设定，实际上拓宽了一个物理学和数学的交叉领域，又称为渗流理论（percolation theory）。

当然大公司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康宁开发量子通信和碳捕捉材料，IBM发展认知计算和智慧城市，Alphabet拓展医疗和自动驾驶汽车——但整体看，如今的公司已经不再努力将早期研究和重大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结合案例很少见，但在我看来，应该有所增加。”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说：“如果你解决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就会赚到大钱。”

科赫研究学院的神经科学教授，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的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女士同意这一看法。“人们对企业研发现状有很多合理的关切和质疑，”她说，“比如制药公司研发部门对尚处于早期阶段的探索性研究投资巨大。如果这些部门与产业链外的生物学家和工程师展开更有效的合作，情况会不会更好？我刚刚结束一项针对国家实验室的委员会审查工作。这些实验室本身及其高质量的研究让我惊叹不已，但它们能将更多研究成果转化成市场中的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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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用于速冻细胞和聚合物等物质；兰格正在试用TAP——一种按键式采血装置，由兰格协助建立的Seventh Sense Biosystems公司开发。





跨越死亡之谷

选择正确的项目当然只是第一步，实现商业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变数多。但兰格有办法让研究成果跨越早期研究和商业化开发之间的死亡之谷。


关注应用多的“平台技术”。
 很多公司和高校实验室解决具体问题时都不考虑更大的格局。兰格实验室则将眼界放宽。注重平台技术，不仅可以创造更大的市场，公司也得以规划未曾想过的用法，Polaris创始合伙人特里·麦奎尔（Terry McGuire）如是说。以2001年成立的Momenta为例。公司关注了解并控制糖分子结构的新方法，最开始准备给肝素排序，然后根据排序寻找治疗癌症和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解决方案。但公司很快发现，它也可以利用这项新兴技术确定Lovenox（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既有药物）的复杂结构。最终公司开发了一款预防并治疗深静脉血栓的产品，第一年销售额就突破10亿多美元。

虽然兰格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往往会计划开发产品的一种用途，但有时也设想多种应用方法。比如兰格设计了一款植入式芯片，可以连续多年释药，而且病人可边看半导体播出的电视节目，边在体外控制芯片；他们假设芯片不仅用来递释药物，还在电视中释放增强观影体验的香气。


获取广泛的专利权。
 在获取并准许其他机构使用研究成果的专利权方面，麻省理工学院一直都是先驱者。但兰格在获取优质专利方面出类拔萃。他的目标是限制甚至阻碍其他人获得某一领域的控制权，这样企业就会愿意为研究成果商业化买单——公司投资时须承担昂贵的临床试验费用，而这项费用已经远远超过研究成本。（兰格的秘诀可供参考：聘用“优秀律师”，让他们质疑彼此的意见；删除可能限制专利所有权的不必要字眼；阐明所有专利术语和辅助性测试，避免打官司时出现多种解释。）


在权威期刊上发表重要文章。
 如果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或《科学》这样的期刊上，不仅能够在业界证明并宣扬其可靠性和重要性，还能赢得商界投资者的信任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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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新型气溶胶粒子不会出现传统气溶胶药物中常见的结块现象（直径10微米；临床试验阶段）






用动物实验证实理论，别草率地将成果带出实验室。
 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提高研究成果取得成效的几率；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避免商业化失败——这种情况在高校甚至企业界经常发生。

兰格实验室近期一个项目取得成效的秘诀就在于，慎重把控成果转化进度。该项目利用超声波迅速将多种药物（包括小分子、高分子生物制剂和核酸）直接注入胃肠道（但此前患者必须被注射过这些药物）。尽管最初成果貌似很有前景，某个兰格实验室的科学家甚至迫不及待要建立公司，将新发现商业化，但兰格认为现在迈出这一步为时尚早。他希望维持实验室原班人马不动，并继续改良该技术，比如在大型动物身上展开“长期治疗”实验（可以在一个月内每天注射一次），证实新技术的安全性；或者研发新配方，进一步提高药物递释效率。

额外多做的研究没有受到商业化进程表的束缚，最终得到回报。在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中，实验室证实了新技术可以递释一整类新药物——非囊状核酸，同时拓展了新药的应用。兰格团队还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了更多关于本研究的文章，用证据说明最初的数据可靠且可复制。之后，兰格才同意为新公司Suono Bio筹集资金，并授权该公司发展新技术。


奖励研究人员。
 麻省理工学院在扣除费用和开支后，将三分之一版税收入奖励给发明者，其他收入则流入研究人员所在部门或中心、麻省理工学院技术授权办公室和本校普通基金。最近几十年来，实行同样政策的高校数量不断增加，但这种做法在企业界还不常见。


让研究人员参与商业化开发。
 过去有很多兰格实验室的成员选择离开实验室，到接收其项目的企业中工作，实践证明，他们将技术推入市场的决心和自身专业能力同等重要。“很多公司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拥有我们的研究人员。”兰格说，“他们认可自己在实验室的工作，并希望让科研成果落地。”其他研究人员则留在实验室或可能去其他大学工作，同时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兰格本人就是10家波士顿地区初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这些公司的业务都从他的研究发展而来。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校放宽了对教授参与商业项目的管制，甚至推出孵化器和加速器计划来推进商业化，然而很多组织因为缺乏麻省理工学院固有的创业文化，仍然对这类做法抱有一种复杂心理。科学家深度参与商业化的情况在企业界还很少见。


根据技术的使用状况进行授权。
 如果有公司不使用兰格实验室授权的技术，则可要求这家公司放弃使用权。以治疗脑瘤的晶片进入市场的过程为例：某家对这种治疗方式不感兴趣的公司碰巧收购了刚刚获得晶片技术授权的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和收购企业达成协议：学院可以降低授权费用，但公司须成立一家初创公司来开发这款晶片。几乎没有高校或公司对专利的管理像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强势，而结果是，这些组织的很多高潜力研究成果都得不到开发。



建立多学科合作团队

某个团队专门研究一种滞留在胃部，连续数周或数月逐渐释放药物的口服给药装置。他们将这款装置设计成星星的形状。随后一个有建模经验的机械工程师参与了研究，开始提出质疑。为什么团队选择星星，而不是其他形状？团队评估几种可能方案，包括六角形和各种形状的星星，然后发现一种六角星星的性能最好：它能够装入胶囊，留在胃里。这位新团队成员还提出了其他问题，比如装置杆和中心部分不灵活，而且交界处的弹性体弹力和装置展开后的尺寸有待商榷。于是团队开始讨论让装置滞留时间更久的材料。

“这就是引入不同背景的成员后，会出现的情况。”乔瓦尼·特拉维索（Giovanni Traverso）称。他是哈佛大学胃肠病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师，同时也是领导该团队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新成员带来新洞见和对问题的新思考方式。”兰格实验室的团队成员包括化学、机械和电气工程师；分子生物学家；临床医生；兽医；材料科学家；物理学家；药物化学家。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都在科赫研究学院六层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围坐在一起办公。

涵盖多个学科的实验室正不断涌现，因为学术界认识到了多学科合作对应对一系列挑战（从癌症到全球变暖）的重要性。比如“抵抗癌症”（Stand Up to Cancer）活动的标志之一就是为跨学科团队提供资金。但改革仍处在早期阶段。苏珊·霍克菲尔德合著的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报告《融合：健康的未来》强调，通过融合工程、物理、计算机、数学和生物科学，“解决多个全球重大挑战”。多学科的融合要求教育、产业和政府方面都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在学术界和行业内创建“融合的文化”，以及改变政府提供研究经费的措施。

兰格的声誉、他的实验室应对的挑战和提供的职业机会（比如加入初创公司的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雇用了119名研究人员，另外每学期有30到40名大学生来到实验室。每年实验室都收到4000到5000份简历，这些求职者针对10到20个博士后职位展开竞争。实验室还会为某些项目需要的特定技能，展开全球搜索。

当然，求职者必须拥有高学历，而且工作积极性高。除此之外，由兰格、特拉维索、生物医学工程师兼麻省理工学院科研人员安娜·雅克兰尼兹（Ana Jaklenec）组成的领导团队倾向寻找“友好、容易与他人相处并擅长沟通”的人才——因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必须不停向同事解释自己的学科，并找到适合每个人的做实验方法，所以这些特质非常重要。技术语言、工作实践、价值观，甚至是定义问题方式的不同是多学科实验室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霍克菲尔德称。她曾连续8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是多学科合作的拥护者。




开展高影响力研究的不寻常路径

20世纪70年代早期，鲍勃·兰格正要结束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的学业，而美国正因欧佩克（OPEC）禁运导致的石油危机陷入动荡——因此兰格成了石油和化学品公司眼中的香饽饽（他得到了20个化学工程领域的工作机会）。埃克森（Exxon）巴吞鲁日分部的面试给了他重要启示。“其中一个工程师对我说，‘如果你能把这一种化学品的产量仅提高0.1%，就很棒了——那值数十亿美元啊。’”兰格回忆说：“我记得飞回波士顿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希望一辈子都做这些事吗？’”



他向各大学申请拓展化学课程的工作。没有高校给他回复——“也许我是一个化学工程师，不在这个职位的录取范围内”。他又写信给医院，“因为我希望帮助人们”。医院同样没有回应。

后来，有一位同事建议他联系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犹大·福克曼（Judah Folkman）。福克曼因雇用不走寻常路的人而声名在外。他有个颇受争议的观点：癌性肿瘤释放的化学信号会刺激新血管生成（angiogenesis）。他推断，如果信号被阻断，肿瘤就会停止增长。他让兰格把血管生成抑制剂分离出来。这要求从软骨中找到合适组织，而软骨中没有血液供应（兰格去屠宰场弄到了牛骨），同时设计出能够长期递释大分子的聚合物系统。最终，血管生成抑制剂在一系列癌症的治疗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聚合物也成为递释药物和疫苗的重要方式，还能促进新身体组织的增长，包括皮肤、软骨和脊髓。

兰格于1977年重返麻省理工学院，最初在营养和食品科学系担任助理教授（因为没有一所大学的化学工程系聘用他）。他获得了极大自由，继续研究药物递释、血管生成抑制剂和组织工程。他获得了企业资助，但由于想法对政府来说过于激进，所以没有获得政府补助。该系很多资深教授不相信他的研究，建议他另寻高就。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成果、出版作品和初创公司开始获得认可。兰格是麻省理工学院仅有的13个学院教授之一，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的成员，还获得了国家技术创新奖、国家科学奖、德雷珀奖和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





雅克兰尼兹给我看了一块白板——之前两个博士后开会，在上面写满了方程式。这两个人分别是生物学家和生物医学工程师，正在合作研发一种单次注射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种疫苗滞留在体内，能长时间随着脉动释放有效因子。生物学家正在探究疫苗所使用病毒的降解机制，生物医学工程师在研究热稳定。两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们的数据组放在一起时完全不合逻辑。原因在于，两个人在各自实验中用的疫苗浓度不同：工程师用的是临床实践的浓度，而生物学家用的浓度根据她所在领域的“分析法”要求而定。他们必须保持实验方法一致，才能比较结果。这种问题很常见。“挑战是让大家用同样的语言讨论，并承认在某些事情上，专家可不止一个人。”特拉维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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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胃内滞留型药丸可缓慢释放药物，时间长达数周或数月（直径4厘米；临床试验阶段）





即使实验室对有不寻常背景的“超级明星”没有明显需求，或者这些人没有合适的职位，兰格依然会引纳他们。“你要给人才机会，”他说，“乔瓦尼就是个好例子。”特拉维索师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癌症生物学家贝尔特·福格尔斯泰因（Bert Vogelstein），并获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是为早期发现结肠癌开发的新型分子测试。他联系兰格时，刚刚结束在波士顿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内科住院实习，正在考虑如何利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给他的肠胃病学奖学金。他告诉兰格，虽然他对研发胃肠道内递释药物系统很感兴趣，可他不是工程师。兰格还是聘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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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赌赢了。特拉维索开发了多种利用胃肠道内装置递释药物的不同方法，并将自己的理念公开展示。盖茨基金会认为，他的研究可能解决该会正在处理的贫穷国家问题，于是提供了数目可观的资金。其他提供经费的组织还包括诺和诺德（为研发体内注射用微针）、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实验室（Charles Stark Draper Lab，为开发新吸收系统）和罗氏（为研究一类新药物的递释方法）。



接受人员流动

和所有高校实验室一样，兰格实验室的人员也在不停流动——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博士生一般待4到5年，博士后2到3年，大学生最短待一学期、最长4年。新成员时刻都在接受培训，而有的人会在工作效率达到巅峰时离开。但兰格和很多同事都认为，一定的流动率的利远大于弊。问题会从新的视角重新分析——他将之称为“持久的创新动力”。流动率很容易预测，和项目长度相关；为保证实验室规模逐步扩大，即使是巨额经费，其用途也会被细心规划。多数研究人员都没有永久职位，而且科研经费有固定使用期限（一般3到5年，根据目标完成情况确定是否续期），这些都能督促研究人员出成果。

“人们对高校研究实验室模式有很多质疑，对我们说这个模式无效。”霍克菲尔德说：“但这个模式非常好——实验室聚集了不同世代和经验水平的人，这真的很棒。我们的教员经验和知识丰富，精通医学著作和历史。学生和博士后精力十足，志向远大，想法天马行空——教员帮助他们让这些想法落地。大学生往往不知道有些事情不可能做到（这其实很好）。他们无所忌惮地问一些‘简单’问题。但让你退后一步，反思自己基础理念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听到一个非常聪明的大学生问：‘哇，这用的什么原理？’”

一个任期有限、工作积极性极高的明星团队；一位颇有建树的科学家领导者；规定时间期限的项目；结果导向型管理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些听起来都像是DARPA的管理方法——这也证明了兰格模式在学术界之外同样有应用案例。



忌用事必躬亲的领导风格

一个雨天，兰格和妻子劳拉在科德角的家里谈到，兰格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和一般做法的不同之处。“我曾和很多其他地方的研究生讨论，他们经常将自己的导师形容成‘控制狂’——这可以理解，毕竟实验室就是这些教授的孩子。”劳拉说。她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神经科学博士。“他们可能想要控制研究的每一个细节，很难放手让学生去探索然后犯错。但不给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空间，会扼杀创造力，或将他们塑造成不敢冒险创新的人。”

兰格点点头，表示同意。在他的领导下，每个人都可以为项目出谋划策，并选择自己想要研究的项目。“这是团队工作，”他说，“要给成员权力，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到重视，而且可以放心提意见。”这和多数高校及企业实验室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由主管为项目分工。

实验室成员和前成员告诉我，兰格给研究人员很多选择，让他们自主决定研究领域。戈尔达娜·乌尼雅克-诺瓦科维奇（Gordana Vunjak-Novakovic）是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教授，20世纪80 和90年代曾在兰格实验室工作。她说，实验室的管理给她很深印象，后来她用同样方式经营自己的40人实验团队：“我从没告诉过成员做什么，而是帮助他们看到多种选择，激发他们对其中一个项目的热情，然后让他们自主开发自己的想法。”兰格实验室的很多博士后、研究人员（虽然不占多数），以及一些博士生（或更多）手头上都有多个项目。（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兰格实验室的生活，点击HBR.org，查看本文网络版中两位博士后的人物简介。）

兰格将雅克兰尼兹和特拉维索都任命为首席研究员——这也和一般做法有很大不同。在兰格实验室，权力是分散的；研究人员的想法、倡议和研究吸引到的投资决定了他们权力的大小。兰格初期会给研究人员，特别是研究生很多指导，确保他们顺利起步，项目规划合理。他还帮助他们决定哪些选择值得考虑。比如，最开始开发长期递释药物的胃部装置时，他和特拉维索决定探究两种可能方案：一种是悬浮在胃中的装置，另一种附着在胃壁上。他们开展了可行性研究，之后选择研发悬浮装置并确定了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兰格后来就很少插手该项目了。“之后我就没有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说，“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研究生生涯，人们一直在评判你回答别人问题的能力。你在考试中会得到相应分数。但想一想你在生活中是怎么被别人评判的？我认为，人们不会评判你回答得好不好，而是看你的问题问得好不好。我想帮助人们转换思考模式，从‘回答好问题’转变为‘问好问题’。”




实际成果


1987年以来，鲍勃·兰格及其研究人员，联合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他机构实验室的科学家，协助创建了40家公司。他的纪录迄今无人能破。以下为几个案例。




公司：Enzytech（Alkermes收购）

创建时间：1987年

产品/技术：递释药物的微球

当前或未来可能的应用：精神分裂症、静脉内麻药瘾、Ⅱ型糖尿病

总市值：72亿美元（Alkermes）



公司：Moderna

创建时间：2011年

产品/技术：信使RNA类药物

当前或未来可能的应用：癌症、心脏病、疫苗、传染病、肺病

总市值：50亿美元



公司：Momenta

创建时间：2001年

产品/技术：基于复糖化学结构排列的疗法

当前或未来可能的应用：多发性硬化症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

总市值：8.4亿美元



公司：Advanced Inhalation Research（Acorda收购）

创建时间：1997年

产品/技术：利用大颗粒递释药物的抗结块气溶胶

当前或未来可能的应用：糖尿病、哮喘、帕金森病

总市值：5.25亿美元



公司：Selecta

创建时间：2007年

产品/技术：基于靶向纳米颗粒的免疫治疗和疫苗

当前或未来可能的应用：痛风、遗传病、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

HPV相关性癌症、尼古丁上瘾、疟疾

总市值：2.28亿美元



来源 鲍勃·兰格，POLARIS PARTNERS公司，公开信息。

注意 总市值表示2016年9月中或收购日期计算的数额。

非上市公司的价值基于风投融资数额而定。





加里·皮萨诺认为这一观点是兰格实验室成功的关键原因。“人们可能倾向说：‘我准备告诉你怎么做，帮助你做得更好，实验室也会受益。’”他解释说，“但如果你这么做，就会创造另一种氛围——人们会说：‘好吧，鲍勃。你告诉我怎么做。’他不希望实验室变成这样。他的实验室是研究人员自主解决问题的机构，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最后成为商界的杰出教授和科学家。”

同时，兰格也让研究人员明白，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向他和他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朋友寻求帮助——兰格实验室模式调查员，也是丹佛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的艾米·汉密尔顿（Aimee L. Hamilton）将这一做法称为“带有指导性的自主研究”。兰格的回应之快是出了名的。他每天iPad不离手，收到邮件几分钟内就回复。康涅狄格大学的教授加图·洛朗桑（Cato T. Laurencin）曾于20世纪80年代师从兰格，获得博士学位。他回忆说，他的学生曾打听到兰格的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问兰格一个有关其论文的问题。“10分钟后，兰格从芬兰给她回了电话。”

兰格还努力帮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跳槽去寻找更好的工作。他和数百位毕业生保持联系，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帮助。他在詹姆斯·达赫曼的欢送会上就主动提出帮助达赫曼检查他的奖助金申请书。兰格和他人际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有紧密联系。他把很多曾经为他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家称为“朋友”，而且是真心把他们当朋友。这些人包括Polaris的特里·麦奎尔、Flagship的努巴·阿费彦（Noubar Afeyan）、Third Rock的马克·莱文（Mark Levin）。兰格、麦奎尔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去年一起去波尔多度假，兰格的女儿还参加了麦奎尔女儿的婚礼。

兰格对自己人际关系网的投资赢得了巨大回报——这体现在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中、优秀学生的引荐和初创公司的人力资源上。兰格不仅为实验室成员创建公司铺平道路，还为创业成员提供人脉支持。“鲍勃对职位合适人选的判断很准。” 艾米·舒尔曼（Amy Schulman）说。她是3家由兰格实验室衍生出的公司CEO兼职执行主席。“大家一想到换工作，就会找鲍勃讨论，因为他办事周到，还知道很多机会。所以说这种信息的交流是相互的。”




和鲍勃·兰格
 有过共事经历的人一谈起他，总会说：他是从研究到产品流程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人才。但这不意味着兰格模式，包括他“善人义士”的领导风格也绝无仅有，不可复制。如果公司像兰格一样组织自己的实验室，会怎样？如果公司也在一些领域中发展专长，吸引客户带着最紧迫的问题前来咨询，会怎样？如果公司用改变世界的研究课题吸引明星研究人员，又会怎样？

“公司可以建立一个吸引大量杰出人才的研究机构——这些人必须是人中翘楚，想在近几年内做一些大胆创新的事，而不是在之后30年的工作时间里为自己下一次晋升发愁。”加里·皮萨诺说。他的哈佛同事史兆威（Willy Shih）补充说，这一做法不仅让公司有能力处理目标更宏大的项目，还有助于快速淘汰一般或无用的项目。“实验室人员的流动会自然而然淘汰那些不能经受新视角考验的方案。”他指出。

鲍勃·兰格说：“我希望解决能够改变世界的问题，让世界更美好。这是贯穿我整个科研生涯的主线。我协助建立的公司是这条主线的自然延伸。我想要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最终落地——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借鉴兰格实验室的价值观和模式，公司可以让世界更美好，同时赚到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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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普罗凯西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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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明星员工

“智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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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破界限将各位专家的知识和资源集中起来，企业可以更有创意地解决问题，提高生产力。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也是吸引顶尖人才和推动明星员工努力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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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才能将竞争激烈、明星员工独领风骚的公司文化转变为注重合作的文化？很多公司对此都很困惑，特别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什么同事之间关系紧张：




一些专家为了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会非常在意坚持某种工作方式。但如果真想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跨领域结合很多专业知识。

有没有两全之策？有的。通过巧妙安排合作，这一点不只在沙盒中测试良好（虽然也很重要），已经收获实效。通过打破界限将各位专家的知识和资源集中起来，企业可以更有创意地解决问题，提高生产力，获得更高收益，这也是吸引顶尖人才和推动明星员工努力工作的关键。合作并非易事，因为管理者时间总是很紧张，又不愿放弃对项目和各方关系的掌控，而且要放弃坚持很多年的单打独斗模式。但如果坚持，回报非常明显。

过去10年里，我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10多家专业服务公司。通过调研访问数百位各行业管理者和员工，我发现医药、商业地产、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一些知识密集行业都存在类似情况。

以重大科学领域为例，很多研究者和实验室会共同解决大规模的国家或国际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研制出第一个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到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不一而足。传统科学主要是个人和小团队研究理论解释某些现象，而重大科学可以成为基础研究（纯理论）与解释性研究（可应用于现实生活）的桥梁。最终目标是寻找现实解决方案，例如核弹头，再比如医学理论。类似计划通常容易获得政府和慈善捐助，研究者可以通过行业合作扩大研究规模和影响力。




如果专业人士在本领域已经功成名就，想推动合作就不容易了。





这种背景下，总部位于波士顿热心公益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巧妙开展了合作推动计划，促进专家跨领域利用知识储备更好地回馈社会。我与哈佛医学-MBA项目伊多·贝德扎（Edo Bedzra）和舍瑞夫·依纳赫（Shereef M. Elnahal）等学生合作就丹娜法伯案例写了研究报告，近距离观察研究院如何艰难地放弃原有的明星员工制，转而推动各专业各科室专家合作。本文中我们将仔细讨论丹娜法伯如何实现转型，以及最终有哪些益处。



为什么丹娜法伯成功了

丹娜法伯建于1947年，起初是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会。后来逐渐发展成世界领先的研究院，治疗成人和儿童患者的同时也做研究。该机构还是丹娜法伯/哈佛癌症研究中心顶尖的研究院。研究中心联合了5家医院和两所学校，每年研究约700个临床案例。丹娜法伯是推动知识密集型组织加强合作的典范，具体有两个原因。

首先，商业领域的知识变化非常快，所以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等只能将研究领域变窄才能与时俱进，或有所突破。丹娜法伯经验丰富的专家们入职后也都从通才变为专才，专攻癌症检测治疗领域最棘手问题。研究院主席兼CEO爱德华·宾士（Edward Benz）解释说，“现在我们之所以能深入了解癌症的本质和病因，是因为很多优秀人才可以自由研究。”

你或许会想，真的吗？自由研究？真能有效果？确实如此，至少在“保持学科前沿”方面确实能做到。多年来，丹娜法伯一直鼓励充满创意和才能的科学家根据个人兴趣自由研究。学科明星都拥有独立的实验室，很多博士后研究者帮忙，而且可以自行安排每日进度。以前研究院基本上不干涉课题选择。“科学家在利用研究院资源方面享有巨大的自由，”丹娜法伯首席科学官巴雷特·罗林斯（Barrett Rollins）表示，“只要能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或是在各自领域取得突破，具体研究什么都没关系。结果是，有些员工研究起糖尿病，而不是专攻癌症。”

看起来给员工自由，换来个世界级的专家团队并不亏。最主要的研究明星都在参与一线项目且成果累累，再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等机构获得资金。资金充沛会加快良性循环：有钱就能做更好的研究，发表在顶尖期刊上，为研究院和研究者赢得更多声誉，接着吸引更高级人才，后面申请研究资金也更容易获批。与此同时，研究院筹钱时也可以打明星牌，向潜在捐助者介绍种种亮眼的成就，有效补充资金。

反之，如果不给研究人员充分的自由则害处很多。专家的技能、知识产权和研究资金并没那么稳定。为了少受限制，科学家可能会离开丹娜法伯去条件一样好的全球领先研究机构。

这个道理在商业界一样适用：明星员工可以带头创新，稳住竞争优势。在某些行业，或是公司发展的某些阶段尤其会依靠优秀员工。“在工程/咨询行业，”在线论坛里有人发帖说，“关键带头人在开始新项目或发展接近‘蓝筹’阶段时格外重要。某个项目或某个服务领域里有没有大拿坐镇，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当然了，对于丹娜法伯这种行业，如果明星员工被挖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过于依靠明星员工也有问题。如果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过能力怎么办？如果需要的是一群明星员工怎么办？




核心观点


挑战


面对癌症之类的问题，就要多管齐下解决。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协调了多个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其实并不容易。




困难


保持与时俱进需要独立不受干涉地研究。丹娜法伯的明星研究人员都喜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掌控进度，毕竟都已在本领域小有建树。




解决方案


丹娜法伯建立了10个综合研究中心，推动各领域知识资源共享，帮助明星研究人员按照财务规则做事，进一步改善业绩。研究院在鼓励合作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募集资金模式，因为一直在推动科研突破。





下面是我们要仔细研究丹娜法伯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其面临的挑战复杂程度跟当今大部分知识密集型公司差不多。大约10年前，宾士、罗林斯和研究院里其他领导者都认为预防治疗癌症须跨学科共同努力。其实“癌症”是多种现象的总称。病因和症状要从不同角度入手，包括疾病生物学、影像诊断、新药研发、治疗管理、人口监控和研究方法论等等。由于癌症的致病原因十分复杂，涉及面很广，既有临床又有公共卫生问题，所以转化研究重点不能局限于深入某些狭窄的领域。要将各方面研究汇集在一起形成更为完整的研究项目。所以宾士和罗林斯开始考虑丹娜法伯的管理方式，最明显的信号是，转化研究里最显著的突破都来自一些打破原有学科划分的全新范畴，例如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医学影像。

再来比较一下知识密集型公司。2016年，普华永道一项研究里调研了83个国家1400位CEO后发现，混迹日渐复杂的商界，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比5年前焦虑。商界领袖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顾客、监管者、竞争者、员工、股东、本地社区，以及全球各地的社区等。管理者要穿过近年来出现的复杂监管体制，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确保公司和顾客的网络安全。列出的这些须跨领域知识的任务还只是冰山一角。



克服困难勇敢转型

我们先假设知识密集型机构的领导者都能意识到智慧合作的重要性。但如果手下的专家都在各自领域事业有成享有盛誉，继续按老办法做完全可以持续，想说服他们参与转型是很困难的。

丹娜法伯的专家就喜欢自己设计研究项目，然后在实验室里实践。但随着问题越发复杂，他们各自的小地盘也守不了多久。宾士、罗林斯和其他高层管理者都很清楚，应当劝服手下这批能力强又高度自治的明星员工改变做事方式，免得继续互相竞争，故步自封，以至最后研究的东西都过时了。

为了提升员工的紧迫性，让专家们更好地接受转型，丹娜法伯高层明确要求明星专家加强合作尽快实现研究院的整体战略目标。合作之后，各专家掌握的是全研究院最丰富的癌症专业知识，也更容易发现哪些具体领域可以最迅速有效完成。专家们发现10个领域最有潜力。其中之一是肿瘤基因学，主要监测肿瘤中的基因突变。不管是该领域还是其他方面，明确的一点是需要很多专家共同努力。例如将基因技术应用于癌症研究就需要多位专家的参与，包括遗传学家、基因科学家、DNA排序技术专家，以及生物信息学家等。

战略性规划完成后，丹娜法伯组建了第一批10个综合研究中心，由宾士和罗林斯负责。罗林斯认为新角色有两层含义：一是将最有价值的想法付诸实践，二是确保每人都有责任感。他认为这些项目是改变研究院文化的机会，从以前的只鼓励个人成就，到鼓励合作加快诊断医疗进度。

不过，罗林斯也明白眼前存在不少障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务本身有矛盾：既要推动智慧合作，又要维持丹娜法伯研究上的创新精神，因为创新才有突破。研究资金主要还是来自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其他政府机构，出资人都想看到切实的创新成果。问题是今后的创新成果会更多么？

更实际一点说，罗林斯也缺乏传统企业中常见的管理工具。因为研究院里的都是哈佛大学的员工，他没法允诺升职，也没法通过薪酬差别奖励。但作为知名科学家，他能理解同事的想法，也知道哪些办法可以利用。

罗林斯首先组建起新组织架构代替现行架构。个人实验室可以继续研究，10个综合实验中心的项目可与原有的叠加。负责研究中心的都是具备相应专业背景的人士，不过只要想参与相关研究，不管之前在哪个学科都可以申请加入。科学家此前都习惯了“独享”资源，担任主要研究者，甚至根据实验室的面积大小和位置论资排辈，这下全都打破了。

接下来，战略规划者罗林斯减小了之前激励方法的负面作用。他发现传统模式（向优秀个人无限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完成研究）里，专家更喜欢竞争而非合作。所以丹娜法伯保持基本的资金支持模式不变，但单独制定了财务激励体系。如果同意担任合作研究中心负责人，专家可以获得非常慷慨的资金支持，通常是个人项目资金规模的10到20倍。

当然了，要获得慷慨的资金也要符合严格条件。拿到钱的学科带头人要遵循基本的项目管理原则，也要运用相应的工具。大部分商业领袖都不陌生，但科学家不一定了解。每个申请当研究中心负责人的专家，都要准备一份详尽的业务发展计划，描述打算做的研究，背后的思路以及头5年预计花费。虽然每个重心刚开始都能获得种子资金，但也要确保5年里能通过项目收入或商业合同自给自足。

到最后，研究中心成功与否还是要看癌症治疗情况。不过攻克癌症是非常长期的目标，丹娜法伯还要设定一些短期目标评估转型进度。其中有些是标准的学术指标，例如研究中心科学家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篇数，以及吸引外部资金数量，因为这体现了其他学术团体对研究质量的判断。同时加入了一些新指标。加强合作是战略计划主要目标之一，所以研究中心领导要提供与其他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合作交流的量化数据，包括丹娜法伯，也包括其他研究机构，还要追踪相关研究收入等。此外，科学家要提交具有切实目标的项目预算和计划。所有要点都是为了确保一旦项目获得批准，项目对研究中心的贡献情况和基本底线都会受到检查并保有记录。




传统不受限制财务模式下，优秀人才更倾向于竞争而非合作。





罗林斯负责监控研究中心的表现，如果某些转型措施结果不尽如人意，他有权决定停止。外部还有顾问团负责单独评估每个研究中心的科研进度并生成年度报告。每个研究中心每年也都会受到监督委员会评估，委员会主要成员都是不在本中心任职的教员和管理人员。评估者主要看研究中心利用合作机会变现情况，再与之前计划的财务表现和进度作比较。

一些研究中心领导并不习惯如此严格的审查，所以刚开始表示很不满。罗林斯就得与心怀意见的同事单独聊，有时得聊好几次，不仅要反复强调正规流程的好处，还要提醒完不成目标的后果。据罗林斯汇报，后来聊天越发轻松，因为越来越多科学家发现与其他研究中心合作后可以获得世界顶尖技术和资源支持，还都非常遵守财务原则。

各中心开始采用网络平台，向所有丹娜法伯成员披露各项目的目标和进展。此举激励了更多科学家加入，思路也逐渐扭转。信息交流加速后，个人研究中心的工作也都与丹娜法伯研究中心的整体战略相符。研究人员打招呼时会说：“嘿，我看到你的提案了。我们这边有些成果可能对你有用。要不要一起看看？”

转型过程中，罗林斯很清楚一定要支持领头专家，充分发挥长处。因为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制定详细的商业计划，所以研究院里的战略规划部负责提供模板和财务报表，还要经常审核草稿。一段时间后，外部招聘来的医药生物背景很强的科学家承担了越来越多运营职责，研究人员终于能更好地发挥经验和想象力。罗林斯意识到，优秀的人总是想做到最好，动力也非常足。

至于新人，罗林斯和其他主管都希望找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具有使命感，热爱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而乐意放弃商业机构高薪的人。“现在研究院有120位没有终身教授职位的科学家，”2015年底时罗林斯说过。研究院里有6个“级别”，教员可以通过经验增长，发表论文或是通过推荐信获得涨薪。终身教职的成员也经常向科学家请教。“研究院里的科学家有自己的成长路径，”罗林斯表示，“可以让这里的科学家感受到职业上的进步。”



获得成果

没过几年，丹娜法伯研究院的智慧合作项目就开始结出硕果。以癌症基因组研发中心（CCGD）为例，CCGD是丹娜法伯、布里格姆妇科医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合作组建，专门负责精准医疗的研发组。其目标是“通过发展新技术加强对癌症基因研究，进而推动精准医药研发，向负责基础、转化和临床研究的人员提供新技术支持。”2008年创立后，CCGD已经负责257个项目，全都与外部研究人员合作完成，其中几个项目还与学术和商业界以外的机构达成了合作。由于具备跨学科研究实力，技术也非常领先，CCGD向科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2008年以来，已发表103篇突破性的论文。




智慧合作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跟随外部变化做的战略性调整。





CCGD还协助丹娜法伯建立了“档案”项目，负责大量收集处理各种癌症基因信息，目标是了解癌症发病扩散的基因和分子突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供诊疗和预防措施。2011年8月以来，超过43000名患者参与项目，生成了15000余份肿瘤档案。丹娜法伯开发了新一代基因序列工具，应用于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病理部门，约60%的参与者检测结果为“可临床执行”，即医生可根据结果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了解遗传方面的风险并通知病人家属。CCGD和档案项目组建的生物信息团队还更进一步，开发了成熟的分析工具负责为研究者和医生采集解析基因序列数据。

这还只是一家合作中心的工作，其他家也都成果斐然。“与此同时，”罗林斯表示，“中心合作项目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文化。现在没人会关上实验室大门埋头苦干。大家都喜欢开放交流，合作研究中心就是最好的机会。降低昂贵先进技术的使用门槛后，不会出现有些人独占资源，其他人没机会研究。行业里再没愤世嫉俗的声音。”

当然了，丹娜法伯有不少顶尖的研究者在此前的工作中获得过巨大成功。这些人也是转型过程中最容易感觉地位受威胁的。但丹娜法伯也专门调整了策略以说服这些人。如今建立新研究中心前，新项目的领导会遍访各位同事征求意见，讨论如何将新平台利用好。事前“多听多问”再制定商业计划，过程中明星专家也会明白共享资源对科研有帮助。



从重大科学到商业

看过重大科学领域应用智慧合作的例子，如何应用在商业中？其实仔细观察丹娜法伯的案例会发现，其中有麦肯锡经典影响力模式的元素——即管理者在很多企业都能应用的转型杠杆：

首先，向明星员工提供证据证明合作有益。要告诉人们智慧合作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跟随外部变化做的战略性调整。要做成商业案例。一开始要通过分析找出企业里最优秀的一群人才，向他们介绍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的机会。举例来说，我曾经工作的一家公司里，曾经通过实施实时汇报系统中的数据，掌握员工在项目中如何逐渐调整，以及调整后是否实现业绩提升达到公司要求。在全公司宣布擅长合作的员工业绩较为优秀，慢慢会出现变化。人们会发现身边有些同事确实能实现转型，也就平息了“不可能做到！”的质疑之声，毕竟业绩摆在面前。

传递智慧合作信息时，树好典型能吸引不少人。由于需要合作，所以需要广泛吸引各层级，各种职责和职能的人才。很多人会认真考虑如何改善业绩。调研了全世界数千名员工后，我发现合作也会促进同事情谊，越是复杂的工作越挑战智力，而且通过合作向他人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动力。一般来说临近退休的人也会希望向身边的后辈传授经验。

有时想讲好故事需要概念验证。可以考虑先小规模推动你希望达成的合作。回顾过去，罗林斯承认自己和丹娜法伯其他高层一次启动10个研究中心太鲁莽了，事前没有调研或测试。多做做实验会不言自明，过程中不断获得成功也更容易推动人们继续。

通过调整系统或结构改变明星员工的行为。不要以为人人都会为五斗米折腰。诚然，薪水是员工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许多公司能顺利实现合作的原因，但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的薪资水平下员工的合作水平存在差异。在我仔细研究的一家公司里，约有三分之一的领导者几乎从不合作，另有四分之一领导者则非常重视合作。几乎所有我研究过的公司都存在差异，甚至在薪资挂钩盈利的公司里也一样，所谓挂钩是指公司合伙人的薪水按公司盈利固定百分比发放。人们很容易猜想这种企业里，所有合伙人都会愿意跨区域跨行业合作，优化客户体验，提升公司盈利。但在我深入研究的此类企业中，人们还是只盯着本地。有些客户负责人只跟本地办公室的同事合作，哪怕本地同事并不是最适合手头工作的人。有时领头的合伙人有机会邀请全球顶尖的专家参与，明明就在一地，开车就能很快到，但就是不开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地区的客户增长相对较慢。

所以很显然，在推动合作方面钱不是万能的。实际上，大多数心理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不管是否与薪酬挂钩，业绩考核都会刺激行动。所以要把关注点放在业绩管理系统上。动用的每样工具都要促进合作，不能有相反效果。一定要注意：智慧合作的效果是长期的，所以要先投资再看收效。

你手下的明星员工有没有提供过自己的商业计划，然后不按固定的可量化目标记录进度。评估员工时，要着重看通过合作达成的结果，例如不同部门大力合作促进客户增长。如果制定标准时过于重视行动而非结果，例如强调跨部门推荐或组建跨部门项目，有可能会让某些人钻空子，比如明知客户下单的机会很小还积极向其他同事介绍。要避免这种风险，就得主要看通过合作达成了哪些目标。

要利用技术让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对全公司公开。如果目标很实际，同事们可以踊跃贡献才智，或是推动类似项目。管理者应该能轻松阅读各种项目计划（例如从手机上就能看），团队有进展时就可以及时更新。各方互动起来就会觉得项目非常活跃，工作时间都很充实，而且能帮员工保持专注和动力。

营造鼓励合作的公司架构也很重要。不是说一定要改变现有的汇报结构，而是像在丹娜法伯一样增加覆盖面。在大型专业服务公司职责存在交叉并不罕见，现在不少公司都会按照客户的行业划分条线，安排内部相应的专家满足相应需求。其他很多公司则是采取有创意的、非正式的方式将各部门员工汇集在一起推动创新，更好地服务顾客。

举个例子，思科的目标是出售端对端的技术解决方案，但发现能营造复杂系统的专家分布在全球各地各个部门，很多人都不直接接触客户。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内部合作，解决客户问题同时刺激创新，思科组建了架构人才中心，通过技术鼓励各类专家分享知识和工具，参与热情非常高。

调整公司架构时，要确保角色描述清晰。想清楚各种职能人员如何相互支持，所以记得为每种职能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要经常讨论职能描述能否反映需求，以及不断变化的企业真实情况。（回想下，丹娜法伯后来从外部聘请了很多担任执行工作的员工，研究带头人才有精力专注攻克学术难题。）同时要选好项目经理安排在合适的位置，确保执行得力。咨询顾问也很重要，但如果过于依赖外部专业人士，会让人觉得调整只是暂时的。所以要支持内部的转型负责人，要有能力和权力确保行动能持续。

充分发挥明星员工的合作技能。如果想让合作变成长期习惯，领导者就要花时间一对一地培训战略中执行的关键人物，给予足够的培训指导。罗林斯就与研究中心领导者开了很多会，开会在确保技术能力和培养合作习惯方面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成年人基本上不会通过听指示学习，一定要吸收新信息用在实践中，还要与现有知识结合后才行。实践中这个过程很花费时间，即便是非常愿意学习的人。刚开始可以制作个人能力表格，这是我在麦肯锡学到的。跟负责职业发展的同事讨论下，确定核心技能，比方说要在企业里成功需要6项技能。然后跟每个人坐一起（或是跟项目领导一起）谈谈，共同确定哪些方面需要优先发展。通常来说，每个人都要满足6项中的最低标准，然后集中能力发展麦肯锡关键素质中的一到两项。实际上就是鼓励人们发挥长处。

在推动智慧合作方面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强调的同时又评估了各项跨领域合作的素质。例如有人在专业知识方面非常强，那么即便他或她谈交易能力有点弱，也可以加入合作团队做出重要贡献。

理想情况下，也是为了长期发展考虑，应该从初级员工开始培养。举例来说麦肯锡员工刚加入公司不久，就能获得非常有分量的合作机会（例如领导招聘团队或策划业务转移）。如此一天天下来，麦肯锡有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项目经理就能在很多领域服务客户。在初级员工身上培养合作习惯，就是在为未来储备。

如果暂时无法转型，起码也要有姿态。或许更重要的是让员工知道，你和高层团队确实在努力。如果想实现某种合作，自己先身体力行。可以冒点可控的风险，对新型团队做些先期投入（时间、金钱或是声誉）。要亲自领导团队，就像罗林斯在丹娜法伯一样。

如果职位比较高，你的管理职责可能会导致对一线合作情况不了解。如果你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记住你的言行可以成为示范。不过你也可以交给其他人，跟你一样想推动智慧合作的领导者，即通过代理人树立榜样。

其实，最高效的推动者有时并非最明显的人选。我合作的一家公关公司里，推动转型的领导者是个相对初级的员工，但对合作非常热衷。他先是努力了解合作的含义，仔细研究了商业案例，并在一年里利用所有假期参加管理者培训项目。

通过培训中学到的知识，也通过之前的种种合作，他总结出了经验并劝说高层领导者推动合作。他还组织了研讨会和小组座谈，邀请同事们参与，争取预算邀请外部专家支持自己的计划。当领路人确实很辛苦，毕竟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但也很令人兴奋。要找面对挑战很兴奋、肯合作的人共同努力。

最后，别忘了讲故事。在我工作过的一家公司里，高层领导不太注重公开表扬小成功案例，他主要担心一点小事拿出来说会显得有偏爱，或扭曲公司的价值系统。但在一系列全体会议里，CEO讲了一个团队高效合作的故事，反响非常热烈。其实，人们喜欢看到跟自己层级差不多的同事受到关注。而且他们喜欢听“实际”一点的故事。他们会想，没准明天夸的就是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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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迪·加德纳
 是法律界杰出人才，哈佛法学院加速领导力项目主席。本文基于她在《智慧合作：专业人士和公司如何通过打破藩篱取得成功》（Smart Collaboration: How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Firms Succeed by Breaking Down Silos）一书中的研究成果（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





特写 Feature



专访沃顿商学院教授大卫·贝尔：

零售没有新旧之分

马雪梅丨文 李剑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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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零售业如何变化，其本质不会改变——始终是满足消费者购物、社交和娱乐三方面的体验需求。实体零售一定不会消失，只是存在的方式需要改变。






19
 94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统计学数据：互联网每年以2300%的速度增长。“什么行业可以适应这样的发展速度？！”贝索斯意识到，互联网将成为人们的聚集地，而凡是人们聚集的地方，就有机会出售东西……于是，贝索斯选择了零售业，开始梦想拥有“万物商店”（Everything store）成为互联网零售商第一，甚至成为零售商第一。如今，亚马逊的市值高达4000亿美元。

零售行业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基于概念来做最简单的推理，零售是一种买卖商品的交易活动，仅仅是将商品的种类与交易的数量进行排列组合，数字已经足够惊人。当然，看到这个机会的不仅有美国的贝索斯，还有中国的马云、刘强东等人。

2009年到2014年，电子商务在中国经历了跨越式增长，甚至一度出现“电商将全面取代实体零售”的预言。然而，从2015年开始，实体零售的优势逐渐清晰，各大电商陆续进行线下布局，马云甚至在2016年提出了“新零售”概念，并宣称纯电商时代已经过去。

零售真的有新旧之分吗？什么才是零售的本质与核心？未来，零售业又将经历怎样的变与不变？带着这些问题，《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于2月底对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大卫·贝尔（David Bell）进行了独家专访。大卫·贝尔基于他在《不可消失的门店》（Location is still Everything）一书中的研究发现，按照“消费者——社区——国家”的思考逻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位置始终是零售的核心



HBR中文版：
 你在2013年写了《不可消失的门店》这本书，当时是电子商务正火的时候，甚至存在电子商务将要颠覆传统零售业的说法。你为什么坚信门店不会消失？难道没有为传统零售业真正担心过吗？



大卫·贝尔：
 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消费支出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是70%，所以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消费。尽管当时电子商务发展得很好，但是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活动中依然只有10%是线上交易。所以，“传统零售将死”的说法肯定是不成熟的，也一定是错误的。

无论零售业如何变化，其本质不会改变——始终是满足消费者购物、社交和娱乐三方面的体验需求。实体零售一定不会消失，只是存在的方式需要改变。比如，过去汽车4S店往往需要占有很大的面积，但是未来会朝着小型体验店的方向发展，特斯拉就是这么做的。

对于传统零售，我的担心是，依然让实体门店同时承载传递信息和储存商品两个功能，这样做是非常低效的。未来更可能的情况是，消费者去线下零售店进行产品体验，喝着店里提供的香槟、咖啡，咨询店内专业人员的建议，然后做出购买决定后，就可以直接走人，选好的物品随后快递到家。




HBR中文版：你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大卫·贝尔：
 其实，我当时一直在研究婴幼儿电商Diapers.com（由Marc Lore和 Vinnie Bharara在2005年创立，2010年被亚马逊收购——作者注），我是它的投资人之一。我在学生时代就研究过线下购物行为，因此来到沃顿商学院当老师后，面对互联网对传统零售业突如其来的冲击，就能够很快感知到其中的变化。

传统零售的市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通过电子商务，一个初创企业面对的市场就可以是整个美国、整个世界，我对市场规模的增长很感兴趣。销售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它是如何增长的？增长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想要探索的问题。




HBR中文版：你在书中说 “线下零售时代，门店位置就是一切；线上零售时代，消费者的位置就是一切”，那么在如今“线上+线下”时代，零售企业该如何把握“位置”这一要素？



大卫·贝尔：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零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零售0.0时代，商家和消费者的接触场景全部在线下，商家看得见，甚至认识、了解消费者，消费者也能够亲自触摸、感受商品。由于交易的场所仅限于门店，所以门店的位置就显得很重要。

零售1.0主要是指电商爆发、线上交易集中的时代，中国应该是世界上零售1.0最大的市场。在这个阶段，世界是平的，市场规模可以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但是消费者不能触摸、感受商品，商家也看不到消费者。所以，在这个阶段了解消费者的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通过知道消费者的位置，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基本信息，比如生活在纽约的人和生活在费城郊区的人，肯定在偏好上有很大不同。另外，消费者的位置也可以揭示线下选择空间的大小，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肯定要比二三线城市的人选择多。

我们在线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对线下行为的补充，就是替代。今天是零售2.0时代，也就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时代，位置依然很重要，但是这里的位置指的是体验、交易等活动的位置。零售业永远都要围绕传达信息和产品购买两个活动。商家须把产品价格、质量、品牌等信息传达给消费者，也须去实现支付购买、货物交付等过程，如今这些活动既可以在线上，也可以在线下完成。




HBR中文版：由于现实世界会塑造我们的行为，所以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这个说法换个角度理解是否依然成立，也就是线上体验是否也会影响消费者的线下行为？



大卫·贝尔：
 是这样的，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花费了大量时间，那么肯定会影响到你在现实生活中的沟通方式、行为方式。在这本书中，我之所以先研究线下行为，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先接触的线下环境，然后才开始的线上生活。只要我们还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实体店就不会消失，它只是需要不断衍变更新。

线上体验给消费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可以接触到跨越时空的服务与体验，比如远在内蒙古的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上MIT的课程。对于如今的零售企业来说，“线上+线下”的组合已经成为一种必须。企业一方面要考虑将实体店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要搭建好线上模式，让消费者在现实、虚拟两种环境下，都能获得无缝、独特、满意的体验。



不是O2O，而是O+O


HBR中文版：你认为线下零售活动面对着搜索阻力、位置阻力，然而互联网其实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阻力。从这方面看，传统零售业、电商企业各自面临哪些挑战？



大卫·贝尔：
 我想先解释下这两个概念。“搜索阻力”是一种障碍或者不便，它会阻止消费者获得所需商品的信息；“位置阻力”是消费者居住的位置阻止了他们获得想要的商品。互联网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这两种阻力，但是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搜索排名靠后的商家获得的生意也会较少。

相比于电商延伸到实体店，传统零售整合电商要相对更难。例如，世界上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营业收入在4830亿美元左右，但是它的电商做得并不好。虽然它电商业务的整体规模领先，但是增长非常缓慢。所以，每个传统零售企业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与亚马逊这样的电商企业竞争，亚马逊的年销售增长额就超过了耐克的整个市场规模。

对于电商来说，主要面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消费者不能触摸、感受商品，有一些商品是须体验后才能做出购买决定的；二是仅仅通过线上数据，商家无法真正理解消费者，不能与消费者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

另外，实体零售和电商都存在的问题是缺少产品或服务的差异点，缺少可以向消费者讲述的故事，以及不能提供独特的体验。




HBR中文版：你对传统零售企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大卫·贝尔：
 我觉得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认真思考企业的商业模式。在提供信息、服务、产品方面，企业究竟为消费者带来了哪些价值？哪些部分一定要在线上完成，哪些环节又要把实体店作为重点？二是一定要关注初创企业的创新趋势，向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学习，从他们身上获得好的想法。






HBR中文版：在《不可消失的门店》这本书中，你是从“消费者—社区—国家”的逻辑来思考线上、线下如何作用的，你是否建议企业家也从这个角度思考公司的未来发展？



大卫·贝尔：
 我建议零售企业的管理者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他们可以先把自己当作一个消费者，然后基于所发现的痛点，进行产品或服务方面的创新。下一步要思考“谁是企业的目标消费者？”，并研究其性别、年龄、居住区域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然后再深入探究该如何吸引消费者。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与消费者建立一种情感连接，比如可以通过视频、评论、在线社区等数字化手段提高消费者黏性，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HBR中文版：你在书中提到了空间长尾理论，认为“需求一方面来自相邻的消费者，另一方面来自相似但是相隔较远的消费者”，这对零售企业的启示是什么？



大卫·贝尔：
 选择企业的所在地很重要。8年前，优步（Uber）的第一站选择了旧金山，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旧金山人本来就对科技有热情，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而且城市中也存在大量的乘车需求。选好了第一站，企业接下来就可以一步步拓展业务。

互联网创造了由相似人群组成的市场，这与他们实际住在哪里毫无关系。所以，零售企业一定要确保与相距甚远但属于相同市场的消费者发生连接和接触。零售企业应该先瞄准长尾理论中头部人群的需求，然后再不断进行延展。数据显示，在销售主流商品时，电商企业会面临来自实体零售的强力竞争，但是在销售小众商品时，则几乎毫无压力。

另外，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不仅包括住在哪里，还包括住在谁旁边。如果住在附近的人的特征、生活方式或者偏好与他们相去甚远，那么互联网就会成为他们的救星。在大城市，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而在小地方，人们则希望通过互联网购买产品。




HBR中文版：对于一个零售企业而言，究竟该如何在线上和线下取得平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是O2O，而是O+O？



大卫·贝尔：
 线上渠道便于销售，更易于扩大规模；线下渠道则利于将产品或服务信息直接传递给消费者，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和企业的美誉度。O2O很重要，但是存在一定局限性，它主要是指消费者在网上搜索商品，查看商品信息，然后进入实体店体验、购买。相比之下，O+O则是一个更延展的概念，是指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打造一个强大的企业。O2O更像是一种策略，而O+O则是指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下一个阶段是“生产的民主”


HBR中文版：针对目前零售业的发展态势看，亚马逊是否代表了未来的趋势？



大卫·贝尔：
 亚马逊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纯电商企业，由于它也希望像苹果一样控制消费者体验，所以近几年陆续在开实体店。然而，我认为亚马逊在中国很难成功。

虽然亚马逊与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不同，但是对于中国市场来说，亚马逊太晚了。一方面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使用习惯，另一方面中国电商市场也在不断变化。市场往往就是这样，只要你提前进入就会获得先发优势，那么就可以率先塑造消费者偏好，并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以后，无论什么样的竞争对手进入，都会有很大的机会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不过，贝索斯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坚持认为亚马逊不是一个零售公司，而是一个科技公司。现在，亚马逊在云计算等科技领域已经很领先了。所以，未来亚马逊很有可能通过技术方面的优势，开拓基础架构方面的业务，从而改变商业模式。另外，如果将来中国消费者更偏爱品牌化产品，亚马逊也会有优势，毕竟淘宝依然存在假货的问题。




HBR中文版：不久前，马云提出了“新零售”这一概念，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大卫·贝尔：
 （笑）对于马云这样成功人士的观点，我们还是应该听一听的。不过有时候，他们也是错的。现在，马云将其强大的电商业务与实体零售结合，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其实，零售的概念永远是一样的，不存在新旧之分。无论是100年前、现在还是将来，最根本的还是好产品、有竞争力的价格以及优质的服务。但是，零售的战略工具须不断变革。


HBR中文版：虽然发展路径都是从纯电商开始，但是亚马逊与淘宝的商业模式完全不同，你比较看好哪一种？



大卫·贝尔：
 我觉得零售和文化有很大的关联性，在美国成功的案例可能在中国成功不了，在中国成功的，可能又在西班牙实现不了。各个国家的电商发展模式不一样，也许在中国，平台才能做得起来；也许只有在美国，直销才能够做好。




HBR中文版：如果是在京东与淘宝之间进行比较呢？



大卫·贝尔：
 我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所以不能下判断。但是，如果一定要下赌注的话，我会倾向于轻资产型、平台导向的商业模式，就像我会投资爱彼迎（Airbnb）而不是喜来登酒店。

在如今的零售市场中，还存在很多低效问题。所以，蓝海始终是存在的，只是它的位置并不明显。特斯拉的零库存线下实体店，就在传统汽车销售模式中开辟了自己的蓝海。




HBR中文版：按需定制（C2B）会是未来零售的主要发展趋势吗？大数据、3D打印、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又将会带来哪些变革？



大卫·贝尔：
 就在两天前，我还参观了一个3D打印实验室。如果说互联网带来了内容的民主，那么我认为下个阶段会是生产的民主（Democracy of Production）。以个性化的设计、生产为代表的定制化，一定是未来的主流发展趋势。未来，最强大的零售公司应该是平台型的科技公司。也许就是谷歌、IBM这样的科技公司，它们可以通过平台和基本架构，来连接生产者、设计师以及消费者。到那时候，生态优势就会显得更加重要。对于现在的零售企业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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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梅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新媒体编辑。





特写 Feature



让未来现在就来

——对话韦莱韬悦全球CEO何立杰

王晓红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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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企业要在未来实现全球化，并购是一项主要措施。韦莱韬悦经历了3次大型并购，何立杰认为，成功的并购始于正确的策略与交易目标，而并购交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






在
 全球各经济体不确定性因素日趋增多的大环境下，我们所处的商业世界充满了变数与挑战，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趋于多样化。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更深更广的应用在加速推动产业的融合与分化，而并购无疑是企业进行区域和国际扩张的便捷之道。这在亚洲表现得更为突出。全球领先的咨询、保险经纪及解决方案公司韦莱韬悦（Willis Towers Watson），于2016年5月发表了《亚洲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及自身发展上以蛙跳式速度领先西方同行》一文，该文对韦莱韬悦在2015年3月至9月间完成的《2016年亚洲先驱企业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亚洲跨国企业近年来一直须克服时间紧、经验少、文化差异大等多种困难，才有机会取得成功。这些企业具有强烈先驱精神，只能以蛙跳式的速度来完成其成熟竞争对手所经历的基础性变革，而这一过程常常涉及并购。

不过，并购失败率依然很高，因此借助专业化程度高的咨询服务成为大型并购的常规之举。作为一家专业服务公司，韦莱韬悦每年支持的并购交易超过1000项，其自身于2016年1月完成了韦莱集团（Willis Group）与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的合并。韦莱集团在保险经纪、风险管理方面具有100多年历史，而韬睿惠悦则在人力资本与福利咨询、企业风险管理上拥有深厚的经验与资源。合并后的公司目前市值达180亿美元。

实际上，韦莱韬悦近10多年来经历了3次成功的大型并购，前两次分别是2005年的Watson公司和Wyatt公司合并为华信惠悦（Watson Wyatt Worldwide），以及2010年的由韬睿咨询（Towers Perrin）与华信惠悦合并为韬睿惠悦。

合并后的韦莱韬悦拥有全球最大的福利与精算团队，以及完整的并购整合工具与方法论体系。2017年2月，韦莱韬悦的全球CEO John Haley（何立杰）来华参加公司进入中国运营20年的庆典活动，在媒体见面会上对公司最近两次成功合并进行了经验分享，并宣布了“引领未来”的焦点议题。借此机会，本刊就韦莱韬悦的并购经验以及“全球资源、本地传送”的服务理念独家采访了何立杰。



从自身并购中获得的成功经验



HBR中文版：
 韦莱韬悦在过去11年中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并购，作为一家为并购交易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你们从自身这3次并购中获得哪些重要经验？



何立杰：
 成功的并购永远始于正确的策略与交易目标。最终能否从财务和运营的角度实现并购的价值，则取决于良好的策略执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并购交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来说，文化更是重中之重。因此，交易前需要评估双方的组织文化，如果差别太大难以融合，那就须慎重考虑合并事宜。

在3次并购中，我们严格遵循了并购流程，并制定了缜密的实施流程计划。并购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领导层与所有员工的全心投入，并且要求人们具备5种行为特征：1.要将合并后的公司视为整体新公司，忘记公司过去做事的方式，采用未来视角看问题；2.更加关注客户，很多公司在并购后容易陷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忽视了客户；3.重视并践行公司的新价值观，领导者要担负起传播的职责，让下属真正理解公司价值观发生了哪些改变；4.愿意以开放的心态与前对手一起工作；5.具有乐观精神与幽默感。最后一点对于领导团队来说很重要，因为合并中难免碰到困难，大型合并的整合一般要持续2到3年，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事情在短期内解决，必须具有长期视角，要意识到并购后的整合是一段会持续较久的旅程，须一步步完成。

此外，并购意味着组织和个人在各方面的改变，需要人们比以往付出更多，领导者要具备更强的洞察力，及时察觉到人们的额外付出并给予认可，在取得阶段性成果时进行庆贺与鼓励，这样可以让整合之旅走得更顺畅。





HBR中文版：
 你说文化是并购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为什么？



何立杰：
 组织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内涵很广，其核心是人们信奉与遵守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组织内的有关假设与信仰等，其包含的因素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但是决定了人们做事的方式，决定了组织中每一个具体事件为什么会以特定形式发生。并购常常暴露出须厘清的种种问题与资源不足，而良好的文化融合可以让流程的执行、生产力与资源的配置变得更高效。并购中两种常见的错误是，高管层要么轻视文化，认为文化是一种虚无缥缈或缺乏技术含量的东西；要么过于重视，并强调文化的高度统一。

其实，合并中两个组织的文化并不须完全相同，在如今组织结构不断演变的趋势下，公司还应允许或鼓励亚文化的存在，前提是与主流的组织文化不冲突。韦莱集团和韬睿惠悦就存在文化差异，比如韦莱由于拥有大量保险经纪人，具有一种“销售文化”，而韬睿惠悦的精算师有着独特的精算师文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合并后的整合，而且双方有意识地相互适应与学习对方的文化，并设计了相关项目与奖励机制。此外，在如今移动互联与人工智能时代，组织要鼓励异质性的存在，不能让同质性淹没异质性，以避免组织内从众的弊端，有利于激发创新。





HBR中文版：
 那么对于并购公司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有效建造新的组织文化？



何立杰：
 领导者要基于两家公司已有的文化以及并购交易的目标，确定须保留哪些关键因素，加入哪些新的因素。领导者要明确哪些行为是新公司提倡的，并要清楚地传达，以数倍于以前的努力宣传新文化，然后不遗余力地执行。与员工进行大量沟通特别重要，这听上去并不难，但非常有效。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早就发现，当一件事被反复陈述时，就容易被人们接受，群体的力量也会推动更多的人相信。而且，对于那些在犹豫的人们来说，即便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在融入群体，也会努力按照组织的规范去做。当然，领导者还要以身作则，起到示范作用。



提供全流程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HBR中文版：
 韦莱韬悦向并购客户提供全流程咨询服务，这一流程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你们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



何立杰：
 我们向并购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三个阶段，第一是尽职调查和谈判，第二是过渡期规划和管理，第三是交易后的整合。第一阶段的关键产出包括尽职调查报告、对交易价格与交易条款的建议，以及初步的并购整合规划建议；第二阶段的关键产出为量身定做的整合规划方案、全程现场支持；第三阶段的关键产出为人力资源的整合实施、组织文化融合及变革管理的持续现场支持。

韦莱韬悦的专业优势包括全球领先的并购咨询团队，我们拥有230名经验丰富的全职国际咨询团队成员，另外有大量并购咨询专业顾问分布在各个当地市场提供本土化服务；我们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福利与精算团队之一，积累了海量精算数据，有数百家跨国公司选择我们作为其全球精算师。此外，我们从自身的数次成功并购中获得了宝贵经验，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赖与认可。

同时，韦莱集团与韬睿惠悦的合并，让韦莱集团的保险经纪业务专长得到更有效发挥，能够为全球及中国大型企业的并购交易提供并购保证及补偿保险（Warranties & Indemnities Insurance，简称W&I）。近年来，跨境交易的复杂性与交易风险不断提高，W&I解决方案的需求大幅增长，2015年的全球保单数量同比增长一倍，达到约1500张。





HBR中文版：
 你们如何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



何立杰：
 在第一阶段中，韦莱韬悦对双方公司的员工福利计划与薪酬体系进行精算评估，并提供新计划与体系的建议。在评估时，我们所做的是动态评估，即我们会计算若采用新的福利计划与薪酬体系，员工行为改变后会产生怎样的成本，然后将这一成本也加入计算结果中。依靠精算的优势，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准确数据，这对大公司而言尤其重要。我们还拥有完整的并购整合工具以及方法论体系，也可以精准而高效地应对并购中各项问题。

在考察并购计划的可行性阶段，韦莱韬悦提供的组织文化评估对交易的成功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我们会利用文化评估模型工具，对两家公司的文化进行调查与分析，如果两家文化差异比较大，我们会将结果告诉客户公司，并请其关注这一点。有些客户公司因此而终止了并购交易，从短期来说，韦莱韬悦失去了为它们继续服务的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公司往往会回头再来找我们，因为我们的专业精神以及客户为先的原则，让它们对我们产生了信任。





HBR中文版：
 哪些工具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你们是如何在客户公司中应用的？



何立杰：
 比如文化评估工具、员工敬业度调查、员工意见调查、变革管理模型和沟通模型等。前面已经谈到了文化评估工具的应用，这一工具包含了非常多的维度，如共享信息、洞察未来的领导力、不断适应客户需求和跨部门协作等。

两项员工调查工具实用性很高，它们一般在正式并购后的3个月左右时首次进行，我们会进行多层面多区域的调查，然后将结果对照我们拥有的全球最大员工调查数据库，进行多维度比较，包括与同业公司、与正在经历并购的公司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双方公司员工在并购整合中的感觉；然后再确定哪些方面存在问题，以此为基础设计员工沟通与变革计划。我们还会在第6个月、1年后、2年后再次进行员工调查，帮助客户公司认识到它们在兼并后的“整合旅程”上位于何处，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下一步该做什么。





HBR中文版：
 你们在全球为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客户服务，你觉得亚洲企业有什么独特性？



何立杰：
 韦莱韬悦在欧美耕耘了多年，全球有超过200家跨国公司在使用我们的全球监管体系，以强化总部对各地人力资源、法律法规、以及财务风险的管控。近年来对亚洲客户的服务，让我们看到了亚洲大企业某些方面的高效性。

在2015年进行的《2016年亚洲先驱企业研究》中，韦莱韬悦发现很多高速成长的亚洲企业已跳过了一些传统的人力资源工作步骤，直接采用了更具策略性的工作方法，如对劳动力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员工敬业度，以及制定全面的员工健康计划。与成熟市场的对手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团队大多规模较小，资源较少，善于管理多项任务，适应于担任灵活性高的职务。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时机成熟时反向输出到欧美发达国家。



引领未来



HBR中文版：
 韦莱韬悦在庆祝中国区运营20周年之际，提出了“引领未来”的聚焦议题，为何提出这样的主题，你们对未来怎么看？



何立杰：
 更深入地关注未来，能让我们看得更远，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前瞻视角，也为我们的专业性提升定下方向。“引领未来”是韦莱韬悦结合多个最新研究（其中包括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完成的几项报告）推出的，它包括了4大主题：未来的工作、未来的风险、未来的人才和未来的技术。

在工作方面，我们指出雇佣关系将向着分散化、联盟化与自由化等工作模式转变，我们在美国的一位专家瑞文·杰苏萨森最近出版了《未来的工作》（Lead the Work）一书，对未来组织的形式进行了大胆预测——即将有大量员工成为自由工作者，自主管理的自治型组织也将越来越多。我们相信这是工作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例如韦莱韬悦公司的办公空间已进行了重新设计，新的设计融入了创客风格的元素，让人感觉更放松更自由。

在风险方面，韦莱韬悦提出深度的全球化必然面对制度和合规风险，中国企业在加速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也将面临诸多风险；在人才方面，领导力、薪酬奖励体系都将发生变化，我们将研发更高效、可应用于员工全周期的测评工具和方法；在技术方面，我们认为技术是未来的终极引擎，大数据、社交媒体和移动技术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围绕着4大议题，韦莱韬悦将整合现有的产品、服务、工具与技术，为客户提供最优解决方案。在中国，我们将致力于运用分析软件与模型等工具，将中国客户的经验转换为管理手段，并将引入更多公司的全球洞察与领先技术，应用于中国客户的服务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洞察人才、资产与理念之间的重要交集，帮助客户更好地应用这一推动业绩增长的动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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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商业生态中，“端”“网”“云”是新时代的价值基石。企业要把握时间窗口，选择适当的发展方向，同时适应新的商业范式，打造新竞争优势。






20
 16年3月，AlphaGo与韩国九段围棋高手李世石之间展开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世纪之战”。最终AlphaGo以4:1的战绩获胜，由此点燃了人们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虽然今天各个科技领域（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3D打印等）的突破层出不穷，不停地给我们带来惊喜，但是像AlphaGo这样的人工智能里程碑却有着特殊的商业意义。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并不限于局部，而是会深刻影响和改变几乎所有产业，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智能商业”的新时代。



战略转折点来了

毫无疑问，智能商业开启的新时代将给企业带来许多业务升级和转型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会自动从中获益。如果对智能商业带来的影响没有准确预判，反而可能会落入隐形陷阱。

在智能商业时代来临前夜，企业所面临的是一个分水岭：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但是企业的根基所在正在悄然变化，这意味着企业可能有机会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可能标示着没落的开始。

企业命运的十字路口被称为“战略转折点”（
见图1《战略转折点》

 ）。在战略转折点上，决定企业未来命运的往往不是成本、价格和管理等竞争要素，而是技术、用户习惯等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大势。

回顾商业历史，在战略转折点上由盛而衰的企业并不在少数，并且很难重拾昔日昌盛。它们并非输给了对手，而是输在了对时代趋势的把握。

每个行业在各自演进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些战略转折点，这些转折点通常会带来整个行业范围内的洗牌，改变领头羊和追随者的格局。很多时候，不同行业转折点只在其有限的领域内产生影响。但另一些情况下，战略转折点的影响却是广泛和跨界的。

互联网技术就带来了广泛性动荡。不久之前，传统行业爆发的“互联网焦虑症”还历历在目，企业纷纷担心自己的领地会遭到倾覆。而那些被传统企业惧怕的互联网新星们其实也在殚精竭虑，害怕自己变得迟钝，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互联网冲击的范围之广，无论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还是高科技行业，都面临战略转折点，概莫能外。

互联网带来的结果是价值在不同行业间被重新分配。大约在20年前，通用电气、壳牌、可口可乐等工业企业还牢牢占据着最高市值的榜单。但是，今天市值榜单的前几名几乎全部是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这样的IT和DT公司。这就是战略转折点，残酷但又令人兴奋。

在互联网带来的大规模冲击还未进入尾声之时，我们又将迎来新一轮浪潮：人工智能推动的新战略转折点。与互联网一样，AI技术将彻底改变企业价值创造和获取的逻辑，它的影响深远、范围广泛，从而开启智能商业新时代。

站在智能商业的战略转折点上，企业在今天的选择关乎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命运。是拥抱变化、积极蜕变，还是否认变化、墨守成规？是主动了解尝试新的商业范式还是畏手畏脚、不愿打破已有的行事风格？是延续企业向上的增长曲线还是从此走入下行拐点，在遗憾和叹息中退出？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看起来再明显不过，但在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进入智能商业生态，企业面临“战略转折点”，此时决定未来命运的不是成本、价格和管理，而是技术、用户习惯等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大势。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智能商业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战略启示。



智能商业新生态

今天形形色色的智能产品和应用正在连接一切，跨越了行业的边界。因此，当我们讨论智能商业带来的影响时，“行业”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思考单位。在新情境下，我们不妨围绕“端”“网”“云”的结构框架来认识智能商业新生态。

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商业生态中，“端”“网”“云”跨越了行业，是智能生态中主要的结构层次。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功能，并且相互连接、相互依托，共同构成了智能商业时代的价值基石（
见表《智能商业的“端-网-云”》

 ）。


“端”


“端”指的是能够与商业场景发生交互的触点和支点。这里的交互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接触，也就是源源不断搜集商业场景中产生的数据；第二是反馈，能够传递不断更新的信息、执行不断优化的命令。触点和支点一起，就形成了互动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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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随着技术发展，能够与用户发生接触的“触点”变得越来越多。在过去，“端”的功能往往是由人来实现的。例如，零售店的服务人员通过察言观色了解顾客偏好（搜集数据），并根据不同喜好进行个性化推荐（传递信息）、调整进货的产品结构（优化输出）。互联网出现后，虚拟空间的网站平台、软件客户端和App等也能够承担信息搜集角色：用户每一次点击、打开以及在各个页面上的停留时间都被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数据资源。最近几年，物联网的萌芽和普及进一步扩大了“端”的范围：不仅是虚拟世界的交互界面，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产品在嵌入数字模块后也能够感知外部环境，成为信息的新入口。例如，运动鞋可以追踪跑者的运动记录，从而帮助跑者优化锻炼计划；工业制造系统添加数字模块后，不仅可以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进行维修更新，还可以记录积累生产数据，为优化生产系统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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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除了感知和数据搜集以外，“端”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成为整个智能生态系统优化的承载点。这意味着智能算法对系统的优化——无论是提升效率还是优化体验——最终是体现在“端”上的。比如，随着数据积累和算法迭代，跑者的锻炼计划越来越符合本人个性化需求，这体现在App终端的锻炼建议上。当制造设备采集到越来越多的生产数据，并在算法层面形成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的实时建议后，会在设备端自动执行。这样，就在“端”的层面构成了一个自我更新的动态系统。


“网”


“网”指的是借助技术模块连为一体的包括产品、用户和企业在内的商业网络。从字面上看，“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布满线路的通信网络系统，但是智能商业系统里的“网”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上，它的本质是商业生态——在不同商业要素之间建立共生、互生和再生的关系，实现网络价值。毕竟，离散的“端”如果不进行有效连接、彼此互不相干，很难产生太大的价值。只有将不同的“端”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分享与沟通的体系，才能实现智能商业的协同价值。

网络价值首先体现在数据的叠加和共享上。与资金、原材料和设备不同，数据并不是消耗性资源，因此数据的叠加和共享往往能够带来“1+1>2”的协同效应。数据叠加指的是对同类或跨界的数据进行合并，从而刻画出更高层次的数据形态。例如，一个司机的行车路线与速度的价值是有限的，但当成千上万的司机实时分享自己的位置和路线，就能够叠加成为车流路况的“活地图”，给更多出行者提供有益的参考。数据共享则是将某一个“端”采集的数据在其他相关“端”进行实时分享。信息透明度提高了，人们就可以进行更优决策。以供应链管理为例：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一直有一个难题——由于需求信息从终端客户到供应端传递时无法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信息扭曲就会在供应链上逐级放大，导致供应商的生产、供应、库存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能够实现零售端和供应端的数据共享，也就是说各级供应商能够实时看到产品销售、库存和生产数据，就可以提高需求预测的准确率，使整个供应系统的生产、物流和营销计划趋于合理。这就实现了数据共享的协同作用。

除了数据的叠加与共享，网络价值还体现在各个“端”之间的衔接互动上。由于智能设备具有相互“对话”的能力，一个“端”的动作会触发其他各个“端”的一系列响应，形成整体的联动。企业可以借此创造一体化的体验，例如智能家居领域就向人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当用户打开智能门锁进入室内后，音响就会播放轻快优雅的旋律，灯光转至冷色或暖色，空调、窗帘也会同步调整。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极致的体验正是得益于“端”之间相互对话、触发彼此行动的能力。在生产供应领域，工业4.0概念下的柔性制造系统是用计算机系统进行联系，实现从订货、设计、加工到装配、检验、发货等一系列环节的自动衔接与调整。由于各个生产环节的启动与调整是自动触发的，就能够提升柔性制造系统的生产效率。




智能商业的“端”“网”“云”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云”的能力是智能商业的核心，也是区别真正的智能商业与伪智能商业的重要评判标准。





因此，网的本质是通过连接人、产品（物）和企业，实现数据的协同。


“云”


“云”是服务于“端”和“网”的进行存储、运算和优化的虚拟解决方案。“网”虽然可以进行数据的叠加、共享和协调，提高网络价值，但是这些活动仍然停留在“数据拿来就用”的层次。换言之，“网”的本质是将碎片化的数据聚合、梳理，但还没有产生“化学反应”。要挖掘数据的深层次价值，就一定要通过“云”——这一智能商业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来实现。

如果我们把“端”比作智能商业的运动神经系统（感知外部环境、进行反馈调节）、把“网”比作循环系统（给身体的各个部分传递氧气和营养），那么“云”就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发出指令的大脑。它是整个智能商业体系中的灵魂。

“云”有两个功能：其一是基础服务，包括数据的存储和计算；其二是核心服务，即数据智能和算法优化。其中，后者决定了一个商业系统的智能化程度。许多商业系统从表面上看差别并不大，比如它们都掌握了丰富的入口（端）、都致力于信息的分享与数据的协同（网），但是在如何深挖数据价值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也直接决定了对不同智能商业体的价值评估。

例如，著名的流媒体网站Netflix就通过在“云”端算法的投入，挖掘出数据的巨大价值。从事在线视频网站业务的Netflix是一个天然的“端”：用户在网站上的行为轨迹，包括会选择哪些影片、跳过哪些片段、停留在哪些片段甚至反复观看等，都可以被一一记录和存储起来。通过对这些用户群体数据的进一步叠加（“网”），可以分析出最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要素，如题材、导演和主演等。2013年，Netflix出品了广受好评的剧集《纸牌屋》，该剧之所以大获成功，与其背后的大数据沉淀与喜好预测算法（“云”）密不可分。目前Netflix的市值已经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其他一些视频网站虽然在流量上可以与之比肩，但由于“云”端智能化的缺失，在估值上只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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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这个例子说明，“云”是区别真正的智能商业与伪智能商业的重要评判标准。今天市场上的智能产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在快速爆发中，但是如果用“端-网-云”的层次结构来看，大多数智能产品还仅仅停留在“端”的层面——只是预装了交互模块，能够实现基本的互动功能。很少有产品能够走到“网”的结构层面，进行数据的叠加、共享和协调。而有能力在“云”中进行算法迭代和系统优化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要知道，“云”端的能力恰恰是智能商业的核心。

智能商业的“端”、“网”、“云”互为依托，构成一个整体，刻画了整个智能生态价值构造的大图景。



战略启示录

在智能商业的新生态下，企业的立足点是什么？回到战略层面，它们在智能商业时代的优势源自于哪里？企业如何定位、如何巩固和扩大自身的优势，从而在竞争中先声夺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我们对智能商业时代的生存法则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讨论企业新优势来源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认清“端-网-云”的价值闭环逻辑。

“端-网-云”的价值闭环逻辑指的是：在智能商业的系统中，“端”“网”“云”相互依托，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价值循环的闭环。首先，“端”搜集数据，为整个系统提供“燃料”；“网”协同数据，通过叠加、分享和衔接将数据的价值放大；“云”存储和分析数据，不断地优化算法，最后再通过“网”返回到“端”，使商业场景中的交互更符合用户的需要，或者使整个系统的效率提高。从“端”到“网”到“云”，再返回到“网”和“端”，这样形成了一个价值不断增溢的良性循环（
见图2 《“端-网-云”的价值闭环》

 ）。

所以一个完整的智能商业闭环，必须同时经过“端”“网”和“云”。如果没有“端”，就无法获得数据。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先进的算法如果缺乏数据的基础，就无法训练和迭代，系统的智能水平会大打折扣。如果没有“网”，离散的数据无法协同，算法就只能针对局部进行优化，无法产生聚集的价值。而如果少了“云”，整个商业系统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丧失了智能的根基。只有“端”“网”“云”相互配合和支持，才能够赋予整个商业系统不断迭代和学习进化的能力，焕发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端”“网”“云”缺一不可，这意味着：企业在三者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优势都可以转化为它在智能商业生态中的新优势。

首先，传统行业在“端”上的竞争优势有助于企业占据商业场景的“入口”。无论是制造业争夺的产品销量，还是零售业争夺的顾客流量、店面数量等，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转化为具有数据交互功能的“端”。如果产品本身受欢迎，或者商店的客流量高，就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用户、获得更有价值的数据。而这正是在智能商业时代立足的基础。例如，通用电气借助其在诸多工业产品领域内的市场领导者地位，通过在其出售的大量产品内置入智能模块搜集了极具价值的工业数据，成功地将其在工业时代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智能时代的优势。

其次，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在“云”上的竞争优势有助于企业把握住智能化的“高地”。这些企业通常在云计算和智能技术领域有所布局，而多年深耕于互联网行业又帮助它们积累了规模庞大的数据。技术和数据的双重优势将助力这些企业开发和迭代先进的算法，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CRM等领域建立难以撼动的优势。例如，以谷歌在图像数据库的积累和对人工智能的先期投入，后来者很难在图像识别领域里望其项背。

此外，企业在“网”中通过跨界、合作形成的生态优势也有助于它们在智能商业时代进一步发挥网络协同的优势。这些企业善于连接和撬动外部资源，通过在不同的网络节点间建立联系来创造价值。这在智能商业时代同样重要。例如，阿里巴巴的成功最初源于它善于在买家、卖家和物流公司等参与者之间建立可信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只须对这些互动关系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协同（如交易和物流数据的实时分享），就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这是其他不具备生态优势的企业无法达成的。

可见，无论企业处于什么行业、具有竞争优势（独占内部资源）或生态优势（撬动外部资源），都可以在新的智能商业时代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并且，这些不同维度的新优势还会彼此融合、放大。例如，医疗行业与图像识别技术的碰撞会提升医学影像的诊断效率；交通运输行业与预测技术的结合有助于预判拥堵情况和进行最优路线推荐，提高了交通系统的效率；零售行业与客户关系管理服务融合后，能够进行更全面的用户画像，提升促销的转化率。而网络化的生态优势又会组合不同的焦点，进一步实现协同价值（
见图3《智能商业新优势的融合》

 ）。



巩固优势“四部曲”

“端-网-云”不仅缺一不可，还是环环相扣、相互联通的——抢占了端，就能够形成有价值的网；丰富了网，就能够迭代出先进的算法，形成智能的云；更新了算法，就能够提高端的效率和体验。

这意味着在智能商业时代，企业优势是有流动性的：它可以从一个环节传递到另一个环节，通过不断传递，形成巩固和扩大优势的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中涉及四个具体的步骤——场景数据化、数据网络化、网络智能化和智能平台化。这四个步骤没有固定的始点，因为循环可以开始于任何一个（企业具备优势的）环节。当然，它也没有终点，因为优势巩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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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数据化


“场景数据化”，是企业要善于在不同的商业场景中获取和沉淀数据。

商业场景是企业在一切商业活动中与利益相关者产生交互的界面。它可以是交易与使用场景（用户数据）、仓储与物流场景（供应数据），也可以是组织内部的管理场景（组织数据）。总之，任何产生价值的商业活动都可以进行数据化。

“场景数据化”首先要求企业定义和创造场景。在用户端，今天很多企业都非常重视“抢占入口”，通过高质量的交互产品占据流量，接触到更多的用户。也有很多企业通过建立和培养社群、完善线上线下渠道和用户体验全周期管理等方式来增加与用户产生交互的“触点”。这些活动都是在定义全新的商业场景。在供应端，对供应链各个节点的数据（如库存数量和位置等）、生产设备各个零件的状态等实时记录和更新，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空间，也是在定义新场景。在组织端，有企业系统地对员工的行为、关系和绩效等进行数据化，用于即时预测其离职倾向、晋升前景等表现，这又是在定义一个人才与组织交互的新场景。

无论是在哪一端，系统地搜集和沉淀数据，是将“触点”价值发挥出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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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网络化


“数据网络化”，是企业要善于利用商业生态圈的资源，进行数据的协同。

数据协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单一的“端”产生的数据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受制于用户数量、业务数据类型等方面的限制，沉淀下来的数据往往是碎片化的——既不能全面地刻画用户画像，又无法叠加出有代表性的群体特征。因此，很难被直接应用于智能算法的迭代。

而异质性数据组合带来的协同价值是巨大的。试想：单独的儿童教育数据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是如果与儿童的DNA、家庭背景和同龄孩子的其他教育数据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许多洞察和商业价值。

通过在用户群、企业群与产品群之间建立信息叠加、分享和衔接的机制，可以达到“1+1>2”的协同作用。这要求企业不仅要做有价值的产品（从而产生有价值的数据），还要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可持续的互惠共存、彼此承诺的关系。这考验的是企业撬动外部资源的生态构建能力。




网络智能化


“网络智能化”是通过技术和算法推动整个系统高效运转。

“网络智能化”实质上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形成系统优化的方案，再反过来干预系统的行为。优化的方案可以是针对用户体验的——提供更符合用户需求的定制化产品；可以是针对供给效率的——优化库存分布，降低仓储成本；也可以是针对组织管理的——预测离职员工，提前进行防范。

“网络智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过去，关于如何提升用户体验和系统效率的洞见往往存在于团队的内在知识体系中，洞见的形成和习得依赖经验和悟性，大多是静态且碎片化的。“网络智能化”则是将洞见迁移到云端。通过吸纳、融合不同团体的数据，算法有了不断自我更新的基础。这要求企业不断地对算法进行验证和迭代，从而构筑竞争优势的高墙。




智能平台化


“智能平台化”是将云端的能力（包括数据、计算、算法等）开放给第三方。

一方面，将剩余的云端能力与外部分享，能够增加企业的变现能力。所积累的资金可以投资于新的业务和能力，巩固企业的优势。

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云端的能力，企业也可以将自己的触角伸向更广泛的商业场景中，从而扩大了“端”的范围。例如，菜鸟物流向第三方物流公司开放“物流云”服务，由此可以获得更多企业的物流数据，而这是其原有业务中无法获得的宝贵资源。

“智能平台化”完成了从“云”到“端”的价值再传递。这样，就形成了从“场景数据化”“数据网络化”“网络智能化”到“智能平台化”的完整闭环（
见图4《优势巩固的良性循环》

 ）。

智能商业时代的序幕正在徐徐开启。对于企业而言，不仅要把握住时间窗口、选择适当的发展方向，还要积极调整、适应新的商业范式，并在此过程中探索出建立和巩固企业新优势的机制。

未来已来，智能商业时代将开启新的机会与挑战。唯有作好准备的企业才能引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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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建文
 是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原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崔之瑜是长江商学院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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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缩放理论

Zoom In, Zoo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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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领导者善于调整视角。他们可以拉近视角看到问题，又可以拉开距离，寻找相似的情况，探寻问题根源，并思考避免问题一再发生的原则或政策。






20
 10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的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1人死亡，并引发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当时担任CEO的唐熙华（Tony Hayward）过度重视此事对自己职位的影响。别人看来，他心心念念都是这次事故会如何影响BP管理层，特别是影响他自己。爆炸事故约一周后，媒体报道，唐熙华在伦敦办公室对公司高管说：“我们做了什么，招来这种倒霉事情？”虽然有公关指导，一个月后他又对记者说：“希望能回到以前的生活。”

唐熙华于当年7月被迫辞职。他有过数不清的机会，可以认清墨西哥湾人员伤亡、公众震惊的大局。BP部署了几千名工程师控制泄露，唐熙华却不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一点眼界。他表现得仿佛这次事故是他个人遭遇的不幸。他反复强调细枝末节，比如尝试将责任推卸给爆炸钻机的供应商Transocean。他的缩放按钮似乎就固定在最近距离那一档。

领导者看待世界的“镜头”，对于他们的战略决策能力可能提升，也可能造成损害，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镜头拉近，密切注意特定细节，也许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镜头拉远，纵观全局，也许会错失某些细微之处。

数码产品上的缩放按钮，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查看图像，也为战略性思考模式提供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比喻。有人喜欢近距离看事物，有人则喜欢远观。这两种视角各自有其优点与不足。但是，两种视角应当相互补足，不能拘泥于其中一种。领导者需要多种视角，看清全局，适时缩放。

笔者观察领导者设置战略方向、与各利益群体交涉以及应对意外事件的方式超过25年，得出了以上结论。笔者曾与数千名高管合作，在数百个组织内开展有关创新、联合、变革及转型的系统性研究，发现组织结构、流程和文化可以引导领导者采取或远或近的视角，而分析层次会成为默认立场，影响有效性。

缩放理论提供了一种动态模型，帮助领导者和想要成为领导者的人提升眼界，并创造条件帮助他人成功。本文会阐明一些与“拉近”有关的行为和决策模式，与“拉远”对比。笔者将考察使人陷入默认位置无法发挥才能的结构和文化，为培养自如的缩放能力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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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镜头”是否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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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

拉近放大，可以让细节成为关注焦点。尽管缺乏相关背景信息，但每个机会都变得引人注目。

某中型零售连锁店CEO，此处姑且称他为约翰，企业由他父亲创办，他的管理主要是“近距离”模式。约翰是一位传统企业家，将“零售即细节”的知识与实干相结合，不断寻找新的开店地点、商品，设法改进公司网站，成功地把连锁店从两家扩展到30家。他的发现多半来自自己的人脉，而不是分析。他看不上战略计划和管理理论。举个例子，他从顾问委员会开除了一位广受好评的银行家，因为此人要求他制定按部就班的计划，而他只关注易于实施的具体运营方式。

丰富的行业知识、广阔的人脉和出众的直觉，让约翰运用这种管理方式顺利地走过了10年。然而后来经济衰退，他的良好直觉似乎不够用了。家人和重要员工开始质疑他的决定。他没有继任计划，没有培养接班人。他的收购全凭自己喜好，或者只因为对方有意出售，而且他很少考虑成本和收购是否合适，也不考虑有没有其他新的机会。他不懂得应该寻找怎样的机会，不懂行业全景。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公司的发展。

近距离管理者寻求的是立等可取的好处，常做出即兴决定。他们往往偏好一对一的交谈，而非团体会议。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希望解决细节问题。面对问题时，他们寻找快速解决方案，而不是退后一步思考潜在原因、替代方案或长期解决方案。他们倾向于去找自己认识的人，而非从外部寻找专家。一些组织限制信息流，奖励快速完成的项目，把员工限制在自己的职位上，更助长了以上倾向。

近距离视角通常出现在人员关系密切的环境中，人才是这种环境里最重要的资产。再举一例，某知名专业服务公司高管萨姆，在公司渐进式增长的10年里担任CEO。他是个温和的领导者，可以跟外部相关团体探讨战略，但在采取近距离视角时最为得心应手。他喜欢召集一群人来办公室，轻松愉快地讨论，而不是在公开会议上讨论问题。他乐于回应员工个人提出的要求，可以偶尔帮忙。换言之，他喜欢例外，而非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组织内充斥着与员工个人的私下交易，比如没有记录的预算分配和休假等。

在没有多少外部威胁的繁荣时期，这种个人化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萨姆任期将满时，公司面临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监管压力增加，事事破例行不通了。将政策上的例外集合起来，依然看不清背后的决策逻辑。基层员工对规则和公平性表示担心和质疑。公司里传播着徇私偏袒的流言。公司运营的基础是人情往来的庇护制，用个人好恶代替了有原则的决策。公司士气和效率降低，声誉受损，更加难以吸引人才。萨姆卸任后，新CEO立即“拉远镜头”，宣布了一些涵盖面甚广的战略重点。这位CEO建立了清晰明确的正式规定，取代了不正式的各种例外，并在大会上公开讨论所有规定和政策。

近距离管理的一个陷阱是，政策和体系都以内部政治为基础。关系紧密的人倾向于讨论私人生活，一个人自我表露，其他人也都会这么做，组织行动变成了建立在特殊关系基础上的互相帮助。这些人往往抗拒改变，因为改变会打破这种社会平衡。他们个人化的方式有时很有价值，因为人们回应自己认识的人，速度比回应抽象的要求更快。但“帮忙”作为企业决策的基础而言太过薄弱，而且员工无法相互取代，因为关系由特定的人“掌握”。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会让“自我”凌驾于制度。

没有广阔的视角和长期的理念，严重依赖个人直觉和人际关系，这种状态潜伏着危机。过度个人化的方式也可能让管理者迅速注意到微不足道、真假不明的细节。某技术公司CEO是出了名的擅长制定战略，却依然在“近距离”状态下做出某些决定。他对某家著名杂志描写他的文字感到不满，所以公司停止在那家杂志刊登广告。这件事让员工警惕，觉得向他呈现不好的信息时一定要小心。另一个例子是，某企业中层管理者仔细阅读邮件，检查员工对自己的态度，如果发现员工不尊重自己的蛛丝马迹，就立刻抱怨起来。他过度关注表象而非本质，让他失去了待遇更好的职位，理想的升职机会给了另一位能够把握大局的领导者。

拉近镜头，会导致管理者无法看清全局，忽略重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决定只取决于你自己和你认识的人，而非更广大的目标。

近距离视角还会导致领地保护。如果管理者发言时开始透露出保护自己地盘的迹象，就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例如，某业务单元CFO提起预算时总是用第一人称，“我有xxx美元”，但预算是组织的钱，其他高管多次要求他改掉这种口气，他却置若罔闻。

“个人化”和“自省”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自省是一个学习过程，需要一个人以旁观者视角结合具体情境审视自己的行为。“近距离”会增强对自我的执迷，而自我认知源于“拉远镜头”。



拉远

拉远镜头，对于顾全大局的决策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从远处看，你可以在采取行动前看清全局。在这种状态下，你会结合具体情境和内应力原理看待事物，把具体事件视为某种通用模式的实例，而非特殊的、个人化的偶然。

土耳其担保银行（Garanti Bank）前CEO阿金·昂戈（Akin Ongor），带领公司从平淡无奇的土耳其本地银行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巨头，他的方法就是设置相应的流程用于提拔人才，淘汰业绩糟糕的员工。他的裁员公告激起工会抗议，甚至让他本人受到死亡威胁，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当作针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更没有耽于意气之争。他诉诸媒体，将讨论上升到银行采取这种行为所遵循的原则。他利用“拉远镜头”，帮助员工、公众和政府官员看到，经济转型时期的裁员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保全重要的银行机构，以便未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抗议平息，他得以继续在银行引领变革。

拉远镜头，可以帮助你着眼全局，关注更大的原则。以宝洁公司CEO麦睿博（Robert McDonald）为例，他在这家文化底蕴丰厚的跨国公司中晋升成为公司带头人。在寻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他一直追问如何支撑公司可持续发展，保持公司一贯的价值观。他既能概括地域环境和业务线，又能理解文化差异。他讲人情，但不会把问题个人化，时常表示自己是公司管理者，必须承担超越个人的责任。

“远距离”视角适合高层领导者，但其中也有陷阱。一方面，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希望立即看到结果，确定细节无误，然后再支持长期的大局思考。因此，开阔的视野须同小规模的成功并举，表明方案现实可行。另一方面，喜欢远观的领导者可能会因为眼光放得太高，看不见初露端倪的威胁和新兴的机会（这也是“近距离”领导者面临的危险之一），难以发现能够更好地解释新出现的新理论。他们从宏观上查看所有可能的路线，这样可能会忽视其中某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上某个适合行动的契机。远距离让既定的高速发展路线看上去好得太过分了，领导者可能无法转向岔路避开拥堵。

领导者把注意力放在宏大的理论上，就会轻易忽视异常状况，认为偶然的异常无关紧要，不值一提。他们忘了，大的方向取决于一系列事件的发酵。有时候，异常预示着变革的苗头。电影《社交网络》中展示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文克莱沃斯兄弟邀请马克·扎克伯格一同建立网站创业，扎克伯格却自己建立了Facebook，文克莱沃斯兄弟愤怒地去找校长，认为扎克伯格窃取他们的创意。这位校长的原型是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影片中，他认为Facebook只是众多学生创业项目中的一个，让兄弟两人不要在意这件事，去做别的商业项目，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浪费他的时间。这一段也许只是虚构，但现实生活中那位校长的确过分关注重要的长期计划和目标，坚持以宽泛的视角关注学校，对人际交往重视不足，最终失去了别人的支持，丢了工作。

有时候，领导者需要推动，才会去关注可能动摇自己理论的细节。举个例子，有位名叫弗雷的科技公司高管，他的公司开始在某条正在发展的产品线中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弗雷此前带领一个部门，通过突破性创新享誉全球，他的战略才能和大局眼光出了名。可是，他得知欧洲出现了有关转基因成分的议论，认为只是地方性的问题，不需要审查和回应。后来，他听说英国某家客户公司因此问题受到压力，才开始留心，但依然认为这种担忧微不足道，无须纠结。等到他终于被说服，着手收集更多细节，全球性的强烈抵制已经开始，公司失去了安抚客户、在抵制之前解释清楚的机会。

喜欢远距离视角的领导者可能会显得冷漠。举个例子，奥巴马通过振奋人心的演讲和拉票赢得了总统大选，然后就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危机。他高屋建瓴，忙于解决金融危机等系统性的大问题，采用顾问建议的政策，阻止更进一步的崩溃。但批评家表示，他没能让美国的普通百姓感受到他在解决他们的问题。支持他的人说，他的行动符合凯恩斯理论，长远来看会显示出价值。而凯恩斯自己说过，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还有一个问题是，一直停留在远距离视角，画面看上去是静止的，几乎看不到路线，就好像所有经济发展路线都要通过美联储和各大银行。拉近视角从社区和家庭角度看问题，原本可以帮助奥巴马传达出一个信息：他在设法为更多的人提供直接帮助，比如在地方银行增加小企业贷款。遗憾的是，奥巴马虽然有诸多功绩，支持率却暴跌，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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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镜头”是否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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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固化

距离调整不当，会导致失败。我们已经看到，拉近或拉远过了头，又无法转换视角，就会出现问题。

一个问题是，建立平衡远近两种模式的团队是否可能。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人们没有能力在远距离和近距离两种视角中转换，就往往是自说自话，无法沟通。习惯近距离的人希望回归细节，纠结不已，让想要总结规律、制定战略的人疲惫。习惯远距离的人则会显得过于注重理论，不切实际，或者发现习惯近距离的人无法理解自己的通用理论。各自固化的习惯，会妨碍他们一同做出好的决策。

只注重一个方向，会导致社会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提出的“训练有素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尽管有天生的潜力，但如果只发挥自己全部才能的一部分，就会导致其他部分退化。近距离和远距离视角很难平衡，这个事实可以解释男性和女性领导者之间的一项差异。英士国际商学院教授埃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发现，女性在“21世纪”领导力表现的各个方面得分都很高，如建立关系和团队合作，只有设定愿景的得分不高。关系与近距离视角有关，愿景则涉及远距离视角。这也许源自有害的刻板印象：男性应当负责大格局的决策，女性则应该去做关爱照料性质的事。关爱照料的本质决定了这类工作需要近距离视角，注意细节，同一时间只注意一个孩子或一位高管。对于那些身家性命全靠把握掌权者性格喜好的人来说，近距离视角同样是必要的。传统的劳动分工使得男性倾向于远距离视角，女性则倾向于近距离，双方都很少有机会换用另一个视角。



调整视角

好的领导者善于调整视角。面对问题时，他们会在应对当下情况的同时寻求结构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可以拉近视角看到问题，又可以拉开距离，寻找相似的情况，探寻问题根源，并思考避免问题一再发生的原则或政策。

药业巨头诺华（Novartis）董事长、前CEO魏思乐（Daniel Vasella），受过精神科专业训练，有能力近距离关注身边人的情绪状态，又具备可以引导剥离、收购和内部重组的行业变革理论，能够以远距离视角制定战略。他强调个人价值，也重视全球趋势。百事公司CEO卢英德（Indra Nooyi），既有用原则指导公司的大局观，如食品饮料公司须转型促进健康，又有能力拉近距离注意当前业务线的预算分配。卢英德定义了新职位（如首席科学官）和新结构（如与总部研发相关的全球营养集团（Global Nutrition Group）），帮助分散的组织既能拉远到全球视角，又能拉近看到各地差异。

有效领导者鼓励其他人扩展缩放范围。例如宝洁公司，与包装消费品行业的多数公司一样，大量运用大规模的市场调研，通过抽样统计了解市场情况，这是一种拉远距离的形式。宝洁领导者并不会无视这些数据，但也会让员工亲自体验别人的家庭生活，近距离观察家庭需求和体验。紧密观察个体家庭行为得到的细节，最终会影响宝洁的投资决策。

缩放功能不止是比喻，还可以帮助人们发展心智能力，具体方式有处理地图、对比图像、从不同出发点探索问题，以及制定能够反映多视角学习的行动计划等。IBM的企业全球志愿服务队（Corporate Service Corps）将大局和小的细节整合到全球领导力发展项目中，让文化多样的团队在不熟悉的地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作业。团队成员实地体验，解决具体问题，并获得跨国、跨文化的广阔视角。




不必用两极分化的视角看待世界，不要在特异性与结构性、情境式与战略式、情绪与情景中二选一。





“缩放”的比喻，让我们可以客观地讨论视角差异，并鼓励人们转换视角：“让我们拉近距离看看这个问题”“让我们拉远距离，全面考虑一下”。以缩放为基础的检查清单，可以帮助人们停止过度的个人化，提醒他们从相关原则的层面看问题，也避免过度泛化，鼓励他们看具体情况。每个人都可以在工作中运用缩放原则，只要提出合适的问题，如某个行动是否符合总体目标，继续推进某个构想是否有充足的信息等。（
见图表《你的“镜头”是否太近？》

 和
《你的“镜头”是否太远？》

 ）

“缩放”理论说明，不必用两极分化的视角看待世界——特异性与结构性，情境式与战略式，情绪与情景。重点不是二选一，而是要学习在两者间调整位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政治才能在于，他既能“感同身受”，又能将事件放在历史和国际语境下考虑，在短短一次谈话或演讲的时间里迅速调整视角。这种动态的能力是杰出战略性思考的精髓。

缩放可以帮助领导者在事件发展成危机之前及时处理，在遵守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同时抓住新的机会。领导者应当为缩放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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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高端市场还是拓展品牌线？

Preserve the Luxury or Extend the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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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罗伊斯酒庄所有者盖斯帕德·萨维特拉要针对是否在当前这个时候推出品牌葡萄酒做出决定。



盖斯帕德·萨维特拉走出酒庄侧门，不禁打了个冷战。尽管9月末的天气依然暖和，但他仍感到了寒冬的临近。





这位75岁的瓦罗伊斯酒庄（Chateau de Vallois）所有者有着法国波尔多地区最知名的葡萄酒酒庄。像以往一样，他感到了一丝兴奋。葡萄收获季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为了这个季节，他和团队工作了一整年。他加快了步伐，走过了那段长长的整洁干净的小路，穿过了锻铁大门，开始了每天在葡萄园的晨走。

他十分喜爱这个时段的景色，初升的太阳将雾霭弥漫的大地染成了金黄和灰色。静谧、清冽的空气打断了昨晚便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思绪。当时，他的外孙女来到了他的书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克莱尔·瓦尔呼勃特在酒庄长大，7年前因其母亲（盖斯帕德的女儿）的突然离世搬到了巴黎。在从法国精英院校毕业之后，她一直供职于一家顶级的咨询公司，随后于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拿到了MBA学位。盖斯帕德预计外孙女应该会回来参加葡萄采摘，当然，她从来没有缺席过，但是，在听到外孙女有关加入家族企业，并彻底改变其数百年历史基业的计划时，他惊呆了。

克莱尔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她的想法。在她看来，年轻的葡萄酒爱好者因高端法国葡萄酒的定价而被拒之门外。虽然她知道瓦罗伊斯酒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但是她担心，如果酒庄允许低价、低品质葡萄酒生产商，尤其是那些来自欧洲非传统酿酒地区的生产商，吸引并留住了新一代的客户，那么酒庄的生意就会出现问题。她希望瓦罗伊斯酒庄进入“平价奢华”市场，直接面向客户销售，即效仿某些顶级传统波尔多酒庄的做法。

那天晚上，盖斯帕德将外孙女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儿子（克莱尔的舅舅）弗朗索瓦·萨维特拉，弗朗索瓦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地皱了皱眉头。但是他愿意听听他甥女的想法，毕竟，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25%的酒庄股份，跟他的股比是一样的。盖斯帕德拥有剩下的50%的股份。虽然弗朗索瓦5年前已经接手了酒庄的日常运营，但他父亲依然可以对任何策略的变化进行表决，尤其是像克莱尔这样激进的策略。



稀缺佳酿

回到葡萄园后，盖斯帕德看见酒庄经理让-保尔·奥迪诺克斯（Jean-Paul Oudineaux）正在葡萄树前弯着腰认真检查葡萄的情况。他在30年前收购瓦罗伊斯酒庄时便聘请了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农业工程师的让-保尔。

酒庄的生意在最后一任所有者手中已经出现了缓慢的下滑，然而，在盖斯帕德与让-保尔的共同努力下，酒庄恢复了往日的辉煌。重要的原材料一直都没变过：风土搭配理想的土壤和局部气候，这些都是法国人认为决定葡萄酒特质的因素。在波尔多葡萄酒庄园排名（以表彰其长期的品质和声誉记录）中，瓦罗伊斯自1855年开始便被认定为一级酒庄（Premier Grand Cru Classé），这也让酒庄的酒能够卖到最高价。

盖斯帕德和让-保尔重新对葡萄园进行了翻修，改良了灌溉，并略微调整了葡萄酒配方。其葡萄酒Grand Vin du Chateau de Vallois每年的销量达到了15万瓶，由精心挑选的赤霞珠、梅洛、味尔多和品丽珠酿制而成。酒庄使用了剩余的最好葡萄来生产副牌酒Puiné，每年20万支。剩余的葡萄则销往其他酒庄，前提是买方不能透露其原料来源。酒庄的生意一直不错，也让孩子们过上了舒适的日子，然而，他偶尔也会担心，酒庄是否能够维系其后代子孙的生活。

随着盖斯帕德走了过来，让-保尔喊道，“马上就能收了。看看这些葡萄，今年可能比2005年还要好。”

盖斯帕德对此并不感到吃惊，整个夏天的天气一直炎热偏干。让-保尔继续说道：“我们周五就可以开始采摘。但是我宁愿过了这个周末再采摘。天气预报说会有小雨，温度会降低。我觉得这种天气将增加葡萄的鲜度。”盖斯帕德摘了几颗葡萄尝了尝，对此表示同意。

就在葡萄的酸甜感挑逗他的味蕾时，盖斯帕德问让-保尔是否看到了克莱尔。让-保尔笑了笑说：“没有，但是我肯定会的。整个夏天都没看到她的身影，她应该会把整个地方都逛一遍，以此弥补一下。”

盖斯帕德继续说道：“好吧，不过你最好做好准备。她打算生产品牌葡萄酒，然后直接销售。” 让－保尔叹了口气，“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葡萄藤就像孩子一样：它们需要精心呵护。筛选和调配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对完美品质的追求，酒庄无法酿制出优秀的葡萄酒。我们已经有两种酒了。这还不够吗？”



依靠传统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盖斯帕德拿起了一串旧钥匙，来到了酒窖。他进入了拱形的新酒区，在这里，用去年葡萄酿制的最好葡萄酒正摆放在整齐、盖有酒庄徽章的橡木桶中进行陈化。约70%正在陈酿的葡萄酒已经卖给了称之为“酒商”的专营商户，双方在数百年前便已达成协议，目的是让贵族们无法插手商业。这些酒商会在离葡萄酒装瓶还差一年的时候购买葡萄酒，然后卖给经销商和进口商。当得知无法从酒庄直接购买葡萄酒时，游客们总是感到震惊不已。

好酒价格的波动性很大，它取决于佳酿的品质、生产者和酒商的声誉以及预期的需求，而且价格受专家意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此前，瓦罗伊斯酒庄在销售顶级葡萄酒时会预先收取100到450欧元，而如今，一名美国客户为了在一年后拿到酒可能需要支付999美元。盖斯帕德的一些极品葡萄酒收藏同行抱怨酒商的利润太高，但是盖斯帕德坦然接受了。他知道，即便是在葡萄品质不好的时候，为了维持业务关系，酒商也能够消化掉酒庄的所有葡萄酒。此外，由于种植商能够提前收到钱，所以销售所得的收入能够让生产融资变得轻松很多。

盖斯帕德打开了通往私人酒窖的大门，其中储藏着酒庄生产的几乎所有佳酿。这里的酒架触及屋顶，他漫步于其间，抬头看了看1848年的最后两瓶葡萄酒，上面布满了灰尘。

弗朗索瓦走了进来，说道：“父亲，我想你应该在这里。我想和你私下谈谈。克莱尔的想法行不通。在好的年份，我们没有足够的葡萄酿制瓦罗伊斯三牌酒，因此我们不得不购买更多的葡萄，来酿制品牌葡萄酒。如果事情传了出去，人们会担心我们会在所有的酒中掺杂这些葡萄。此外，自己卖酒也有风险。我们之所以能卖高价，因为它走的是特许经销模式，而且客户仅能从少数高端供应商那里买到我们的酒。如果人们认为我们想扩大规模，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愿意出那么高的价钱了。”

盖斯帕德说：“克莱尔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想把新品牌葡萄酒独立出来。”

弗朗索瓦摇了摇头。“这也是行不通的。你也知道，一些酒商不大愿意看到顶级葡萄酒生产商增加品牌葡萄酒。因此，我们不仅要投资经营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或方法的销售渠道，还得冒着得罪当前酒商的风险。”

盖斯帕德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思想传统的人。虽然在波尔多经营30年后他对这里仍有陌生感，但弗朗索瓦通过与大酒商家族的女儿联姻，获得了广阔的人脉。

弗朗索瓦说：“你知道吗，塞西尔的家族自1739年便开始做这一行了。他们卖酒的经验与我们做酒的经验一样老道。他们负责所有的营销、保险和运输，放弃合作意味着这些事情就得我们来管理。他们也深谙如何区分独家销售和稀缺酒品的营销模式。他们对其销售目标有着明确的认识。然而，我们连每年如何给酒定价都不知道。假如我们能够在好年头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要是遇到不好的年份该怎么办？”



一个改革案例

当天晚上，盖斯帕德通过主楼梯进到了黄色的大厅。家具丰润的色泽在柔和的烛光下熠熠生辉，高高堆起的葡萄藤在猛烈燃烧，散发出阵阵清香。他坐在炉边，手伸向边桌上的一盘杏仁，这时，他的外孙女走了进来。

“你还好吧，外公？”克莱尔盯着他问道，“我这次是第一个到这儿的？”

盖斯帕德微笑着说：“孩子，很高兴你能回来。坐，讲讲你今天都做了什么。”就在她正要回答的时候，弗朗索瓦和让-保尔一块走了进来。

弗朗索瓦宣布，“我们刚收听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已决定在周一开始采摘。”三个人都坐了下来，盖斯帕德把扁桃仁递给了他们。“我已邀请大家晚上在厨房用餐。”他说道，“这样能更亲密一些，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

酒庄还保留了古香古色的厨房，有涂漆的炉灶和开放式壁炉，的确要比餐厅私密得多，但今晚的餐桌却摆放着鲜花，浆洗过的亚麻台布和精致的瓷器。每一个座位前面都摆放了银质器皿和4个水晶玻璃杯，用来品尝每一道佐餐酒。

盖斯帕德能够看出来，克莱尔一坐下来便迫切希望讨论业务的事情，但她在上主菜前成功地克制住了自己。她尝了一口2001年顶级葡萄酒，用来搭配她盘子里柔软的波雅克小羊羔肉。她对盖斯帕德说：“外公，我知道你昨天一直在想：‘你看看她，满脑子都是商业学院的谬论。’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连酒庄价值的一半都没有实现。”

看到了儿子皱起的眉头，盖斯帕德很快回答道：“并非如此。我可能看起来像老古董，但是我一直都愿意接受新理念。我确信你舅舅能够证明这一点。”

在受到鼓舞之后，克莱尔继续说道：“我建议推出一款品牌葡萄酒，一瓶20到25欧元。我们的正牌酒大多数人都喝不起，尤其是年份较久的佳酿，即便是2000年的酒一瓶就要卖1000欧元。我们的副牌酒价格为100欧元，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依然太贵，难以经常消费。”

她看着弗朗索瓦说：“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至少得产100万瓶酒，因此我们得购买葡萄。如果你反对这么做，我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自己来种。酒标上肯定不能写源自于瓦罗伊斯酒庄，但由于使用了波尔多的葡萄和土地，我们至少可以标明‘产自波尔多地区’。这里的好地块也不便宜，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海外购买，就像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那样。为什么不用加州葡萄制作我们的品牌葡萄酒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标注由瓦罗伊斯团队精心酿制。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品牌？如果我们可以在波尔多酿出这么好的酒，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地区酿造一款适合于年轻人的酒？”

她继续说道：“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事实上，我们在客户参观酒庄的过程中认识了不少客户，尤其是专营进口商。对于其他人，我们可以制作网站，允许他们直接订购。很多人都在询问这件事情。”

克莱尔停顿了一下，喝了口酒，葡萄酒甜美、均衡的口感似乎更加激发了她的斗志。

“最后，不管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作何评价，对于新世界葡萄酒，哪怕是最好的葡萄酒，我想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陈化不够好，口味太重，果味太浓。但从营销角度来讲，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的广告宣传做得很好，而且也做市场调研，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改变其葡萄酒的口感，迅速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口味。”

“我并不是说要把它与正牌酒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有了品牌葡萄酒之后，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灵活，而且我们也能借此吸引年轻的消费者，引领葡萄酒潮流，并确保他们在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能够继续购买我们的葡萄酒。”

弗朗索瓦把盘子推到了一边。“亲爱的，我们没有恶意，”他谨慎地说道，“我的确也想过如何接触年轻的消费者，并提升我们的营收，每一个CEO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你完全误会了。我们可能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声誉优势，但这是否也是我们能够变得如此知名的原因之一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花在低价酒的营销和经销方面呢？”

让-保尔不安地搅拌着食物，他大声说道：“品牌酒由谁来酿制？我对于用他人的葡萄酿造满是果味的葡萄酒不感兴趣，也没有这个能力。”

借着这片刻的寂静，盖斯帕德叫停了讨论，“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讨论够多了，明天在会议室继续讨论吧。”



收获时节？

当盖斯帕德在晨走后回到会议室时，里面没有一个人。他今天起来得很早，脑子里满是昨晚的对话内容。

儿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一旦人们开始认为酒庄正酝酿减少奢华感，正牌酒将被轻易拉下神坛。但是克莱尔的观点也有道理：他们完全陷入了酿制顶级葡萄酒的定势思维中。他觉得，抛开其他的不说，克莱尔的提议让他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今后，她将成为弗朗索瓦一个很好的辩论对手。

虽然他们争执不休，但盖斯帕德还没有完全退休，因此最终的决定权在他手中。

瓦罗伊斯酒庄应进军低价酒业务吗？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 院 案 例 研 究 《 玛歌酒庄营销》（ Marketing Chateau Margaux ），作者是约翰·德顿（John Deighton）、文森特·德赛因（Vincent Dessain）、雷兰德·皮特（Leyland Pitt）、丹妮拉·拜尔斯多夫（Daniela Beyersdorfer）和安德斯·斯佳曼（Anders Sjoman），访问hbr.org可阅读全文。




瓦罗伊斯酒庄应进军低价酒业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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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妮拉·拜尔斯多夫
 是巴黎哈佛商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文森特·德赛因
 是该中心的执行主任。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不要推出

品牌葡萄酒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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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琳·门茨洛普洛斯（Corinne Mentzelopoulos）


是法国波尔多地区一级酒庄玛歌酒庄的所有者兼CEO。









这个案例中的困境是
 高级和稀缺葡萄酒领域（例如玛尔戈）的高管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增长需求和品质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怎么样，虽然受中国（需求非常可观）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推动，高级红酒市场的增长势头异常迅猛，但我建议盖斯帕德·萨维特拉在当前这个时候不要推出品牌葡萄酒。

瓦罗伊斯酒庄因其顶级酒庄的地位和其顶级葡萄酒的声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由于葡萄必须产自于酒庄特定的地块，因此瓦罗伊斯庄园每年的葡萄酒产量非常有限。与此同时，酒庄还必须通过酒商确保获得广泛的销售渠道。弗朗索瓦·萨维特拉的观点是对的，这种限量的供应帮助维持了酒庄的奢华形象，因此，任何改变这一传统方式的尝试，哪怕是成功了，也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改变行业和消费者对葡萄酒价值的看法。

此外，让-保尔已经在为维持酒庄极其复杂的生产流程而忙得团团转。每一款佳酿的品质都会因气候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即便是在最好的年份，种植、耕地、作物疏伐、采摘、配制、陈化和装瓶流程都需要非常细致的管理和协作，才能酿造出真正的顶级葡萄酒。土壤或气候的任何变化，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或葡萄品质的改变，都要求酒庄在全年内相应进行及时调整，并对最终的配制比例进行轻微的变动。

此外，酒庄的管理层在成功推出和利用低价酒品牌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他们对大众市场葡萄酒业务和销售渠道知之甚少，对新市场细分的消费者同样没有了解，因为他们一直都通过酒商进行销售。

最后，如果让-保尔挑起了酿造品牌葡萄酒的重担，那么他留给主要职责的精力必然就会减少，因此，现有的葡萄酒业务很可能会受到影响。为避免出现这一结果，酒庄至少得为品牌葡萄酒招聘一名新经理。此举会让市场认为，酒庄成熟的酿酒特长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是瓦罗伊斯酒庄本身。此外，从零开始推出品牌葡萄酒需要大量的投资。




任何试图改变传统酿酒方式的做法可能会影响行业和消费者对葡萄酒的感知价值。





当然，葡萄酒生产酒庄，与其他任何公司一样，必须考虑今后的财务状况。定期反思业务模式以及了解机遇和威胁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即便是我们这些对悠久酿酒技术依赖性极高的酒庄，也必须经常关注有助于保持自身领先地位的新理念、方法和设备。在这一方面，克莱尔·瓦尔呼勃特是瓦罗伊斯酒庄管理层的宝贵财富，盖斯帕德应当鼓励她加入家族企业。但由于萨维特拉家族主攻的是高端奢华的小众市场，他们应拒绝将酒庄转型为一个更加工业化的业务，并抵制通过品牌葡萄酒进军大众市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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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划分

正牌酒和品牌酒

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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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瑟乐思·罗斯查尔德（Philippe Sereys de Rothschild）


是家族企业Baron Philippe de Rothschild的副董事长。该公司管理着一级酒庄Mouton Rothschild和其他酒庄，以及品牌葡萄酒。









萨维特拉家族是否应该
 在品牌葡萄酒领域探索新的机遇？当然。但是他们应非常谨慎地开展这一业务，因为正牌酒和品牌葡萄酒涉及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必须对两者进行完全独立的管理。尽管如此，很多主攻高端或奢侈市场的公司通过拓展业务，成功地获得了增长；我的家族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方法是，明确划分正牌酒和品牌酒的界限。在当前的全球葡萄酒市场，保护无可挑剔的品质和正牌酒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

弗朗索瓦担心品牌酒会损害瓦罗伊斯正牌酒的品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的责任就是确保为异常挑剔的顶级市场提供最好的正牌酒。尽管他可以监管独立的品牌葡萄酒团队，以确保新产品拥有非常好的品质，但他仍应该将精力完全放在葡萄酒的酿制方面，而不是管理新公司。

此外，一级酒的价格在近些年一直在飙升，部分原因在于全球葡萄酒爱好者数量的增加以及新兴葡萄酒市场的崛起，例如中国和印度。如果我们希望让年轻的葡萄酒消费者能够以可以承受的价格购买和消费高品质葡萄酒，并吸引未来的高品质葡萄酒消费者，那么像我们这类拥有极佳声誉的企业必须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高品质品牌葡萄酒。品牌酒可以利用正牌酒的既有经验和声誉，但两者的生产和销售链必须明确加以区分。其中的一个方法便是在同一个集团下创建两个独立的业务部门。

如果该家族决定开发品牌葡萄酒，那么他们须实行独特的营销和销售策略。鉴于酒庄传统的一级酒庄定位，萨维特拉家族必须强调，此举不涉及其正牌顶级葡萄酒。例如，他们可以将宣传活动定义为打造一款超高性价比葡萄酒，这样，年轻的葡萄酒爱好者将有机会品尝这些高品质的产品，然后再逐渐升级至更昂贵的顶级葡萄酒。

直接营销品牌葡萄酒将让萨维特拉家族更好地了解整个葡萄酒市场，以及市场潜在的发展方向。此举还将帮助他们了解销售之道，同时对他们今后的业务拓展也是十分有帮助。

本着家族和谐的出发点，我建议盖斯帕德应鼓励克莱尔加入家族企业，任何能够提出这类意见的家庭成员都应委以合适的职务。然而，她必须组建和拓展其自身的职责，在这一案例中可以是负责品牌葡萄酒业务。

葡萄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产品，而且个人的喜好也是各有不同。我经常会尝试和享用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葡萄酒。虽然，与萨维特拉家族一样，我更喜欢醇厚、年份久远、酒体饱满、余韵十足的波尔多葡萄酒，这并不是说年份较轻、充满诱惑力的新世界葡萄酒不值得或不应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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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 社区的评论

瓦罗伊斯酒庄遇到的是一个经典的家族企业问题。每一位成员认为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发展企业。事实上，他们需要设立一个以非家族成员为主的董事会，一个能够制定完整商业计划的董事会，而不仅仅是同不同意卖品牌葡萄酒。


托尼·格里高利


CODA Business Management 公司CEO



我不主张从奢华葡萄酒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张。相反，酒庄可以打造一款更加奢侈的葡萄酒，可能仅占总产量的5%（但是拥有更高的利润），直接从酒庄销售，并将其作为品牌的延伸。产量如此稀少的葡萄酒不会增加葡萄的需求量，也不会伤害酒商的业务。甚至更理想的情况是，整个瓦罗伊斯品牌将因为品牌葡萄酒的稀缺性而更加显赫。


阿伦·戈杰瑟塔


IBM 克罗地亚公司中间市场销售经理



盖斯帕德应该进军低价酒市场， 但应该通过分公司的形式， 并聘请专职CEO 和经理。克莱尔充满了激情，但作为一个商业人士来说还不够成熟。可以给她安排一个更加合适的职务，例如策略师。新公司应专注于更年轻和首次购买葡萄酒的消费者，并以这些人为服务对象的餐厅。新公司应专注的市场包括美国、拉美、南欧和亚洲。


维维可·科奇卡


Infosys Technologies 副总裁助理兼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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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MANAGING ORGANIZATIONS



THE EDISON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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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s from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oductive and profitable research facilities.

Steven Prokesch | page 076









Early-stage research is expensive, risky, and unpredictable—so corporations generally shy away from it, leaving many opportunities unexplored. They could revitalize their research operations by adopting the approach taken by Bob Langer, a chemical engineer whose lab at MIT is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profitable research facilities in the world.




HBR senior editor Prokesch reports in depth on Langer Lab’s proven formula for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discoveries and getting them into the world as products. It includes:

a focus on high-impact projects—ones that could make a major difference to society

a process for crossing the proverbial “valley of death” between research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methods for facilitating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ways to make the constant turnover of researchers and the limited duration of project funding a plus

a leadership style that balances freedom and support

By drawing on the Langer Lab values and model, companies coul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and make lots of money in the process.


HBR Reprint
 R1702L






FEATURES



INNOVATION



HOW TO GET ECOSYSTEM

BUY-IN



Martin Ihrig and Ian C. MacMillan

page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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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ny industries today—

including aerospace, electronics, chemicals, software, global construction, global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ing, and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even simple product or service innovations can become complicated, because so many companies now operate in ecosystems made up of powerful and highly interconnected stakeholders. That means you can’t focus exclusively on the customer and yourself: You need value propositions that stakeholders in your ecosystem can also buy into, which vastly complicates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The authors have developed a tool-based ideation process that a majo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as rolled out worldwide. They describe the six steps in the process: (1) Identify key stakeholders and their most pressing needs; (2) outline stakeholder consumption chains; (3) categoriz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offer and build offer profiles; (4) create growth opportunity profiles; (5) map stakeholder tensions; and (6) choose your best opportunity.


HBR Reprint
 R1702G




FEATURES



SALES



THE NEW SALES

IMPERATIVE



Nicholas Toman, Brent Adamson, and

Cristi na Gomez | page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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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ing on

information just makes things

harder.





B2B customers are deeply uncertain and stressed. With virtually infinit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any solution, a swelling raft of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each purchase, and an ever-expanding array of options, customers are increasingly overwhelmed and often more paralyzed than empowered. The authors’ solution, developed through work with hundreds of sales organizations globally, is a proactive, take-charge prescriptive approach that sweeps away obstacles and guides customers through decision making. Companies that have mastered prescriptive selling share a set of practices: They work to understand customers’ purchase journeys; identify significant customer challenges at each buying stage; arm their sellers with tools to help overcome each challenge; and track customers’ purchase progress so that they can intervene to keep the process on track.


HBR Reprint
 R1702J




HOW I DID IT



MARKETING



THE CEO OF BOLTHOUSE

FARMS ON MAKING

CARROTS COOL



Jeff rey Dunn | page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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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unn became the CEO of Bolthouse, in 2008, he had 2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soft drinks industry. If Coca-Cola could persuade people to drink more than a billion servings of its soda every day, he wondered, why couldn’t Bolthouse do the same for a vegetable? He and his team decided to use some of the tactics of junk food companies, which are experts in demand creation.

“Eat ’Em Like Junk Food,” Bolthouse’s multimillion-dollar marketing campaign, used tongue-in-cheek TV, print, and digital ads to liken baby carrots to Cheetos, Doritos, and other snack food favorites. The company put its products in vending machines, used Sesame Street characters on its packaging, and sold through retailers such as Walmart and 7-Eleven. It created carrot snack packs, developed 27 varieties of juices and smoothies, and put veggie and fruit purees in squeezable tubes. And i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ampbell’s, which acquired Bolthouse in 2012.


HBR Reprint
 R15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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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诺曼·福斯特：


要做想做的事情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蒋荟蓉 | 译 廖琦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20世纪70年代早期，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作为威利斯·费伯和杜马斯保险公司（Willis Faber & Dumas）总部办公楼的建筑师而声名鹊起。这栋大楼位于英国伊普斯威奇，其节能意识和开放式设计在当时堪称先驱。他的设计作品多达250余件，从伦敦的Swiss Re保险公司总部办公楼（绰号“小黄瓜”）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世界顶级建筑大奖，他本人受封英国爵士、终身贵族。他是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创始人兼董事长，事务所在世界各地设有15个办公室，共1000名员工，承接项目遍布全球40个国家。







HBR：
 你是如何成为建筑师的？



福斯特：
 年轻时我在曼彻斯特读书，一有空就去闲逛，看看城里的建筑。我并不是有意识地想着“我要成为建筑师，所以必须观察这些建筑”，只是被巴顿商场（Barton Arcade）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办公楼之类的建筑吸引。旅行和研究建筑与城市，对于现在的我而言，跟在建筑学院学习时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依然是学生。




与其他建筑师合作，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曾经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我的妻子温迪在Team 4小组合作，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创业期。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点像乐队组合，让我们聚在一起的东西里面就包含着日后让我们分离的种子。后来温迪和我一同创立了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Foster Associates）。在这个过程中，她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领袖。




你有导师吗？


理查德·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我叫他“布基”（Bucky）。他主张最本质的道德良知，永远提醒我们，要记住地球的脆弱以及人类保护地球的责任。他是那种能从根本上影响你世界观的人。另一个导师是著名的德国平面设计师奥托·艾歇尔（Otl Aicher）。他和布基本质上都是哲学家。还有，我在耶鲁大学遇见的人，特别是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瑟奇·切尔马耶夫（Serge Chermayeff）和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保罗·鲁道夫创造了一种极富创意、竞争激烈的工作室氛围，而且有许多名人造访。40多年来，我的工作一直受那种“你可以去做”的方式影响。想想看吧，我们的工作室跟耶鲁其他工作室一样，学期中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始终能够吸引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威利斯·费伯和杜马斯保险公司大楼受到广泛认同，你认为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建筑设计呼应了公司的氛围和开放式结构。他们公司有2100位员工，但却像家族企业一样。董事知道很多员工的教名，公司管理结构比较松散，且实行“开门”政策，鼓励各层级间轻松地实现沟通。我们的设计是在三层结构中安装扶梯，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中庭和社交场所——游泳池、屋顶花园和餐厅，这些构思都源自一种使工作场所民主化、鼓励社区意识的态度。另外，当时英国弥漫着悲观情绪，这栋建筑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振奋人心。




工作场所的设计为何如此重要？


先不说建筑和情感的因素。好的工作场所可以吸引人们逗留，这样可以直接提升工作效率和物质回报。还有一个作用是打破分界，比如我们挑战了白领和蓝领员工各自的刻板印象，没有把他们隔开，而是让他们聚在一起，我把那个地方叫作“民主亭”。




你说过，你讨厌委员会，但是喜欢团队。这是为什么？


身为建筑师要善于倾听，但我觉得也要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有时候委员会设计的东西到头来是打了折扣的，各方都不满意。最好的建筑可能会受质疑、受攻击，也可能受人尊敬，但一定是包含了某种展望。而且建筑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有一整个团队，也许是一个很小的核心团队，也可能是遍及各地的军队，团队成员拒绝走捷径，夜以继日共同完成的。




“设计思维”能否应用于商业世界？


有一些技能可以用，特别是应用创意解决复杂的问题。这里我要再提一下团队合作，一栋建筑是大家齐心协力的产物。




作为管理者和设计师，你亲自工作的时间有多少？


公司按照我设计好的流程运作，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可以留给设计。设计毕竟是我们的核心工作，也是我个人热爱的事情。我很自由，可以到处闲逛，不会被日常工作束缚。




要想成为好的建筑师，有什么诀窍？


要虚心学习，精力充沛，吃得消繁重的工作，还要有意愿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尝试新事物。幽默感也很有用。我们福斯特建筑事务所每个人都尽力去做自己的工作，要做到最好。媒体关注当然不必要，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设计。正面和负面的反馈都会通过设计董事会的例行审查中给出，董事会主席是我。从这个角度讲，工作室很像建筑学院，设有评审机制，批评者都是深谙设计伦理的人。




跟客户打交道的诀窍呢？


这个过程中会不断交谈，交换意见。设计的意义或许是沟通和激励，但总归是要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需求。倾听至关重要，提出合适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跟客户来不来电。




技术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我们了解快速成型和数字建模等新技术的价值，但要记住，电脑只是一种工具，跟铅笔一样。技术是途径，不是结果。结果始终在于社会。重要的事情，比如相信钻研的力量，这些并没有改变。




你最看重怎样的认可？


得到同侪认可是令人高兴的，但说到底，作品必须表达出自身魅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重视的是建筑及环境价值能得到公众和媒体认可。现在这方面的关注度当然比以前高，比如说比30年前高得多了。这是姗姗来迟的关注。还有一个更广泛、更大的争论——更多利益。




你如何衡量一个项目的成功？


好的设计也许可以量化。例如在我们的兰利学院，学生可以监督学校表现是否违反可持续目标。机房的数字显示器上显示水消耗量，以及地源热泵和屋顶的太阳能板提供的能源数量。而更加诗意的维度，比如意见和友善的重要性，还有酷暑中躲进树荫时的爽快感，这些都更加难以用数字描述。




在职业生涯中，你遭遇的最大的挫败是什么？


要做想做的事情，时间永远不够。我还没有征服这块领域——或许永远不会。每个项目都会教给你一些东西，许多机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总是提倡人们向前看，努力迎接下一个挑战吧。




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随时随地。我随时都在画速写。这是我的一种沟通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自己的对话，相当于你随手记下的笔记。有时候在会议或者设计审查进行中，我会发现自己一边说话一边飞快地涂涂画画，因为我需要图画来交流某个重点。



[image: ]



艾莉森·比尔德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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